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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傅柯統管理性（governentality）理論及 Beck 的風險社會與反身性

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之下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裡的國

家角色問題。做為國家培植重點策略工業的高科技產業，被社會認為是先進、低

污染、高獲利的產業。由於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成功運用，讓台灣在高科技產

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東亞後進國家發展典範之一。高科技產業

也成為 1990 年代後台灣成長最快，投資金額最高的產業類別。透過理論回顧與

個案分析，本研究希望藉著分析國家機關、公民社會等重要行動者的相關文獻、

報導、論述與行為來回答下列問題：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扶植高科技產

業的政策背後隱含著何種價值？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新自由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

如何逐步成為國家理性和統管理性？當風險社會逐漸形成，國家機關又如何回應

新興風險帶來的衝擊？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的新興風險，公民社會透過何種

方式途徑去制衡影響國家機關以改變舊有統管理性？

本研究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因素的衝

擊，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逐漸減弱。為了持續統治台灣，重視經濟發展的新自

由主義遂取代單純的維持政權存續而成為國家理性。國家機關透過引進技術、排

除障礙和提供優惠等政策手段，在加上威權統治下對公民社會、環境與勞工權益

的忽視和壓制，來引導和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本研究藉由檢視了霄裡溪污染、

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污染等高科技發展過程的重大爭議案例。發現雖經

過政黨輪替，但後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接續運用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

透過土地徵收設立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優惠和維持低度環境管制方式來促使高科

技產業繼續擴張。但在民主化後，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及副作用

也逐漸於公民社會浮現，產生統管危機。而促使倡議團體與居民緊密合作，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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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與國際供應鏈施壓等方式，利用國家機關內部的相互制

衡關係。希望能改變過去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模式，使其

朝向重視多元價值與風險管理的反身性統管化方向改變。雖然其一時之間仍無法

完全跳脫舊有模式，但由於預警原則、資訊透明公開和公民參與等帶來統管藝術

與管制技術的創新與變革，使統管理性能漸往反身性統管化的方向前進。藉由面

對和處理新興風險歷程中的多元價值激盪與衝突，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亦逐漸受

反身性現代化影響而改變。國家機關應體認除了發展經濟外，其亦有保護環境、

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故應成為促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

衡者。在科技與產業生態快速變化的今日，其亦應了解已無法再預先規劃經濟發

展路徑。而必須以建構並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來替代過去方式。成為

「價值平衡者」以及「公平安全產業環境的建構者」，才是國家角色的新定位。

關鍵詞：高科技產業、統管理性、反身性現代化、霄裡溪、中科三期、毒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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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高科技產業一般係指資訊與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產業。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ion，簡稱 OECD）的行業

標準所制定的定義1來說，也就是「必須以電子方式達到或促進資訊處理及通訊

之功能，包括傳送及顯示」的相關產業。其內涵包括有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信業及資訊業等四種產業。自 1990 年代以後，

高科技產業就引領世界資訊革命的浪潮。隨著資訊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手機、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產品不斷的推出。近來行動上網與手持行動裝置的普及

也改變了日常生活形態，常見到無時無刻都有人低頭操作智慧型手機。許多活動

也都藉由網路號召，政府甚至也已經考慮將行動上網列入「基本人權」2的層次。

這些皆顯示高科技產業已在今日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故新科技產品發

明與上市、產業鏈供應商變化或業界重要人物發言，都常動見觀瞻成為世界經濟

矚目焦點。過去社會一般對高科技產業的印象，不外乎就是高技術、無污染、高

獲利的模範工業，以及公園化的科學園區、無塵室生產環境和高薪的科技新貴員

工等。 

對於東亞的台灣、南韓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從 1953 年韓戰結束後，局勢逐

漸穩定。1960-70 年代的越戰，刺激國內經濟逐漸工業化。到 1980 年代，轉型為

                                                
1行政院主計處（2011）。 ICT 有關之行業分類系統，2014 年 7 月 4 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121814243471.pdf 。 

2黃晶琳，2012/02/11，<陳沖：行動上網是基本人權>，經濟日報，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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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工業化國家，高科技產業是這段經濟轉型與創新過程裡的核心角色。尤其是

台灣與韓國，皆是透過國家機關制定產業政策來主導發展方向。兩國從經濟與技

術的落後國家一路向前追趕，最後藉著切入高科技產業生產，整合進入科技產品

的全球生產網絡。這些都是學界一直很有興趣研究的課題，也促成後來「發展型

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論概念發展。而國家除了促進經濟發展外，

同時在法律上也負有維持社會公平、分配正義與環境保護的多元平衡角色。在憲

政制度上，為了因應國家機關的不同職能亦設有立法、司法、監察等各權的相互

制衡機制，以及行政院內部的許多不同部會分工。故政策上常會陷入不同機關、

不同角色與使命相互矛盾衝突的困境之中。 

一般政治學所稱的國家三要素為領土、人民以及主權政府。英文裡的「country、

nation、the state」這三個詞彙都可以直譯成國家，而常會使人混淆。蕭全政（蕭

全政，1994：69-70）認為雖然皆為國家，但三個詞彙意涵中所強調的意義不同。

country 與 nation 這兩個詞彙，分別強調國家的領土疆域以及民族特性。相較之

下，the state 則是對擁有主權政府機關的總稱，故可稱之為「國家機關」。政府

（government）意涵則較國家機關更為狹隘，一般多用來指稱行政機關，而不包

含立法與司法等其他部門。Dunleavy 與 O'Leary（1987：1-4）認為對國家機關有

組織性與功能性兩種定義：組織性定義強調國家機關是一組與私人部門有明顯差

異的公共部門。其由官僚組成並擁有對國內個人有具壟斷性與強制力的主權，可

以依其訂定的法律從被統治者中收取稅金；功能性定義則較組織性定義更為廣泛。

即使非屬公共部門，只要組織目的與國家機關功能重疊或能協助國家機關發揮影

響力的組織，都可以納入國家機關的範疇中。但若採功能型定義來界定，可能會

使概念涵蓋太過廣泛且模糊。故本文的國家機關採取組織性定義，以具有公務機

關性質組成的組織為限。王振寰（1996：23）則把 the state 稱之為「國家機器」。

但國家機器詞意較強調國家的宰制與強制力，且易與馬克思主義裡的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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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atus（也譯為國家機器）混淆。故本文採用國家機關來稱呼 the state。以下

行文中的國家、國家機關、政府等詞彙即分別代表上述含意。 

在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為了維持經濟發展，會依循著產業趨勢

來制定高科技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內容包括科學園區政策、勞工政策、環境政策

與租稅政策等，希望透過政策執行促使產業蓬勃發展而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但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資本積累、經濟成長、GDP 增加、國民所得與就業機會

增加的優點外，同時也會產生土地開發爭議、勞動安全、環境污染和租稅不公等

副作用。經濟發展的副作用不但會導致國家統治正當性下降，也影響公民社會裡

的倡議團體會為抵抗國家資源分配不公而發動社會運動。期待透過社會運動影響

國家機關與企業，來改變產業政策與公共資源分配方式。 

由於憲法權力分立與行政組織分工設計的原因，故國家機關內部的不同機關

掌有不同職權與角色。經濟與科技發展機關著力於促進經濟發展與產業投資；環

保與區域規劃機關進行環境影響與土地計畫審議；立法、司法與監察機關則分別

掌理立法預算、司法判決和糾正彈劾權力。基於憲政權責，各機關之間會有相互

制衡與意見不同的情況，這也成為倡議團體常運用來影響政府的方式。為了維繫

其統治正當性，政府只能回應社會運動壓力而整合國家機關內部歧異並調整政策。

在調整過程中，政府仍會盡力確保產業政策仍能持續達成經濟成長目標，同時產

業界也會運用影響力與政府協調，希望讓變動損害降到最低或以其他政策優惠來

交換爭議產業政策的落日。本研究就是希望藉著研究高科技產業議題個案上國家

機關、公民社會與企業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統管理

性理論（governmentality）來分析，進一步討論在事件背後隱而未現的國家理性

(reason of state)價值、統管理性、以及統管藝術（art of government）之下的管制

（police）技術與自由等面向。透過這些分析，希望能釐清在今日高科技產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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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所面臨的課題以及其角色未來應該變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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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者定位 

2007 年，我以志工身份全程參與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Taiwan Environment 

Action Network, TEAN）所舉辦的「綠色矽谷的環境挑戰」系列活動。活動邀請

美國加州矽谷毒物聯盟（Silicon Valley Toxic Coalition）的創辦人 Ted Smith、執

行長 Sheila Davis 與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的主任陳宇輝（負責高科技廢棄物項目），

來台灣進行六天七夜的公開參訪與研討。途中走訪了過去因燃燒電子廢棄物、回

收廢五金而導致嚴重污染的台南二仁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竹科）、

當時剛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不久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基地

（位於台中后里，以下簡稱中科三期），並參加了挑戰晶片講座以及永續高科技

工作坊。參訪過程中，除了瞭解美國與中國曾經發生過的科技污染案例外，還拜

訪了台灣各地深受科技業危害的農民及漁民。參與系列活動後，我才第一次驚覺

原來便利生活的科技產品，在製造過程與廢棄物處理上居然會對消費者、員工、

環境以及回收者產生如此多的危害。而且作為科技製造重鎮的台灣，竟始終皆是

其中的受害者。 

後來於 2008 年，輾轉得知新竹縣新埔鎮居民的飲用水源－霄裡溪，正發生

水質受到友達光電與中華映管兩家面板廠毒害的案件（詳細情況請見第四章第一

節，霄裡溪個案）。在走訪當地對抗污染的新埔愛鄉協會後，心中相當震撼、無

法相信國家機關居然會漠視與容許這樣的傷害持續發生。因此，當年暑假和來自

不同學校、擁有不同專長的朋友，共同組成「霄裡溪青年工作隊」。藉由挨家挨

戶進行居民健康情況調查、用水情況調查以及行政與法律訴訟協助等，希望能減

輕與改變社區所受到的傷害。2008 到 2009 年，為了協助社區，在新埔住了一年

多，看到當地居民面對水源被高科技大廠污染，既擔心無奈又無力反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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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們很氣憤仰賴、飲用百年以上的井水受到污染，很擔心健康會受到影

響；另一方面，面對有如龐然巨物之科技大廠的壓迫，又覺得無論做什麼都是徒

勞無功。尤其是當地的茶行老闆娘，由於每天長時間煮井水與上門的客人試茶、

喝茶，自己與家人的身上皆出現呼吸道疾病和搔癢難耐的皮膚怪病，跑遍各大醫

院就診都找不到原因。家中的茶壺和熱水器也屢次在更換不久後，發生嚴重鏽蝕

破裂的情形，連水電行也嘖嘖稱奇。剛開始找不到原因，他們只覺得困惑不解，

在和當地愛鄉協會以及青年工作隊接觸後，才發現這些現象都是上游面板廠設廠

生產後才開始發生。了解地方情況後，我們多次參加環保署所召開的環評會、健

康風險專家會議。卻發現當初環評審查時，根本沒有查核資料的正確性，單憑廠

商給予的錯誤資訊就快速通過。縱使今日已經發現錯誤，官員們卻都以資料不足、

現有文獻無任何關於面板廢水對健康的相關研究為由，不願意正視和處理問題而

任由居民繼續受到傷害。甚至卻還有環保署官員在會議上對受害的茶行老闆娘說：

「面板業產生的這些稀有金屬元素就跟礦泉水一樣，喝下去對人體沒有影響啦！」

縱使在地方團體提出訴訟及居民多次北上抗議，終於促使環評會通過改排結論。

但通過後三年情況依舊，中央與地方政府卻仍是互踢皮球完全拿不出落實結論、

保護居民的方法。 

在參與環境議題的過程中，看到上述這些現象使我內心深受衝擊。在政大公

行系求學的 14 年時光中，課堂上老師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諄諄教誨，告訴我們行

政機關必須具有公共性，依法行政以保護人民和公共利益。但現實上，政府的施

政與決策到底是以何種價值優先？又是在保護誰的利益？難道總是要在居民受

到傷害後大聲抗議、自力救濟，才能讓政府正視問題嗎？國家到底是人民的保護

者、還是傷害者？ 

自此，高科技議題就漸漸融入我的生活之中。在 2011 年，台灣環境行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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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與地球公民協會合併改組為地球公民基金會，我也持續追蹤協助。在一次又

一次環評會議與記者會的倡議和參與中，深刻地體會到了一個共同的現象：當政

府遇上高科技產業的相關問題時，在因應與處理上總是能感覺到其態度較為消極，

且有所顧忌。隨著協助責任高科技項目的拓展，我有機會於 2012 年 6 月和 9 月，

前後兩次分別前往韓國與泰國參加「國際責任科技運動網絡」(ICRT)的全球 NGO

團體會議。在會議當中，開拓了自己對於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的認識。這才了解

原來高科技產業背後的環境與勞工問題，不是單一的個案或特殊現象。類似台灣

的情況，廣泛發生於發展科技產業代工製造的東亞各國。由於在生產網絡中的不

同角色分工，各國分別遭遇的問題也有所差異。 

上述種種參與歷程，使我開始回頭思考國家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若以台

灣的高科技產業為例，發展歷程中曾產生什麼問題？國家機關又是採取何種態度

和對策？過程當中企業、倡議團體和居民又對國家機關有何種影響？希望藉著撰

寫論文的機會，好好整理回顧這些年對議題的觀察與參與軌跡。期待透過本篇研

究，能釐清國家應有的定位和角色，並進一步對責任科技運動有所貢獻，促成未

來改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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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科技產業對台灣的重要性與發展背景 

在 1960 年代以前，台灣並沒有高科技與資訊通訊電子相關產業。但自從發展

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開始，有許多外資電子工廠就利用台灣便宜的勞動力在台

設廠。美商飛歌（Philco）、愛得蒙（Admiral）、美國無線電（RCA）與摩托羅拉

（Motorola），等來台投資成立電子工廠，生產收音機、黑白電視機等。以及日商

松下（Matsushita）、三洋（Sanyo）、東芝（Toshiba）、夏普（Sharp）等與台灣廠

商共同合資，生產彩色電視機。1970 年代，雖然在工資逐漸上升、人力成本逐漸

提高後，來台投資生產電視機的外商逐漸縮小生產規模退出台灣。但其培養出的

工程師與經理人，日後成為台灣電子業的骨幹。許多代理外商電子設備的台灣廠

商，因後續維修裝配需求及回到原廠受訓學習電子相關知識，成功達成技術合作

與轉移。在資訊科技方面，當時日本電動玩具全台流行，使得多達百家以上中小

企業規模的電子廠商誕生，透過拆解、模仿來開發電子遊樂器。但在政府大舉取

締電玩業後，廠商轉換方向開發仿製電腦。如宏碁與神通都是透過逆向學習，開

發出模仿 Apple 或 IBM 相容的電腦產品。為了發展半導體業，1974 年，政府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下設立了電子工程研究發展中心。開始

從美國招攬許多台灣赴美留學或工作的電子或電機工程留學生，回台貢獻心力。

同時，並與 RCA 合作引進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技術。這些人力資本與技術，成

為日後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王振寰，2010：108-113；谷浦孝雄等，1992：

196-198；張俊彥、游伯龍，2002：38-46；瞿宛文、安士敦，2003：25-39）。 

1978 年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召開後，會議結論決定以高科技產業作為新一波

的策略性工業。1980 年代，政府透過開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產業發展環境。

因擁有技術的工研院電子所屬於科學研究單位，不適合擴充產能做為生產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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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成立了聯華電子（UMC、簡稱聯電），以兩年的時間由電子所移轉技術、在竹

科建廠與訓練人員。聯電自 1982 年開始量產，當年就迅速達到損益平衡。電子

所與聯電的成功經驗，激勵了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1983 年電子所開發出了

IBM/PC 相容的電腦技術，移轉給宏碁等六家廠商。1987 年時任工研院院長的張

忠謀，提出將工研院內的超大型積體電路實驗工廠移轉民營的想法，設立了台灣

積體電路公司（TSMC、簡稱台積電）。台積電成功地掌握了高科技產業建構全球

生產網絡的時機，發展出專業晶圓代工產業經營模式。後續許多高科技公司也借

用台積電為品牌商專業代工模式，奠定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基礎。由於當時

美國市場銷路暢旺，國外廠商開始下單給國內公司代工生產，台灣漸漸整合進入

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也讓台灣電腦供應鏈逐漸建構完整。竹科模仿美國

加州矽谷，把產業、大學、研發合一建立產業聚落。藉著高科技產業垂直分工體

系與廠商間彼此既競爭又合作關係，創造出技術社群。竹科成功地建構了區域產

業優勢，而成為後續台灣類似園區開發的典範（于宗先、王金利，2012：192-193；

王振寰，2010：113-117；谷浦孝雄等，1992：199；徐進鈺，2000；張俊彥、游

伯龍，2002：47-49；陳東升，2008）。 

1990 年代，桌上型個人電腦逐漸成熟，價格與毛利都大幅下降，此時也確立

了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主要代工角色。台商由於生產技術進步，

進一步從原始設備製造（OEM）開始邁向原始設計製造(ODM)，而工研院也持續

協助企業開發和移轉技術。但大量與利潤微薄的訂單，卻同時也壓迫廠商開始陸

續往勞工成本與土地成本低廉的大陸沿海地區遷移。台灣廠商必須進一步開始學

習嘗試如何治理不同國境內的工廠，並建構全球運籌的能力。許多廠商開始協助

國際品牌大廠代工技術門檻較高、毛利也較高的筆記型電腦（簡稱筆電）。運用

過去生產小型電子產品（如電子辭典與計算機）的經驗，在台灣建立了筆電相關

的上下游供應鏈。除了電腦業與半導體業外，1991 年液晶面板（TFT-LCD）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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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主要產業之一。台灣光電產業的創生，並不像日本、韓國有自主研發的技

術根源。因液晶面板是生產筆電的關鍵零組件，供應鏈生產需要穩定的面板供給，

但日韓液晶面板價格昂貴，且常缺貨而不能穩定供貨。在日本廠商漸漸因成本太

高而不願增加產能之際，台廠遂向日商付出高額費用進行技術轉移。藉著過去從

美國矽谷技術移轉，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經驗。台商以「整廠輸出」的模式，快速

從日本引進生產設備、投入資本建廠。1999 年開始，正式量產大尺寸液晶面板。

有鑑於竹科的成功經驗，以及園區用地不敷使用，政府此時規劃竹科第二、三、

四期的擴張，（分別位於新竹市、新竹縣竹東鎮與苗栗縣竹南鎮、苗栗縣銅鑼鄉），

並於 1997 年正式成立了「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從事南部科學園區

（簡稱南科）的規劃與開發。（王振寰，2010：117-125；張俊彥、游伯龍，2002：

212-237；陳泳丞，2004：40-51）。 

2000 年代，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的模組化，越來越成熟。台灣廠商為了符合

國際品牌旗艦廠商的需求，開始建構虛擬整合的模組化供應鏈。台灣的電腦代工

廠商從單純生產者的角色轉移，逐漸轉換成為流程管理者。為了降低成本，開始

將關鍵電腦代工廠商與旗下合作的零組件供應商，以完整供應鏈方式移往中國大

陸。在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複製了竹科模式，形成小型的生產網絡。藉著

高科技產業規格模組化，加上與品牌客戶與關鍵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長期信賴以

及知識技術互動，使其能成功將供應鏈轉移到中國大陸。當中國大陸沿海的人力

與土地成本逐漸提高後，許多廠商遂只能繼續往成本相對低廉的內陸省份遷移。

生產目的也由純粹為國際品牌商代工出口，開始嘗試拓展大陸內銷市場。此階段

電腦代工業幾已外移大陸，台灣則主要留下半導體及與其相關的積體電路設計

（簡稱 IC 設計）產業以及液晶面板產業。為了因應筆電代工網絡的轉移，政府

制定綠色矽島、兩兆雙星等政策。藉著於台灣各地廣設科學園區，一方面鼓勵高

科技產業根留台灣、持續投資擴張產能；另一方面，則把園區當成平衡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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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工具。新設的園區包括竹科宜蘭基地、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簡稱中科）第

一、二、三、四、五期（分別位於台中市、雲林縣虎尾鎮、台中市后里區、彰化

縣二林鎮、南投縣埔里鎮中興新村）、南科高雄園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等。

（Hsu，2006，2011；王振寰，2010：125-148；楊友仁，2007；楊友仁、蘇一志，

2010）。 

若仔細研究台灣電子與資訊產業中的本土公司與外國公司的比例，在發展歷

程中有很大的改變。1970 年代，電子業 80％的出口都來自於外商公司，排名前

十大也都是外商。但今日則皆由宏碁、廣達、鴻海與台積電等本土廠商所主導，

僅剩少數外商。外資占新竹科學園區的比例也由 1980 年代的 40％左右，下降到

今天的 10％以下。這顯示現今本土廠商成長茁壯並取代外商，而成為台灣高科

技產業最重要的組成份子（瞿宛文、安士敦，2003：77-84）。而高科技產業對台

灣的經濟貢獻，可以就其對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以及就

業這兩方面來看：在 1991-2009 的 19 年中，高科技產業出口約佔全國總出口的

27.9％。從表一可以看出，在 1992 年時，ICT 產業剛開始逐步發展。其對台灣

GDP 的貢獻約 3％，還不及當時農業的 5％與金融保險業 7％。但隨著發展進程，

其 GDP 快速增長，於 2002 年時超過農業以及金融保險業。至 2012 年時，ICT

產業的貢獻已經達到全台灣 GDP 的 21％3，顯示其對台灣經濟成長有不可取代

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電腦、光電、電子零組件等整體就業人口約為 88.4 萬人

（2011 年），約佔全國總就業人口 1060 萬的 8.3％。由於就業人數少，所以其出

口所賺得的大部分財富，僅由少數高階管理人員及科技人員才可分配。大多數作

業人員則屬於中產階級。對台灣的貧富差異與所得分配狀況改善，並不顯著幫助

                                                
3 由於主計總處 ICT 產業定義包含高科技相關的製造業與服務業，與表中製造業內涵有部

分重疊。故製造業之數據僅列為參考而不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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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宗先、王金利，2012：207）。 

表 一 1992-2012 年 ICT 產業之實質生產毛額（GDP）占國內各業實質生產毛額比例及其他產業

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4 

                                                
4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014 ）。 國 內 各 業 生 產 總 額 ， 2014 年 7 月 4 日 ， 取 自 ：

時間 GDP 總額 農業  農業

佔比 

金融業  金融業

佔比 

製造業  製造業

佔比 

ICT 產業 ICT 產

業佔比 

1992 6169225 292837 5% 453488 7% 1454957 24% 164641 3% 

1993 6584559 311806 5% 497473 8% 1481670 23% 186033 3% 

1994 7084404 306678 4% 571677 8% 1564829 22% 217639 3% 

1995 7536283 323967 4% 567867 8% 1647718 22% 271384 4% 

1996 7953510 326135 4% 600287 8% 1724387 22% 317794 4% 

1997 8389017 315573 4% 724323 9% 1833072 22% 381912 5% 

1998 8679815 281672 3% 734009 8% 1877734 22% 462568 5% 

1999 9198098 284152 3% 792946 9% 2014725 22% 591428 6% 

2000 9731208 286907 3% 797978 8% 2179358 22% 774891 8% 

2001 9570584 288966 3% 751795 8% 2028783 21% 762958 8% 

2002 10074337 276116 3% 769411 8% 2266757 23% 895880 9% 

2003 10443993 275416 3% 774129 7% 2495390 24% 1068008 10% 

2004 11090474 274900 2% 833719 8% 2753057 25% 1220125 11% 

2005 11612093 264389 2% 869740 7% 2970511 26% 1425361 12% 

2006 12243471 254296 2% 891545 7% 3239070 26% 1694008 14% 

2007 12975985 255336 2% 946299 7% 3557193 27% 1962264 15% 

2008 13070681 241399 2% 925520 7% 3592538 27% 2130595 16% 

2009 12834049 232974 2% 854064 7% 3438221 27% 2160328 17% 

2010 14215069 240877 2% 909696 6% 4313743 30% 2740370 19% 

2011 14810742 250718 2% 943008 6% 4608107 31% 3019581 20% 

2012 15029859 243829 2% 950837 6% 4691721 31% 318169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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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2003-2017 年高科技相關產業已完工和預期投資金額占全國重大投資金額比例表 

時間 高科技相關產業投資金額 重大投資金額合計 高科技相關產業佔當年比例 

2003 2023.53 6517.38 31% 

2004  2903.11 7880.24 37% 

2005  4945.18 7702.75 64% 

2006  5833.92 9362.1 62% 

2007 6273.17 10173.96 62% 

2008  8164.79 11272 72% 

2009  4036.87 8581.84 47% 

2010  4963.46 11611.59 43% 

2011  4452.62 10610.77 42% 

2012  9176.17 17578.98 52% 

2013  6769.89 13031.99 52% 

2014（預計） 3786.4 8715.58 43% 

2015（預計） 751.17 3596.32 21% 

2016（預計） 343.41 1974.93 17% 

2017 及以後（預計） 969.8 1503.92 64% 

合計 65393.49 130114.35 50%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5 

若以經濟部列管的台灣重大投資案來看，高科技產業投資金額也是占全台灣

的大宗。由於其產業具有資本密集的特性，故對台灣整體投資金額影響甚大。因

而相當受到政府重視，科技大廠也因此對政策制定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與影響力。

表二為高科技相關產業的投資被列於經濟部工業局列管全國重大投資之金額與

產業統計資料中的摘錄表。由於工業局數據並不似主計總處有特別挑選 ICT 相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31129164138N41PKGMS.xls 。 

5經濟部工業局（2014）。經濟部主管重大投資案件推動現況(103 年第 1 季)，2014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investtaiwan.org/doc/itsc/103Q1/att-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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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業進行統計，故此處之高科技相關產業，係指現今經濟部產業分類中與高科

技關連程度較高之「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業」以及「電子零組件業」的數據

總和。 

由投資比例來看，自 ICT 產業貢獻 GDP 超過 10％的 2003 年開始，高科技相

關產業投資金額均佔全台灣重大投資總金額的 30％以上，2008 年更高達 72％。

而在銀行放款部份，國外信用評等機構惠譽（Fitch）曾出具研究報告指出，國內

銀行對電子業的放款金額約佔總放款的 13％。這些貸款案集中在前十大科技廠

商，總金額約 1.3 兆元、佔銀行淨值的 62.3％。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高度資本密

集的液晶面板業又是所有科技業貸款中曝險程度最高的，國內銀行對主要三大面

板廠商：友達、奇美電與華映的放款總額高達 4800 億元，約佔放款總額的 2.3％、

佔銀行淨值的 23％。顯示若受國際景氣影響，面板業有任何一家倒閉，都將會對

台灣的金融與社會穩定造成巨大衝擊6。 

由此觀之，高科技產業可稱是 1990 年代至今台灣的核心產業，也是台灣製

造業對外貿易的核心。而從其由政府挑選、扶植以及產業聚落的創生發展歷程，

也可以了解政府對科技業發展有無法取代的重要性。因此，藉由研究高科技業發

展過程中的重要個案，以及個案中國家機關、公民社會與企業三方的互動關係，

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態度與限制。 

  

                                                
6 李淑慧，2011/08/12，<惠譽：銀行獲利面臨兩大變數>，經濟日報，A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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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統管理性理論與研究架構 

「統管理性」（governmentality）7是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

出的理論概念。他認為統管理性是國家機關藉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

和策略等所共同構成的複雜權力模式。傅柯認為國家沒有本質，僅是如財政、投

資、決策、控制、地方權力與中央關係等，眾多不同事物相互混合後的抽象實體。

所以，今日我們所觀察到的「國家」，其實是國家機關統管理性的實踐。傳統政

治思想上對國家權力濫用的恐懼，即是國家機關統管危機表現跡象。因此，唯有

透過研究國家逐步「統管化」的過程以及統管理性總體策略，才能理解國家的存

在、限制以及問題。Dean（2010：26-30）則認為在性質上，統管理性是一種國家

統管方式的集體行動理性（rationality）或思維模式（mentality），思考如何設計統

管技術（art of government），以將權力、管制、自由與規訓等策略手段運用在人

口、企業與公民社會之上。 

「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是影響與界定國家發展主要目標的價值觀

（value）。傳統封建時代，國家理性以建立大一統的帝國為最高目標；近代以後，

國家理性多以發展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實力為目的。自 1980 年代以後，

                                                
7 對於傅柯的 governmentality 概念的中文翻譯，還沒有固定、通用的譯法。目前文獻看到

的譯法可分為「治理理性」（吳建昌，2008）、「治理性」（吳彥明，2011；李丁讚、吳介民，2005；

李承嘉等人，2010；姚人多，2001）、「治理術」（王志弘，2013）、「可治理術」（陳嫈郁，2012）、

「治理意識」（許立一，2008）與「統管理性」（林淑芬，2004）六種。整體來說，雖然現今學術

論著較多翻譯為治理性，但考量到此譯法易與公共行政學界中廣泛使用的 governance（通用譯法

為治理）一詞相互混淆。且傅柯提出的 governmentality 強調國家機關對物的統治管理，與

governace 的跨部門合作治理的意涵差異甚大，故本文採取林淑芬（2004）的統管理性譯法以利

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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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主張經濟發展優先的新自由主義逐漸取代凱因斯主義，成為許多國家的國家

理性。但隨著環境、勞工、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漸趨嚴重，反思經濟發展的多元

價值觀漸受重視，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理性地位也遭受挑戰。因此，統管理性的目

標是透過統管技術的執行以實現國家理性，管制（police）與自由（freedom）皆

是統管技術的執行手段之一，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則是其執行標的。 

傳統上，國家機關會以統管理性盡量擴展統管技術的包含與管制範圍，希望

國內的大小事務皆在其掌握之中。但隨著自由主義的發展，經濟與市場愈發重要。

國家機關逐漸體認到必須對公民社會開放適當的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交易自

由、財產權等，才能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因此，統管技術就是管制與自由的總

體組合與配置，就像是配方比例一般。若自由過多，管制過少，可能會發生市場

失靈的情況。而需要擴大管制的範圍進行矯正；若管制過多、自由過少，可能又

會產生政府失靈而讓市場無法正常運作。導致資本積累與經濟發展遲緩，國力無

法有效增長。這兩種情況都會產生統管危機。因此，統管技術如何維持管制與自

由權利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就是統管理性的重要思考內涵。現代國家的發展關

鍵就是國家機關藉由統管理性的良善設計與執行統管技術，以達成國家理性。 

本研究由上述傅柯的統管理性理論，發展出了統管理性的理論概念圖（如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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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統管理性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國 家 理 性（Reason of State） 
新自由主義 vs. 反身性現代化 

統 管 理 性（Governmentality） 
發展型國家 vs. 反身性統管化 

統 管 技 術（Art of Government） 

管 制 （Police） 

實現 

規劃設計 

自 由 （Freedom） 

組合配置並於高科技

產業和公民社會實踐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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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二則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由於統管理性是國家機關、公民社會與高

科技產業之間的接觸媒介，故在研究架構圖中則是以圖一的統管理性概念，置於

國家機關、公民社會及高科技產業之間來呈現；在國家理性部分，目前主流價值

仍是新自由主義，但在風險社會下，藉由反身現代化的思考，形塑出環境權、勞

動權等多元價值。這些價值藉由社會運動，已開始挑戰與衝擊新自由主義的國家

理性主宰地位；國家機關由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地方政府等機關組成，彼

此之間擁有相互監督制衡的關係。國家機關以統管理性規劃統管技術，藉此配置

管制與自由的比例來引導公民社會及扶植企業來達成國家理性目標。以台灣為例，

過去就是採用「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以促進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公民社會則

是成分多元，包括地方居民與公民倡議團體都是其中的組成元素。公民社會內部

也有著彼此互助的相互關係，像倡議團體會協助民眾組織、陳情或提出訴訟。另

一方面，其也會向外要求高科技產業改善產品製程以減輕污染，或提昇勞工勞動

條件等；另一個主要區塊則是高科技相關產業，其受國家機關扶植而成長茁壯。

為了增加本身的獲利，高科技產業會向政府與立院遊說，希望爭取更寬鬆的環境

管制與勞動條件、更好的租稅優惠以及更容易取得的土地等。 

若國家機關的統管理性或其所設定統管技術失當，就有可能引起公民社會的

反彈，甚至更進一步引發統管危機。而台灣就是因為統管危機發生，而促使政治

民主化。在受到倡議團體與在地居民的壓力下，進而讓統管理性由過去的發展型

國家逐步朝向「反身性統管化」轉型。在這過程中，國家機關修正統管技術中管

制與自由的項目與比例，增加新的管制項目或解除管制。例如：立法增加新的管

制技術與制度，修法解除管制或減稅等。其藉著增減管制與自由的比例，來改變

統管理性的內涵；管制是統管技術的細緻執行內容，也就是國家機關實際透過規

章制度、法令、禁令、指示等方式來干預、影響公民社會。當統管危機發生，可

能就會製造出新的管制增加或自由增加（去管制）需求，企業、居民或倡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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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各種體制內外的管道和方式去影響與遊說國家機關研究或採納。反之，國

家機關為了達成國家理性，在統管技術上亦會設計或發展新的管制方法或解除過

去受管制的項目來完成目標。例如：毒物申報管理制度、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租

稅優惠等。而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則屬於會影響架構內各個部分的既定外在條件，

不論是國家機關、企業或公民社會，都不易對其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國家機關

可以把握機會扶植國內相關產業進入生產網絡之中，但亦不容易去扭轉或改變整

體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演變。因此，本研究將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對整體

的影響與限制，當作給定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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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本研究希望透過研究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個案，描繪出全球生產網絡

的影響，以及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統管理性圖像。藉著分析與討論個案過

程中的國家機關行為、高科技產業的態度反應以及倡議團體與在地居民的訴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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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的理解，今日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所遭遇的統管危機

以及國家角色的困境。藉此，才能進一步反思國家機關的角色定位，及嘗試提出

未來可能的轉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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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藉著理論回顧與個案分析，以傅柯的統管理性理論以及 Beck

（2004）的風險社會與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為架構，討論國家機關、公民社會與高

科技產業等重要行動者的相關論述與行為。希望能回答下列問題：在台灣發展歷

程中，國家機關如何扶植高科技產業？產業政策的背後隱含著何種意義與價值？

在全球生產網絡影響下，新自由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如何影響台灣的國家理性和

統管理性？當風險社會逐漸形成，國家機關受到反身性現代化的何種挑戰？又如

何回應新興風險帶來的衝擊？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新興風險與影響，公民社會

如何反思與行動？又透過何種途徑去制衡與影響國家機關以形塑新統管理性及

統管技術？ 

自 20 世紀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以來，主流公共行政的目標，一直都設定在

如何藉著管理方法與專業能力進步來追求更佳的經濟表現、行政效率與增加生產

力。其背後預設的實證主義與功能主義哲學，即希望透過科學管理方法與政府部

門科層化的組織結構與功能設計達到提高績效的目的。但這些方法卻無力掌握複

雜的社會情勢變化與民眾介入（Jun，2006：33）。除此之外，傳統選舉代議士立

法、官僚依法行政的代議民主模式也發生了很多醜聞與問題，使學者除了思考以

強化公民參與的方式來改善民主課責的「社群主義」途徑之外，也開始關注公共

政策過程中的「論述」問題。希望透過解構與分析政策論述的內容，來了解與分

辨那些是真誠的陳述、那些是虛假或似是而非的推托之詞，並且釐清各參與者的

動機、目的與價值（Fox、Miller，1995：5-7,11-13）。更進一步來說，分析公共論

述有助於達到 Habermas 所期待的理想溝通情境，也使得民主行政所期待的公民

參與和公民意見表達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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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追朔「論述分析」的方法緣起，傅柯的相關著作是不同學科領域所共同公

認的鼻祖。他自身的研究其實並未使用論述分析一詞，而是由採取考古學分析

（Archaeology）與系譜學分析（Genealogy）這兩種不同的學術途徑來分析文本。

傅柯認為除了傳統上「說者」與「聽者」相互溝通的過程外，所有知識訊息傳遞

的現象都可以稱之為論述（discourse），其背後有著複雜的意義結構、權力關係與

機制（Foucault，1993：29-30）。論述是由各式各樣的聲明或陳述（statement）作

為基本分析單元、透過複雜機制所組成的。其中的每個陳述都是獨特事件，屬於

複雜網絡關係的一部分，同時與許多其他的陳述互相引用、對立。所以必須去關

注陳述的背景脈絡：例如陳述者是「誰」以得知陳述者的背景、能力及知識；透

過陳述發表時是在何種制度「場域」以了解陳述形塑時的空間情境與條件；從說

者在場域中是以何種「位置」發表陳述，則可以了解陳述者與發生場域之間的相

互時空關係（Foucault，1993：133-140）。 

傅柯在後續的系譜學研究中則更進一步擴展了研究範疇，開始關注權力鬥爭

與權威等不同的力量在論述上的展現過程。他認為我們現今所認知的知識與觀念，

在歷史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相當不穩定且斷裂的。以刑罰與監獄為例，論證在

各個時代的懲罰制度都是為了展現權力的社會控制，各種不同的方式都有其邏輯

及解釋（Foucault，1992）。延伸來說，各種制度、論述、知識及觀念都受到權力

的影響，在同一個空間裡相互交鋒和鬥爭。就因為權力的作用，使得陳述之間有

著不均衡的相互關係，有些陳述被其他陳述所支配、所容納；有些陳述則被排斥、

推擠到體系的邊緣（Baert，2005：163-165；倪炎元，2000）。從 Foucault 的視角

來看，各種的行政文書、法院判決、媒體報導與新聞都是透過不同機制、社會控

制系統與複雜權力關係所生產出來的論述。故研究者應該可以從論述的內容、形

塑過程與背景脈絡來追溯分析，了解在現象背後潛藏著何種產生的遊戲規則與權

力支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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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行政領域，承襲 Foucault 後現代主義與 Habermas 批判理論的思潮發

展出了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政策分析（Buchstein、Jörke，2012），也積

極倡議以論述分析作為政策分析的其中一種重要方式（Fischer、Gottweis，2012：

8）。受到邏輯實證論影響，傳統政策分析認為公共政策與其他自然事物無異，都

可以用科學、統計方法來收集調查資料。最後藉著這些經驗資料建構出理論模型，

推導出各種社會現象背後潛藏的法則，以解釋與預測未來的社會現象發展。故實

證主義的預設社會是客觀存在的外在真實（reality），只要研究者秉持著客觀、價

值中立的態度進行研究，就可以逼近真實。同樣的，公共政策只要摒除外來政治

的干擾，就可以運用專家設計出科學理性上的最佳方案（Fischer，2003：4-11；

Jun，2006：43-46）。 

但後實證主義政策分析則採取社會建構論觀點，其拒斥社會是單一客觀真實

的看法，認為人類對社會的想像是透過許多不同的論述、語言、觀念與文化所建

構出來的多重真實（Berger、Luckmann，1967）。所以研究者不可能排除自身的

觀點與價值去「客觀地」進行研究，而是要去分析現象背後的脈絡，理解不同行

動者眼中的社會真實。同樣的，公共政策不會僅有某一種最佳的政策方案。政策

分析者應該要理解政治人物、企業家、民意代表、公民等各種不同的政策行動者

與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動機與利益，從中分析解構出政策問題中不同價值相互結

合、衝突的多重樣貌（Fischer，2003；Stone，2007；林子倫、陳亮宇，2009；彭

渰雯，2006）。所以，後實證的政策分析常使用論述分析、政策論證、詮釋框架

分析、參與式政策分析等質化分析方法，與實證主義政策分析所常用的統計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或風險評估等量化分析方法有所差異。 

而經過多年的演變，Hajer 與 Wagenaar（2003：1-30）認為現今社會是政策過

程不確定更高、結構更開放、行動者與權力更多元分散且相互依賴的網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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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研究了解各方行動者如何界定問題、如何相互連結和參與政治行動及如

何處理矛盾與衝突。進一步來說，政策分析者應該協助公民了解政策論述背後所

隱含的權力與利益關係，盡力調和各方因資源與權力差異所造成的知識與溝通能

力差異，使公共政策擺脫專家獨佔的局面（Fischer，2003：221-223）。 

本研究將運用論述分析模式來試著去解構各個案中不同行動者的政策論述。

藉由分析政策論述用語（terms of policy discourse）以及分析政策實踐(practices)，

來呈現出社會網絡中各方的意見與價值差異。政策論述的用語，包括其描述故事

情節（story lines）、新的政策詞彙以及隱喻（metaphors）等。藉著串起原本不相

關的現實現象，幫助人們拼湊與了解政策議題中的知識與經驗。若有一方行動者

透過重新詮釋意義，讓故事情節產生變化，可能就會成為政策變遷的影響之一。

此外，還要分析政策執行的情況。規則與結構除了存在於言語以外，也會反應在

制度實際的設計與實踐之中。所以，從論述產生以及論述間衝突前後的政策執行

與制度樣貌，就可以更加確認是哪方論述佔上風、成功地完成論述的制度化程序。 

本文將選取近來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幾件明顯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個案，

包括霄裡溪光電廢水污染事件、中科三期開發爭議、中科四期開發爭議、日月光

污染案、高科技廢水管制標準制定以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法歷程等，作為研

究標的。以個案相關的次級資料作為分析主要素材，並輔以研究者參與議題過程

中所得到的第一手檔案文件與觀察。藉由從各種不同的資料管道和來源廣泛收集

相關資料，而擴展對議題的了解與認識。透過多重證據來源呈現出對相同個案現

象的不同解釋，會較僅倚靠單一來源更嚴謹，也可以處理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問題（Yin，2001），希望藉著對台灣的重要案例交互比較和行政過程

微觀分析，補充過去國家研究缺乏微觀基礎（ state research without micro-

foundation）的不足（黃崇憲，2008）。收集資料的類型包括報紙新聞、雜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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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品、新聞稿、官方與非官方的會議記錄、民間團體聲明稿、內部會議檔

案、政府與民間的公文書往返、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法律訴訟文件、委員會、

糾正書、公聽會與聽證會簡報資料等。以多個重要關鍵字（如中科三期、高科技、

日月光、毒管法、競爭力評比等）搜尋聯合報、蘋果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

天下雜誌、商業周刊等各大媒體資料庫之後，再比對各家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

藉此拼湊出個案事件發生前後之發展故事情節、軸線樣貌。再加上從田野過程中

所參與和收集到的大量倡議團體新聞稿、聲明稿、往來公文和會議記錄以及國家

機關資訊公開系統上下載的相關判決書、報告書與公文書等眾多檔案資訊（如表

三）。透過資料閱讀整理的過程，一方面以論述分析方式解構及界定重要文件背

後的政策論述及分析政策實踐；另方面也協助標示出重要事件始末，形塑與勾勒

出國家產業政策的歷史脈絡，以及其背後的價值觀。 

表 三 論述分析素材一覽表 

種類 論述名稱 論述生產者（行動者） 

公文 新埔愛協字第 96120202 號函 新埔愛鄉協進會 

公文 桃府環水字第 0960075748 號函 桃園縣政府 

公文 院臺環字第 0980011305 號函 行政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6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3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3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7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0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5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3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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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7 屆第 8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1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30 次

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院 

立法院專案報告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專案報

告－霄裡溪污染與防治調查報告 

環境保護署 

立法院專案報告 霄裡溪廢水污染事件與改善配套措施及友達光電與中華映

管配合辦理情形 

環境保護署 

判決書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117 號判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書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30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書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書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糾正文 監察院 97 財正字 0009 號糾正文 監察院 

糾正文 監察院 101 財正字 0038 號糾正文 監察院 

新聞稿 環保署「依法行政」－澄清近日讀者投書及環保團體對於

中科三期環評審查及法令的誤解 

環境保護署 

新聞稿 二林園區開發許可行政訴訟(99 年訴字 1856 號)判決之回應 國家科學委員會 

新聞稿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許可遭撤銷案之說明 國家科學委員會 

新聞稿 提昇飲用水安全，環保署將增列「鉬、銦」兩項飲用水水質

管制標準 

環境保護署毒管處 

新聞稿 霄裡溪沿岸井水水質檢驗結果符合飲用安全 自 98 年 12 月

10 日起停止水車供應自來水 

環境保護署毒管處 

新聞稿 環保署強調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應基於科學事實 環境保護署綜計處 

新聞稿 環保署說明中科四期廢水排放事宜 環境保護署綜計處 

新聞稿 台灣環保團體高分貝再嗆宏碁 要做 CSR，就來真的 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 

新聞稿 防堵毒化物流竄全台，1/3 立委跨黨派催生「化學安全管理

署」 

民間團體 

新聞稿 「跛腳的毒物管理修法  畫虎不成反類犬」記者會 民間團體 

新聞稿 64,000 種化學物質就在你身邊，怎能沒有專責管理單位？

超過 1/3 跨黨派立委連署支持成立『化學安全管理署』記者

會 

民間團體 

新聞稿 民眾生活飽受有毒物質威脅 我們要化學物質全面管理和

資訊公開記者會 

民間團體 

新聞稿 回應 2013/03/20 地球公民基金會籲立法院暫停審議毒管法

修正案會後新聞稿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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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新毒管法三讀通過 民間團體促成 7.9 萬化學物質資訊全都

露 

地球公民基金會 

會議紀錄 友達、華映公司廢水全回收、零排放工程執行監督小組第

三次會議會議紀錄 

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會議記錄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第七條、第三十五條之一

修正草案」公聽會議紀錄 

環境保護署 

會議紀錄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次公聽研

商會議紀錄 

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0850312A) 宏碁智慧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暨

審查結論 

龍潭渴望智慧園區工業區管理

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0971518A) 宏碁智慧園區開發計畫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 

龍潭渴望智慧園區工業區管理

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1020024A) 宏碁智慧園區開發計畫第二次變更案環境影響

說明書第四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龍潭渴望智慧園區工業區管理

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0940431A)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

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暨審查結論 

國家科學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0950081A)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

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暨審查結論 

國家科學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環說書 (0980161A)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暨審查結論 

國家科學委員會、環境保護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過去台灣的發展型國家研究大多是從巨觀角度來進行，尤其是針對國家在經

濟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多以「國家就是一種結構」作為分析的主軸。故多半分析

層次都落在中層理論，而缺少了堅實的微觀層次基礎來支持（黃崇憲，2008）。

以致於國家運作常看起來就像個黑盒子一樣地模糊不清。在具體個案上，國家機

關內部如何協調運作？其又怎麼跟公民社會互動？尤其是當國家機關的內部發

生矛盾與衝突時，制度與政策如何配合重大政策與結構？都很少有人討論（王振

寰，1996：31）。另一方面，過去台灣對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型國家研究，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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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討論高科技產業如何產業升級（瞿宛文、安士敦，2003）、經濟轉型與創新

過程中的國家角色（王振寰，2010）或是以科學園區的環保問題為主軸（Chiu，

2010；Huang，2012）。而較少見到「政府如何回應內部其他機關對高科技產業政

策的制衡與挑戰」或「政府如何減輕公民社會與其他機關對高科技產業政策的衝

擊」等等議題的討論。 

本研究希望一方面藉著研究者本身對於高科技產業、霄裡溪案例以及責任高

科技運動的第一手參與，累積了對研究主題的長期觀察。同時收集與研究分析相

關的倡議團體內部文件和政府公文和會議資料。藉由重要個案的整理、耙梳與論

述分析，提供發展型國家理論在微觀層次的研究基礎，增加對於具體政策運作的

了解；另一方面，釐清與討論個案中各重要行動者論述的背後預設因何種差異而

導致了衝突產生。透過探討高科技產業政策下國家機關內部矛盾及其對於高科技

產業與公民社會間的互動與衝擊的調適方式。可以了解政府如何運用行政手段與

政策工具，以此來控制與確保政策不致於因其他機關制衡或倡議團體干擾而偏移。

希望藉著對上述重要個案的歷程耙梳與微觀分析，增進公民社會對於公共政策行

政過程以及社會運動可能結果的了解，而有助於在未來開創更多公民參與的制度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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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角色與統管理性相關理論回顧 

本章討論國家角色、統管理性以及反身性現代化的相關理論，首先於第一節

回顧理論上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並討論發展型國家概念的發展、內涵與對

其的批評。接下來則討論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下，後進國家要如何發展與轉型。

並輔以全球商品鏈以及全球生產網絡理論，從以個別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角度來

看後進國家發展。第三節則深入探討傅柯統管理性理論的內涵與要素，以及西方

國家如何從 18 世紀的自由主義到轉換到 20 世紀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理性與統管

理性演變過程。最後一節則討論 Beck 的風險社會以及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內涵。

並就科學與專家宰制的社會、新興風險下的管制科學以及新社會運動的誕生等三

面向，探討和反思風險社會對今日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所造成的挑戰與衝擊。 

第一節  國家機關在國內經濟活動中的角色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is essential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however, is 

the source of man-made economic decline. ”（North，1981：20） 

「國家機關存在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然而國家機關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國家機關與市場之間關係是既古老但屢屢被重新提起又受到重視的研究題

材，國家理論（theories of the state）也是結合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科際整合理論。

豬口孝（1992：131-137）認為，傳統上國家機關主要有對內維持秩序、對外確保

安全、獎勵生產以及促進貿易這四項角色任務。首先，國家機關具有公權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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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用強制力執行政策。當社會成員違反法律或破壞秩序時，國家機關會發動公

權力鎮壓與制裁，以迫使其乖乖就範。但即使短期內採取高壓手段，長期仍要使

用安撫與懷柔的方式來穩定統治；其次，戰爭是國家存亡的重要威脅。國家機關

必須建立國防武力以確保對外安全，不受外國侵略。如何適當調配國防預算金額，

而不致於過度徵稅而影響統治穩定或排擠其他面向國家建設，是重要的國家課題；

第三，為了能得到穩定的稅收以維持國家機關運作以及統治正當性，藉經濟政策

來發展產業及獎勵生產就非常重要；最後是建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關係，以提升

國力。國家機關可藉促進國際貿易，將國內生產的產品外銷以賺取外匯。再以出

口所賺取的外匯進口國內所需的國外商品或機器設備，增加生產力以生產附加價

值更高的產品。這四項角色是國家機關的基礎任務，但隨著政治學與經濟學時代

思潮的演替，對於國家機關在經濟活動裡應著重於何種角色與執行何種政策，也

有不同時期的思想演變。 

政治學方面，1950 年代前後，受結構功能論、生物系統論和多元主義

(pluralism)影響，政治系統論（system theory）廣泛流行。在多元主義與政治系統

論下，政治系統被視為涉及「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獨立社會系統。國家機

關角色受到忽視，而被視為客觀中立且消極被動的組織，只是個呈現利益團體施

加壓力的風向球（weathervane）或是代理利益團體偏好的掮客（broker）。政策過

程則像是個由利益團體掌控而產出政策的黑盒子(black box)。政治系統論與多元

主義被批評過分低估國家機關有其自主性以及官僚的自我價值偏好（Dunleavy、

O'Leary，1987：41-54；蕭全政，1994：73-80）。 

1960 年代後期開始發展的新右派（The New Right），在 1980-90 年代的英國

柴契爾政府和美國雷根政府執政時期蔚為主流。其借用熱力學原理提出「制度熵」

（institutional entropy）看法，認為國家機關如同其他組織一樣，久而久之就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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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失去設計時的初始公共目的而轉向追求自身利益。表現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

會極度擴張機關組織人力和機關預算以及過度干預市場。這些舉措最終將使市場

秩序愈加混亂、不可預測以及運作效率低下，而導致經濟危機發生。所以，新右

派主張應極力縮小國家機關的規模以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盡量以市場機制

來解決公共問題。只有在半市場機制（quasi-market）方式的政策都失效後，國家

機關才能以強制力介入與管制（Dunleavy、O'Leary，1987：108-135）。 在新右派

影響之下，新自由主義逐漸獲得主流地位。 

強調菁英控制國家機關的菁英論（Elite theory）與新多元主義（Neo-Pluralism），

則從決策者的角度來理解國家干預市場行為。其認為隨著公共事務日漸複雜，國

家機關也漸漸專業化，機關裡頭的技術官僚就成為另外一批的專業菁英。透過選

舉而掌控國家機關的政治菁英與專業化後技術官僚各自有其自身的政策偏好。由

於大型企業掌握許多重要資源，使其較其他利益團體更具優勢，企業菁英也因而

在政策形塑過程中取得較以往更大的發言權。甚至企業菁英與技術官僚常常互相

結合，相互交換身分或為對方提供職位，產生「旋轉門」（Revolving Door）的現

象。在統合主義之下，經濟政策就是由政治菁英、企業菁英與技術官僚共同緊密

合作下的產出結果（Dunleavy、O'Leary，1987：324-325；Lindblom，1994：231-

251）。 

經濟學方面，從 Adam Smith 於 1776 年提出《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

以來，不論是經濟學的古典學派或是新古典學派都認為，自利是人最重要的行為

動機，也被稱為「看不見的手」。若經濟體系能在這隻看不見得手運作下，完全

發揮市場的競爭機能而自行運作，就能達成最好的效率以及最佳資源配置結果。

但市場先天具有缺陷，容易形成公共財（public good）缺乏、搭便車（free rider）、

外部性（externality）、獨佔（monopoly）或寡佔(oligopoly)等市場失靈現象，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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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無法最佳化以及扭曲資源配置。故只能在市場資訊充分揭露、資源充分流通

和無任何進出市場障礙等等前提皆具備下，才能形成完全競爭市場。 

為了克服市場的先天缺陷，需要國家機關以政策進行干預，糾正市場失靈現

象。故國家機關在經濟上的最根本角色就是提供公共財、進行所得重分配、建構

市場規則以及執行機制，以確保規則順利執行與財產權受到保護。但除了根本角

色以外，國家機關需不需要更進一步去積極規劃、引導國內的特定產業發展，經

濟學者就有分歧的看法。古典學派主張國家機關不須訂定任何產業政策，而應該

減少非必要干預或介入，才不會顧此失彼而產生適得其反結果。若能充分地尊重

市場機能與自由貿易，市場競爭就能決定哪些具有競爭力的產業能出線與存活，

達到社會與經濟的最佳福祉；凱因斯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機關可以透過貨幣政策

來抑制通貨膨脹，在加上赤字預算與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投資以達到刺激景氣及創

造就業機會效果；另一派主張「國家中心論」學者，則藉研究東亞國家的經濟發

展經驗，認為國家機關必須在政治與經濟上扮演主動積極的引導者角色，才能有

效地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並更進一步在此研究的基礎之上，

提出「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Wade，1994：9-13；于宗

先、王金利，2003：23-34）。 

 

一、  國家中心主義下的資本主義邏輯與發展型國家 

重視國家角色的 O'Connor（1973）藉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提出現代國家在資本主義邏輯控制下最重要的兩個目的：資本積累

與統治正當性。由於資本主義體系存續，必須依靠資本持續不斷累積與積累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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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投資。故國家機關除了憑藉自身財政投資基本建設外，還必須不斷提供租稅、

勞工等各種政策優惠來吸引私人企業投資，否則就會影響其投資意願。換句話說，

私人企業也會以撤資為由，要脅國家機關必須較他國提供更佳投資條件或產業配

套政策，並運用國家能力排除社會組織的反對與干擾。此外，為了彌補持續擴大

的社會貧富差距以維持統治正當性，國家機關也必須付費提供社會福利。所以在

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的情況下，最後必然會產生財政危機。 

Evans 等人（1985）則提出「將國家機關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的國家中心主義理論（state-centered view）後，重新開展學界對於國家機關自主

性（state autonomy）與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研究。「國家機關自主性」是指

官僚系統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能獨立自主就國家整體利益來判斷與決策的程度。

若其決策過程中愈能有效地避免受到私人利益干擾與影響，國家機關的自主性就

越高；「國家機關能力」，則是指國家如何在社會組織體制內外反對下執行政策達

成政策目標的能力。若國家機關稅收豐沛、財政狀況良好，擁有許多嫻熟政務、

受到良好訓練的官僚。其就愈有能力能完全達成政策所預先規劃的目標（Skocpol，

1985：9-18）。 

資本主義下國家與資本積累體制的討論，也延續到對於東亞經濟奇蹟與發展

經驗的研究之上。Johnson 在 1982 年針對日本提出的「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是學界認為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其適用範圍後來由日本類

推到擁有相同特質的台灣與韓國等國家。發展型國家認為東亞國家經濟上的成功

是來自於獨特的國家機關角色（Pempal，1999），國家機關在社會上擁有強勢主

導地位，可以預先掌握市場趨勢而利用經濟規劃機關擬定與執行經濟計畫，把自

身整合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之中。此外，國家還透過金融機構吸取與移轉資本

並藉此發展扶植特定產業和追趕和移轉技術，才能創造經濟成長並且同時積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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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發展型國家理論也呼應 O’Connor 的看法，強調「市場服從」（market 

conforming）以及「管理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的作法（Johnson，1982；

Wade，1994）。認為國家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必須與市場機制互相搭配，才能建構

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環境引導私人資本持續投入市場。 

Evans（1995）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的概念。其認為國家機關制定產業政策時不能太過強調獨立自主而脫離社會脈絡，

必須與社會相互連結並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及互動方式。例如，把企業界納入正

式與非正式的政策研擬會議中，定期與大企業家會談或建立公私部門間的人才流

通管道等。國家機關可以藉著這些途徑，順利引入私部門的人才、資金與資源將

其投入國內希望發展的策略性產業之中，生產對外出口產品。 

王振寰（2003）歸納發展型國家理論後，認為可分為三個共通面向：首先是

「國家機關能力」，其內容包含了國家機關自主性以及前導性的經濟政策官僚機

構。在透過前導性機構（pilot agency）去整合協調國家內部的各部門以及不同利

益；其次，則是「國家政策與市場關係」，國家機關必須與市場相互搭配，而不

能違反市場原則；第三面向則是「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也就是 Evans

（1995）所謂的鑲嵌式的自主性。國家機關藉著特殊的制度安排強化與私部門之

間的溝通與連結，將私人資本導向於國家所期望發展的策略性工業之上。細緻來

說，Johnson, Wade 等重視國家機關的自主性、國家機關執行政策能力，以及設立

經濟前導機構以意識地利用政策工具發展特定重要產業。故可把此觀點稱之為

「帶領型發展型國家理論」；而以國家機關與社會合作連結為重心的 Evans，則可

稱之為「鑲嵌型發展型國家理論」。這兩種理論都適合分析正在快速發展階段的

國家，也相當能解釋東亞國家過去的發展歷程（王振寰，201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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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發展型國家的批評與挑戰 

「發展型國家」試圖藉東亞國家發展經驗，建立一個全球後進國家可以依循

的現代化發展模範理論。但亦有學者認為東亞國家發展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

生的特殊產物，且發展型國家著重於分析國內政治經濟情況，較缺乏從全球角度

來思考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故其只能作為國家發展的一種理想「理念型」，並

不能當成「理論」看待（謝宏仁，2013：79）。 

Moon 與 Prasad（1994）認為發展型國家所提倡的理性、專業且獨立於政治

與社會壓力之外的國家機關與官僚系統，只有在威權政體下才能存在。Kohli

（2004：381-382）稱此時期的東亞為「凝聚性資本主義」(Cohesive Capitalism)國

家，意指國家利用意識型態、物質獎勵與權力等國家能力來控制社會以達成快速

工業化的經濟目標。一方面國家與企業合作，透過壓制勞工來保障工業生產力；

另一方面，國家運用威權體制的監視與壓力，促使社會組織保持沉默，並從政治

議程中排除社會對國家的要求。但自 1980 年代以來，東亞國家的政治社會在民

主開放的浪潮下快速變化8。雖然在產業型態由傳統產業升級到高科技產業後，

由於科技產品全球生產網絡化、市場變動與新興科技的高速汰換等因素的影響，

使得企業本身的創新與研發能力越來越重要。同時，也使國家機關漸漸失去強勢

主導地位（王振寰，2010：17）。但國家機關仍是非常重要的行動者，制定土地、

勞工、環境、租稅等政策以建構經濟成長環境仍是其不可取代的角色職能。國家

權力也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逐漸弱化，不斷地受到公民社會對國家角色定位的質疑，

以及各類型社會運動對統治正當性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持續挑戰。 

                                                
8 台灣於 1987 年解除戒嚴、1996 年實施總統直選；南韓於 1987 年民主化，實施總統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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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國家機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外，發展型國家對國家機關運作的想

像也被批評太過於簡化。Moon 與 Prasad（1994）認為其忽視國家機關內部運作

相當複雜，各部門間存在著許多矛盾與不一致之處。再者，國家機關的組成十分

多元，政務官（民選官員）與事務官（公務員）對政策的想法與利害考量並不完

全一致。事務官規劃的政策常常會受到政黨與立法部門的影響與牽制。事實上，

此種國家機關分權制衡所導致的內部衝突與矛盾，是源自於歷史經驗為了防止國

家機關濫權而侵害人民權利的刻意設計。 

自 17 世紀啟蒙時代開始，西方政治思想逐漸否定君主專制下君權神授的觀

念，認為君主的權力必須受到的限制。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更主張天

賦人權，認為人民的生命、自由與權利必須受到保障，防止受到國家機關與其他

力量的侵害。為了抑制君王權力而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與政治自由，法國政治哲

學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提出了三權分立的觀念，認為必須把國家

權力切割開來，使其各自獨立，使政府部門各自分工卻又相互制衡。唯有這種權

力分立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自由才能受到保障。孟德斯鳩的思想，也對後來的現

代民主憲政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如美國憲法的重要起草者 James Madison 與

Alexander Hamilton 所發表的《聯邦論》中，就繼承了三權分立的理念，認為政

府應該把統治權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個主要部門，各自獨立行使職權，以防

止權力過分集中而被濫用。三權之中，立法權基於人民授權制定法律、行政權執

行法律，司法權則是在憲政與法律爭議出現時，本於憲法的精神做出適切的判斷

（蕭高彥，2007）。 

所以對於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設計來說，效率往往並不是最優先的考量。由於

政府的存在有其維護法律、正義、維護個人權利與自由、保障國家安全等目標，

必須提供具有普遍社會效益、反應公共利益的服務。故不同的機關，有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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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任務與職權，例如：司法機關重視正當程序，更甚於效率；民意代表為了反

映地方需求，而要求行政機關改變政策等（Rainey，2009）。有些機關則扮演著類

似企業裡的品質控制功能，以避免公共政策造成太大的負面外部影響，例如環評、

都市計畫審議制度等。 

在現實上，政府結構設計也常是政治人物、利益團體與國會角力後的產物。

新設機關就是最好的例證，每個機關的不同樣貌都反映了設計者的妥協與考量。

即使利益團體有足夠的壓力去催生一個機關，也不代表新機關是有”效能”的機關。

在民主政治選舉的不確定性下，反對黨有未來取得執政權去運營新機關的可能性，

故不能使新機關權力太大而不受控制。其次，在民主政治下，優勢團體還是得某

種程度和劣勢團體互相妥協。劣勢團體也會因為無法掌握控制權，而寧願讓此機

關變成跛鴨。所以在組織設計上，會去儘量分割權力、設計複雜的行政程序、加

入讓司法或國會可以介入的空間等，希望去阻礙機關績效。在私部門，組織設計

的參與者都會希望讓組織成功運作。但在公部門，不少組織設計參與者會希望讓

組織運作「失敗」。另一方面，總統雖需為政府表現負全部責任，但他也須面對

不同機關與團體所要求的多元複雜的政策目標。故有時總統還會站在與特定機關

互相對立的角色。對於機關來說，他們只有唯一的使命或目的（例如：內政、國

防、外交或經濟）。但總統則需站在全國的高度去平衡或支持特定政策目標，這

意味著有時候甚至要適時抑制某些機關太盡責完成組織任務（Moe，1989）。 

政治學家常用民主國會的發源地：希臘，與行政機關的發源地：羅馬二者來

譬喻不同的國家發展傳統。像英美有深厚的民主傳統，可說是先希臘、後羅馬。

而台灣的民主化，是在威權體制強大的行政組織體系下逐漸發展而成，屬於先羅

馬、後希臘。因此對台灣仍深受威權遺緒（authoritarian legacy）所影響的政府來

說，「民主」與「制衡」都是晚進才新加入的元素（陳敦源，2009：41）。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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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轉型前運作分工越現代化、越理性的官僚體系，對於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參

與及其他機關制衡也會更加不適應。 

整體來看，從文獻中可以了解東亞國家（包含台灣）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統管

理性成功的原因，有極大部分是仰仗著在威權政體的絕對社會控制與資源掌控。

在威權體制下，不論是政治和社會上國家機關極少受到來自於內部和外部制衡與

干預。故其可以充分、自主地藉由經濟官僚和經濟前導機關設計的統管技術，一

方面讓政策與市場相互搭配，同時引導私人資本發展預先規劃的策略工業。由於

國家機關內部的各機關擁有不同的組織使命與任務。在憲政制度設計上，許多機

關彼此間擁有制衡與監督的關係。在威權時代強大的政治控制下，這些矛盾常在

政治壓力下隱而未顯。但在政治逐漸民主化後政治社會控制力縮小，制度設計上

的機關彼此制衡與衝突也因此逐漸浮上檯面。公民社會也開始藉由社會運動透過

國家機關內部制度設計的制衡機制與外部社會壓力，嘗試去挑戰政府過去的統管

理性與統管技術設定。這讓原先具有充分自主性與強大能力的政府官僚體系，極

不適應民主化後的「無效率」運作方式，也強迫其必須去摸索、調適未來如何透

過統管理性和統管技術的調整修正，持續達成資本積累與經濟發展的國家理性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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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下的國家發展 

檢視東亞各國的發展歷程，縱然國家機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殖民歷史以及

當時的國際局勢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韓國與台灣都曾受日本殖民，在殖民統治

結束後，日本殖民者留下了許多基礎建設作為後來工業發展的基石。另一方面，

在美蘇冷戰的時空背景下，美國提供東亞各國軍事援助。為了協助各國穩定國內

局勢，亦給予經濟與技術援助以協助各國發展產業。加上開放美國國內市場供東

亞各國出口，這使其在發展新興工業的同時不需擔心因過度生產而導致產品可能

在外銷市場滯銷。此種歷史條件亦是其他後進國家所無法複製發展關鍵（Pempal，

1999；鄭爲元，1999；謝宏仁，2013：82-86）。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全球經濟

體系的角色變遷以及發展過程，也吸引許多學者嘗試進行統整研究，希望能歸納

出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以下藉著回顧依賴理論、全球體系理論、全球商品

鏈以及資訊電子業全球生產網絡等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理論，希望以國際角度與

前節所提到的發展型國家對話，進一步思考後進國之國家機關在全球資本主義發

展過程中的角色變遷問題。 

 

一、  全球體系下的後進國家發展轉型 

自二次大戰戰後，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政治、社會穩定。但 1960 年

代以後情勢逐漸改變，開始產生通貨膨脹惡化、失業與經濟發展停滯的現象。這

使拉丁美洲各國原先期待藉著工業化與進口替代，以逐步脫離外資公司掌控並建

立獨立自主經濟地位的希望落空。許多拉丁美洲的學者開始思索進步國家與後進

國家的發展軌跡而提出了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根據謝宏仁（2013）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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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建國（2010）的分類，依賴理論可以大致區分為重視外在限制的古典依賴理論，

以及除了外在限制外也兼顧內部因素的新依賴理論。 

古典依賴理論的代表學者是 Frank（1966）與 Santos（1970）。受到馬克思主

義的影響，其認為後進國家低度發展現象是導因於經濟剩餘受到西方先進國家的

殖民與帝國主義剝削。依賴理論建構出不同地區間的都會（metropolis）與衛星

（satellites）相互關係。都會地區是貿易的中心地，衛星地區則必須將資源與經

濟剩餘往都會地區輸送。放到國際層次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後進國家被

迫改變原先獨立的經濟系統，進入國際體系中而受到先進國家的宰制。後進國家

只能向核心與先進國家出口工業原料、農產品、天然礦產等原物料與物資，成為

支配經濟體系底下的邊陲。由於經濟剩餘都由先進核心國家所榨取，後進邊陲國

家在金融、技術上都必須依賴核心國家因而失去發展機會。古典依賴理論學者認

為，唯一脫離依賴的方式就是邊陲國家只和其他邊陲國家相互貿易，如此才能脫

離核心國家剝削以邁向發展的道路。 

對古典依賴理論主要的批評，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謝宏仁，2013：60-

62）：首先，依賴理論忽視了不同國家擁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而把依賴當成

是後進國家可一體適用的全體現象。尤其在台灣、韓國等東亞新興工業化（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國家崛起後，其就成為古典依賴理論所無法解釋

的罩門。其次，依賴理論過於強調先進核心國家對於後進邊陲國家的影響，而忽

略了後進國家內部因素與國家機關自主性的重要。這也是後來國家中心主義與

「發展型國家」理論把國家機關放到研究核心的原因之一。許多學者吸收批評後

修正了依賴理論的缺陷，認為「發展」與「依賴」其實是可以共存不悖的現象，

提出了新依賴理論。Evans（1979）以巴西個案提出依賴發展論（dependent 

development），以地方資本、跨國公司以及國家機關三者間關係為分析結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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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依賴與發展雖非零和遊戲或互斥現象，但會導致技術與社會結構間脫節、跨

國公司與當地資本間脫節以及本土資產階級與國際化資產階級間脫節。這使得佔

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與工人，無法分享經濟發展所得到的成果。依賴發展下所付出

的代價就是威權政治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Evans 後續也在此基礎上研究發展

型國家，提出「鑲嵌自主性」的理論（Evans，1995；Evans 等人，1985） 

從古典依賴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另一個體系是 Wallerstein（1974）所提出的世

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受到新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

Braudel 的影響，Wallerstein 嘗試從 15-16 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為研究起點。

其以長時間且總體性的角度分析世界經濟組成與演變，以及主權國家之間不平等

的交換關係與地理關係（Wallerstein，1998：419）。世界體系理論將各國分成核

心國家（core countries）、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y countries）與邊陲國家

（periphery countries）三類，分別代表其在世界經濟內不同的角色與位置。 

Wallerstein（1998：422）認為，世界體系內不論是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或

是邊陲國家，其存在邏輯都是為了資本積累，只是在不同體系位置以不同方式累

積資本而已。核心國家為高度工業化且較富裕的先進國家，經濟活動以高度技術

密集與高度資本密集的高生產力產業為主。其透過跨國企業輸出資本，由邊陲與

半邊陲國家獲得低價值的原物料、便宜勞動力與土地藉以生產商品後，再將剩餘

價值與經濟利益移轉回母國。半邊陲國家則是正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同時擁有高

生產力與低生產力兩類產業型態。相對而言，除了核心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就

僅能憑藉低廉勞動力與自然資源與核心地區進行交易。在世界體系運作過程中，

若發生經濟危機、社會革命或資本主義擴張等時機出現時，就可能使國家地位相

互流動。核心國家有可能降階，半邊陲或邊陲國家也有可能趁著機會往上提昇。

國家與國家、資本主義跨國企業之間就在世界體系內相互競爭。為了在體系中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得更大的影響力，國家機關會支持本國企業跨國營運，企業跨國經營所產生的經

濟力量又會成為其母國國力的基礎。若邊陲國家得到核心國家及其企業的邀請與

支持，就有可能進一步提昇為半邊陲國家，並成為該核心國的外圍依賴盟友

（Wallerstein，1974，1979，1980，1989）。Winckler 與 Greenhaigh（1990）以台

灣為例，說明台灣發展歷史上日本與美國因全球局勢與國內發展需要，如何先後

支持台灣提昇進入半邊陲國家的地位的原因與過程。 

 

二、  全球商品鏈與全球生產網絡下的產業與國家 

世界體系理論是以全球、宏觀的角度與層次，來審視世界經濟體系裡國家與

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相對來說，也被批評較缺乏對國家內部各部門互動、

國家產業政策或特定產業別發展等可能影響國家發展不同層次關係的討論（謝宏

仁，2013：72）。在此基礎上，Hopkins 與 Wallerstein（1986）建構出商品鏈

（commodity chains）的概念，其係指「與最終商品完成相關連的勞務與生產過

程網絡」，並嘗試運用分析近代歐洲資本主義歷史下的特定產品生產過程。Gereffi

與 Korzeniewicz（1994：1-14,96-97）更進一步將商品鏈深化，提出全球商品鏈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概念，用以分析特定最終產品在組織和生產製

造過程中的各國廠商全球分工情形。透過對於代表性產品世界分工的了解，研究

者可以進一步描繪出特定產業在全球各國的整體圖像。GCC 可以分為三個主要

面向：1.一個特定的投入（input）與產出（output）結構；2.各個區域內不同規模

與性質廠商在製造過程中互相合作網絡；3.一個決定財務、原料、人力資源在商

品鏈中如何分配的權力與治理結構。故可依有權力主導廠商的位置把全球商品鏈

細分為買主驅動商品鏈（buyer-driven）以及製造者驅動商品鏈（producer-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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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類。前者係是指勞力密集的產業（如成衣、鞋類或玩具等），後者則是以資

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為主（如航太、電子與汽車等）（Gereffi，1999）。 

在國家制度影響方面，Gereffi（1994：100-101）認為國家機關所制定的國家

發展政策對 GCC 有重要影響。其把發展策略分成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SI ） 以 及 出 口 導 向 工 業 化 （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兩種。ISI 策略以滿足國內需求及減少進口為目標，商品鏈

為製造者驅動型的金屬、化工或汽車工業。國家機關則扮演干預者（interventionist）

的角色，常直接興辦上游產業及介入生產活動。採用 ISI 策略的大多是天然資源

豐富大國，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南亞與東歐國家等。EOI 策

略則以對外出口為目標，商品鏈為買主驅動型、勞力密集的地方私人企業。國家

機關在 EOI 中不直接介入生產，而主要扮演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其會藉

著建設出口所需的基礎交通與通訊設施、設立經濟減稅特區等方式以鼓勵廠商出

口。EOI 多見於資源匱乏的小國，如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群。在全球化下，第

三世界國家多會採用 EOI 策略鼓勵出口外銷。同時，已開發國家則亦會隨之採用

保護主義藉以保護國內市場。 

GCC 提供了一個思考特定產業跨國分工體系的架構，位於驅動位置者相較

於其他的廠商更有主導、變動商品鏈的治理權力。所以在思考特定廠商行為時，

必須更廣闊地放在其商品鏈的驅動過程上來分析（徐進鈺、鄭陸霖，2001）。但

GCC 假設在商品鏈同一位置的廠商，都會回應與跟隨同樣的潮流。視廠商上下

游間的生產與配送過程為垂直與線性關係。面對快速變動、供應商常於短時間內

交互更替、重組的資訊產業時，解釋能力略嫌不足（Coe 等人，2008）。此外，由

於研究焦點放在廠商間的互動行為，在地 NGO、工會、地方社群知識技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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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各國制度條件等因素如何對 GCC 產生影響，並不易於其研究中突顯出來

（Ernst、Kim，2002；Henderson 等人，2002）。 

在此基礎之上，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學者進一步加入網絡概

念，提出了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理論。Ernst 與 Kim

（2002）認為有三股驅動力驅使 GPN 形成：自由化、資訊化以及自由競爭。自

由化的內涵為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對外投資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等四大

元素，再結合資訊科技的進步在全球市場競爭。網絡中有兩個主要角色：旗艦廠

商與在地供應商。各產業的旗艦廠商建立全球生產網絡的核心目的，就是希望能

快速、減少成本生產產品，並且同時提高核心知識與能力。所以，會利用不同區

域以及不同國家的在地特長與優勢，盡量地減少交易成本。在建立與加入網絡的

同時，旗艦廠商的技術與管理知識在生產過程中也會轉移到在地的供應商，提高

供應商的生產力以及當地的整體技術能力。 

Coe 等人（2008）則強調 GPN 是動態且彈性的循環系統，著重於分析網絡

內行動者間的關係。在網絡中，越容易被取代的供應商擁有的討價還價權力越小，

但透過提高自身競爭力就能改變其地位。各廠商關係網絡其實是鑲嵌於在地的權

力、生態環境、資源、制度、文化與社會關係等複雜網絡之中，這些因素都有可

能會影響廠商決策與行動。例如，所有的 GPN 都鑲嵌在複雜且多層次的法律系

統之中，受到跨國商業組織（EX: 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協定、國家機關的政策、

國際標準等規定的規範。因此，國家機關、NGO、工會、消費者團體等廠商以外

的行動者也對網絡運作有重要的影響。尤其國家機關是 GPN 中的核心行動者，

其可以透過與他國簽署貿易協定、訂定法律或投資核准權等行政手段來影響網絡。

不同國家的國家機關的權力大小以及對資本流動的控制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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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統管理性作為分析國家的架構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自 1970 年開始受聘於法蘭西學院，每週

一次向大眾講授他近期研究的成果，課程一直持續到至 1984 年他過世為止。其

於 1977 年至 1979 年的兩年課程中，分別以《安全、領土與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及《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作為課程的主題，提

出了「統管理性」（governmentality）的理論概念。傅柯在世時並未以專書或論文

的方式出版任何與統管理性相關文章，現存的文本只有由他課程講授錄音檔案經

過整理謄錄後出版的法文演講逐字稿。由於此演講的英文譯本遲至 2007 年與

2008 年才出版，簡體中文的譯本則分別於 2010 與 2011 年出版。故統管理性的

概念在英文學術圈尚未受到廣泛注意與引用。於中文的相關學術論著也尚不多見，

近年來在不同學術領域各有學者開始借用來解釋多元歧異的社會現象。如姚人多

（2001）藉此討論日本殖民治理的知識與權力；李丁讚與吳介民（2005）運用統

管理性來解釋地方宗廟的巫術社群經營；許立一（2008）與陳嫈郁（2012）分別

藉以反思公共行政的主流治理模式與治理理論；吳建昌（2008）借此討論台灣的

性侵害防治政策；王志弘（2013）以此討論台灣戲水史的人水關係變遷；吳彥明

（2011）用以比較討論文化治理的研究概念；李俊增（2009）用來討論現代權力

關係中的法律形式；李承嘉等人（2010）則引用以分析解釋地方發展的權力和行

動。但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與國家經濟政策發展的相關領域，尚未有學者以此概

念分析與討論。以下就從傅柯演講的英文與中文譯本內容，來歸納整理統管理性

的概念意涵與理論發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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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管理性理論的內涵 

傅柯認為統管理性就是國家機關根據國家理性統治，使國家能變得堅固和永

久，並使其更為富有與強大而能面對一切破壞者。最簡單來說就是「對引導的引

導（conduct to conduct）」（Foucault，2007：389；2010：344）。延伸來說，有以

下三個含意（Foucault，2007：108-110 ,312；2010：91-93,279）： 

1.統管理性是特殊且複雜的權力模式，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

略等所共同構成。其以國家理性為目標，以公民社會為執行標的，以政治經濟學

為主要知識形式，主要技術工具對外是外交與軍事技術、組織常備軍；對內則是

管制（police）。 

2.西方發展趨勢日益突顯「統管理性」此種權力模式，並使得其較其他權力模

式（主權或紀律等）更加重要。這股趨勢形成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機制，並促進

治理相關知識發展。 

3.「統管理性」這個詞彙還代表一段國家內涵演變的過程。中世紀時是司法國

家轉型，在 15-16 世紀轉變成行政國家，最後國家逐漸統管化（governmentalization）

而形成治理國家。 

前述理論回顧中的許多學者皆極關注國家歷史演進、角色變遷，也關注國家

權力及其濫用的可能性。對國家權力濫用的恐懼，對傅柯而言即是統管理性發生

危機的主要表現跡象。以他的觀點來看，國家僅是許多不同事物混合後的抽象實

體，透過多種持續治理過程與許多元素不間斷地交易、變化下所形成的最終結果。

這些元素就像是財政、投資、決策、控制、地方權力與中央關係等，彼此之間常

常交互變化與移轉。因此，更重要的應是關注在統管理性滲透國家機關之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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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逐步「統管化」的過程。今日我們所見國家樣貌，就是藉著統管理性在國家內

外的同步實踐後才形成。故唯有透過研究統管理性總體策略，才能理解國家的存

在及限制。傅柯刻意迴避國家理論，是因為其不把國家當成某種政治的普遍概念。

國家沒有本質，其自身亦非權力根源，只是一個多重統管理性下的可變結果。故

重點還是要從國家機關的統管理性實踐，來探討國家問題（Foucault，2007：109；

2010：92）。 

傅柯從西方歷史的演進歷程，研究政治權力如何貫徹「對人的治理」上，以

及國家概念如何從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逐步演變成人口國家（population 

state）。中古世紀，基督教是歐洲大陸的核心。教會借用希伯來傳統中的牧羊人概

念，將君王視同人世間的牧者，期以基督神學引導與救贖每個人民的靈魂。但在

16-17 世紀宗教改革的浪潮下，牧領制度與封建社會逐漸瓦解。新政治結構與經

濟社會關係出現（Foucault，2007：363-365；2010：324-325）。傅柯視馬基維利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為達到舊領土國家時代頂峰的最後代表人

物。舊時代的核心問題是：君主如何佔領新領土以及保護其已征服的領土。故馬

基維利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君王論》（The Prince）中提出讓領土內的君主權力

不受威脅或能消除對他威脅的方法。但 18 世紀後，核心問題不再是劃定或確定

領土，而是如何治理領土上的人口（population）。當人口概念出現時，統管理性

即開始萌芽。（Foucault，2007：87-92；2010：74-78） 

傅柯整理了反馬基維里學說的最早期文本：拉佩里埃（Guillaume de La Perrié

re）所著的政治之鏡 (Miroir politique, contenant diverses maniéres de gouverner)。

此書中提到許多關於治理的重要概念。首先，具有治理身分者從過去的君主，擴

展到「元首、皇帝、國王、君主、貴族、長官、教士及法官等人」，這表示治理

是藉由多元社會角色和複雜社會關係來實踐。其次，拉佩里埃認為：「治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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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物的正確處理，對於這些事物，人有責任把他們引導向合適的目的」。拉佩

里埃則認為，治理的對象是由人與物共同構成的複合體，而非領土。換句話說，

治理的對象就是人、以及與人互相關連的財富、資源、領土、習俗、饑荒、流行

病、死亡、事故等事件。而「引導到合適的目的」也就代表著統管理性具有目的

性。但對馬基維里來說，君主主權行使對象首先是領土、而後才是居住於領土上

的人民。傅柯認為拉佩里埃的治理定義，代表著一種嶄新目的論誕生。其不單單

是傳統法學家與神學家認定的「公共利益就是執行君王所制定的法律，如同上帝

加諸於自然與人的律法一般」。而是治理者必須透過運用多種策略，以達到多方

面目的。因此，實踐統管理性的工具，不再限縮於傳統上的律法而已。有些治理

目標更非僅依靠制定法律就能達成的（Foucault，2007：92-100；2010：78-84）。 

若從統管理性的發展歷史來看，其與專制君主統治下的國家機關行政化發展

歷程息息相關。這些考慮國家內外各種不同問題與因素的學問，最後發展成了統

計學（statistic, 原意是關於國家的科學）。因為統計的技術困難很高，所以還必須

搭配一套行政官僚體系，這套體系的功能不僅限於執行命令與收稅，還是一套有

助於權力行使的知識建構體系。而且其運作所得到的結果必須嚴格保密。若讓敵

國與內部敵對陣營知道的話，這些知識就可能會失去效果。因此，統計學也被長

期認為是不應該洩漏的權力秘密。透過統計學研究，顯示人口的背後有其自然特

性與獨特規律（如死亡率、發病率或事故發生的頻率等）。這些人口聚集所產生

的效果，並無法被單純化約成個別家庭現象的累計。因此，倘若藉由特定技術或

措施去影響人口，就算個別人民不了解政策的內在涵意，也可以達到如刺激生育

率、引導人口流動到某些地區或職業等功效。另一方面，在此時經濟學（economy）

一詞的內涵亦因統管理性發展，跳脫過去原來詞意中的家政學含意，而重新被界

定成今日我們所認識的總體與個體概念。所以，為了有效的治理國家，國家機關

必須考量人口觀察資料與知識，這些對人口、領土、財富、職業等多樣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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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這些知識持續累積下，建構出了統管理性的知識形式：政治經濟學

（Foucault，2007：103-107；2010：87-90）。 

17 世紀政治家提出國家理性與公共治理統管理性；18 世紀重農主義則藉著經

濟理性賦予國家理性新的內涵與新的統管理性。整體來說，17 世紀的國家理性

與統管理性在 18 世紀轉變了，處在經濟實踐、人口管理、法律和尊重自由、管

制等四個元素之間。社會、經濟、人口、安全、自由形成了新統管理性的元素。

也隨著重農主義所呈現場域，社會表現出具有特殊的自我規律以及自然性，導致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出現。傅柯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區域內個體自發性

的集合。公民社會內部同時存在著「經濟連帶」與「情感連帶」兩股力量。經濟

連帶是透過經濟利益把個體連結在一起，但若過度強化時也會反而使個體逐漸孤

立化，而最終導致公民社會瓦解。情感連帶則是使個體由於情感累積，而願意待

在自己的社會中。縱使在其他國家或地方，可得到更多經濟利益或更多安全保障

也不願意因而離開。對於國家來說，公民社會也就是政治權力的來源。國家機關

的責任也正是藉由管制技術，實踐對公民社會的統管理性（Foucault，2008：298-

308；2011：264-271）。由於公民社會與人口相同具有自然規律，所以為了實行統

管理性，必須藉由研究去發現更多治理相關的科學知識。因此，後來發展出了經

濟學、統計學以及管理科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也促使了人口統計與公共衛生學科

的發展。若人口具有自然性，那單純以強加命令或禁令的方式管制，並不一定能

達成國家理性。所以在統管理性的設計上，應該尊重自然規律並讓與其一起運作。

故統管理性的管制和干預應受到限制，使自然規律有運作的空間。 

以下分就國家理性、管制、政治經濟學以及自由主義等概念，更細緻地解釋

傅柯統管理性的理論內涵： 

國家機關藉統管理性與統管技術期待達到的最終目標，就是「國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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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of state）。引用自開姆尼茲（B. Chemnitz）1712 年著作 《德意志王公們

的利益》，傅柯認為國家理性是種政治上的考慮。在共和國內部的所有公共事務

的規劃、決定和行動的最終目的，終究都會歸結成國家理性。以求以最有利、最

快速的方法維護與擴大國家，以達到共和國的安全與強大。但國家理性的本質並

不等於一個合法或具有正當性的體系，其可能會違背公法、司法、基本法或任何

種類法律。在一般情況下，法律是國家理性在治理時必須運用的一種管制工具，

故其會尊重法律。但並不代表國家理性會完全服從法律。在特殊或緊急狀況或國

家遇到危難時，國家理性會運用暴力手段去排除法律限制。此時即使是發生政變，

都是種肯定國家理性的表現。為了讓國家理性更深植民心，國家機關還會透過塑

造與改變輿論來將其灌輸進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希望同時伴隨著輿論一起改變

公眾行為方式、處事方式，以及公眾對經濟與政治的態度（Foucault，2007：256-

278；2010：225-245）。 

統管技術（art of government）就是統管理性對於管制與自由的組合與總體配

置比例，也就是國家理性和政治權力執行統管理性的手段與方法。管制（police）

也就是實際透過規章制度、法令、禁令、指示等方式對公民社會進行干預以實踐

統管理性。故核心問題就是如何既能維持公民社會的良好秩序，又能在最大限度

內增強國家力量？以 17、18 世紀的意義來說，當時管制內容分為 13 個領域：宗

教、習俗、健康與衣食、公共安寧、建築維護、廣場與道路、科學與自由藝術、

商業、手工製造業與手工藝、傭人與普通勞工、戲劇與體育比賽、最後是照顧和

訓練窮人。從上述內涵裡可知，管制本質上是處理城市人口緊密共存時所發生的

各種問題。其次，管制也處理整套物品流通與生產問題。從 16 世紀開始，市場

經濟發展、交換的擴大和增強以及貨幣流通的活躍等，使人類進入了商品和交換

價值的世界。故商業被視為增強國力的一種主要工具，因此也成為管制的其中一

種內涵（Foucault，2007：311-328；2010：27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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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紀重農主義影響下，管制執行的方式除了市場與產品買賣之外，更重

視以合理價格來促進生產並藉著市場機制來調節與減少干預。只要國家機關懂得

放任個人利益機制運作，個人利益就會透過資本積累與價格調節來服務公眾。所

以，管制和商業活動、城市發展、市場活動等共同構成一個整合體。作為統管理

性執行的技術工具，管制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公民社會持續運作，保障人們生活與

人口增長，以至於使死亡人數不致於過多。除此之外，還要保障人們生活所需一

切必需品能夠充分生產、合理分配與重分配及順暢流通，最終使得國家能藉此增

加國力，達到國家理性所期待的目標（Foucault，2007：333-339；2010：299-303）。 

由於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被視為符合國家理性，能確保民族繁榮

與國家富有的學科。18 世紀中期開始，統管理性開始以政治經濟學作為估算及

設計管制規範與限制措施的依據。不像法律學作為國家外部的反對與限制力量，

政治經濟學所思考與分析的並不是政策依據何種基本權利、也不是合法與否。而

是統管理性實行後會達到什麼效果？效果是正面或負面？故其揭露與歸納了許

多人口機制發生的現象、過程以及背後的規律。這也代表著統管理性必須依循自

然規律，才不會因違背而失敗或產生負面效果。故在政治經濟學影響之下，統管

理性成功或失敗取代了合法性，成為行為準則。透過政治經濟學，國家機關的自

我限制的可能性以及真理問題進入了統管理性之中。若治理失敗，其可能原因就

是來自於統治者對政治經濟學的無知。因此，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如實的告知

統治者其所操縱事物背後的自然機制（Foucault，2007：103-108；2010：88-91）。 

透過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國家機關和公民社會進入了新的時代。過去國家機

關從未充分認識何謂「適度管制」，以及面對「過度管制」的危機。過去君王是

反省自己「是否確實按照道德律、自然律及神的律法來治理？」是屬於「相符性」

的問題。但在政治經濟學影響下，統管理性中的「最大/最小」原則，取代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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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君主的「公平正義」概念。16-17 世紀後，為了達成國家理性，統管理性的

問題核心成為：為了使國力極大化，是否夠強化、夠深入和夠細緻地管制？所以

問題核心在於統管技術的管制範圍大小？管制的程度是否逾越事物自然規律下

可承受的極限？（Foucault，2008：17-18；2011：15-16）所以，政治經濟學成為

統管理性必須依循的一門科學，也是其不可違背的真理。作為政治經濟學代言人

的「經濟學家」，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國家機關決策以及統管理性規劃的不二人

選，有著不可被取代與挑戰的地位。 

 

二、  經濟成果與市場表現成為評判統管理性良窳的準繩 

政治經濟學與統管理性，透過市場機制相互連結。自 16-17 世紀重商主義發

展以來，市場就被認為是一個公正的場所。買賣雙方在市場中必須以公正的價格

協議來交易貨品，若其中一方在交易過程中詐欺將受到懲罰。因此，市場價格就

成為一種真理標準，市場也成為證明管制方式正確或錯誤的場所。依附在市場機

制之下的經濟表現，也成為判斷統管理性是否成功的最重要依據。成功統管理性

的判斷標準不再僅依其是否公正，而也須依市場運作的真理進行。由於在 18 世

紀貨幣穩定、人口經濟持續增長、農業生產強化、經濟學家進入治理實踐及某些

經濟理論成形等多重因素交織之下，使得市場逐漸變成實踐統管理性的真理場域

（Foucault，2008：27-35；2011：24-30）。 

所以，如何讓統管理性以法律自我限制管制範圍，使市場受到保障而不受過

度管制？傅柯認為是透過公法學兩條互相銜接軸線的發展，來架構國家管制的界

線：首先是盧梭由自然法，以司法-演繹方式所推導的人類自然權力觀。其試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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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於個人的自然權利與初始權利為何，並規定在何種條件和原因下，按照哪些

觀念與歷史模式，人們接受了權利的制約和交換。以此規範了君權的範圍與限制，

進一步推演出了治理的邊界範圍；另一條軸線，則是就國家的資源、人口、經濟

等事實情況，對事實界限和合乎願望的界限來分析的英國效用主義學派。效用主

義依分析結果，對各項統管理性的實行結果提出許多問題，例如：這有用嗎？這

有害嗎？這對什麼有用？為什麼有用？在何種限度內是有用的？這兩條軸線代

表著兩種不同的人權觀及對法律的兩種理解。公法派認為法律是集體意志的表現，

表達個體同意讓渡某部分權利與保留某些權利（人類權利觀）；效用主義派則認

為，法律是國家公權力干預空間與私人獨立空間兩者劃分處理的結果（被治理者

獨立性觀）。19-20 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存在這種相互銜接兩面性，但效用主義軸

線成為後來的主流想法（Foucault，2008：39-42；2011：33-36）。 

傅柯認為自由主義是 19 世紀後引導統管理性的國家理性價值。自由主義的

第一關鍵：市場作為交換機制和價值、價格關係的真理場域；第二關鍵：國家機

關的統管理性是以效用原則與利益，做為衡量管制程度的參照值。並進一步以此

來設計統管技術。故自 18 世紀至今的國家理性，就是依循效用和利益來運行。

由於統管理性所包含利益非常多元，許多不同因素如個人與集體利益、社會效用

與經濟收益、市場平衡和國家公權力制度、基本權力與被治理者獨立性等相互交

織其中（Foucault，2008：38-47；2011：32-39）。 

形成自由主義統管理性的第三個關鍵，是國家間的平衡。自 1648 年西發里

亞條約簽署以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而形成國家平衡的均勢局面。在平衡的局面

下，國家間努力相互競爭以提高自身的國力。以金本位貨幣主義的觀點來看，因

為世界黃金總量固定，而國家財富又是以黃金來估算。故使本國富有所需的所有

資源，都是從他國財富中獲取而來。因此，國家間競爭是零和遊戲。若有一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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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國必定受害。但自 18 世紀中葉以來，經濟學發展改變了這個假定。各國

擁有不同的比較利益，只要透過市場來議價，就可以達到非零和的買賣雙方雙贏

局面。故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國家富足如同個人富足。只要透過國內貿易及

與國際貿易，鄰國也會變得富足，還能進一步達到區域整體的共同富足。透過國

家競爭，歐洲整體都在無窮盡的經濟發展之路上前行。但為了使經濟不再是零和

遊戲，必須讓市場逐步擴張，使更多國家加入形成全球化市場，以便在歐洲市場

上交易本國產品與世界產品（Foucault，2008：51-60；2011：43-50）。 

傅柯認為，國家機關應該認清經濟機制內複雜性與多元性，並要遵守這些自

然機制。但遵守的原因並非僅止於統管理性要藉自我限制，建立尊重個體自由和

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律框架而已。而是由於政治經濟學認為成功的統管理性，僅能

在某些自由權利存在之下運作。例如市場自由、買賣雙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權的

自由、討論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因此統管理性就像是自由權利的消費者。成功

且有效的統管理性需要自由，故被迫要生產自由，成為自由的管理者。但生產自

由的同時，也可能因生產過剩、過度放任，反使自由權利彼此之間相互衝突而導

致反效果（如市場缺乏管制、過度自由而導致獨佔壟斷而失靈）。故自由主義認

為，必需透過管制對某些自由加以限制（例如反壟斷）以迴避其所產生的危害。

但另一種危機，則是由於管制範圍過分膨脹，而引起過度干預與限制而限縮破壞

了自由（例如政府過度管制，引起市場無效率而失靈）。上述情況，都有可能造

成自由主義的危機。所以傅柯認為，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原因都來自於統管

理性對於統管技術的設計與總體配置不良所產生的危機（Foucault，2008：61-70；

201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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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今日理論背後隱含的國家理性：新自由主義 

整體來說，前述回顧的理論，不管是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全球商品鏈

理論或是全球生產網絡理論等，其背後隱含皆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全

球競爭邏輯。1940 年代，世界仍籠罩在經濟大蕭條與二次大戰後滿目瘡痍的黒

霧之中，為了實現各國國內充分就業、經濟成長以及穩定世界經濟秩序。1944 年

7 月 44 國代表於美國召開聯合國與盟國貨幣金融會議，會後提出「布萊頓森林

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將美元與黃金、成員國貨幣與美元相互掛勾，建立固定匯

率制度。並成立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保障世界貨幣穩定。這使各國能在

穩定的國際匯率下，發展國內經濟（Gilpin，1994：149-152）。1950-1960 年代，

在布萊頓森林體系下，歐美各國執行凱因斯主義管制與干預市場，達成經濟高幅

成長與快速資本積累。同時同步提高所得重分配、增加社會福利措施與公共開支。 

對凱因斯式政策、大戰時期所承諾國民的社會經濟保障以及聯邦政府規模擴

大等背景因素的不滿（Foucault，2008：223；2011：192），再加上 1970 年代起，

舊式資本積累產生嚴重危機，停滯性通貨膨脹開始發生，各國出現財政危機。凱

因斯主義的不足與限制此時逐漸發生，布萊頓森林體系瓦解。這使得自 1980 年

代起，新自由主義（傅柯稱之為美國新自由主義）作為對抗財政危機的處方，開

始從美國與英國發生，逐漸蔚為主流。在許多層面，新自由主義展現出與其他經

濟理論不同的角度觀點。其徹底地以「經濟人（economic human）」概念作為分

析問題的框架，把市場經濟形式類推到所有非經濟領域的社會關係與個人行為上。

以人力資本來看，在傳統經濟學上勞動被視為被動投入的生產要素。馬克思則將

其抽象化視為勞動力，透過時間產生剩餘價值。但人力資本理論則把勞動化約成

一種資本、勞工的技能就是機器（但是一種不能與自身分割的機器），透過機器

運轉就能產生收益。以此觀點，工資就是人力資本投入的收益，養育、教育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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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對機器一種的投資（Dean，2010：72；Foucault，2008：225-236；2011：194-

203）。 

此時，數位革命與科技發展更快速地瓦解了產業與市場的進入障礙，科技「破

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現象（Bower、Christensen，1995），使許多原

本佔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業被由他領域侵入的競爭者替代與淘汰。隨著資本與技

術流動，降低成本趨力使原來集中於美國的製造業開始加速外移，全球商品鏈與

全球生產網絡普遍連結（Reich，2008：83-107）。這使得過去明顯隔絕資本流動

的產業界線與國境線逐漸模糊，此趨勢在 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創立時達到顛峰（Wolf，2006：28）。 

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最強而有力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工具。故國家機關

的使命就是要與市場正確結合，以創造資本積累的最佳條件，並營造出優良的企

業環境。對政府來說，市場就像一個永久的經濟法庭，以經濟與市場規律來嚴格

審查與評判國家機關的公權力行使是否濫用、過度、無效用等（Dean，2010：69-

71；Foucault，2007：252-254；2011：218-220）。故對國內政策來說，為了追求

企業績效極大化，其主張以減稅、各項優惠以及改善基礎設施來促進與刺激企業

投資。希望藉此創造經濟成長以消除貧窮，並認為這是讓全體人民提高生活水準

的唯一方式。新自由主義強調如住宅、電信、能源等國有或公共資產，應盡量私

有化或解除管制以提昇經營效率。同時應該去除一切可能影響企業經營與資本流

動的障礙（如工會、社會運動等社會團結形式），讓市場的自由競爭特性得以充

分發揮。新自由主義主張因為國家機關的經營方式會造成無效率，故應盡量縮減

健康、社會福利、教育等公共服務項目，儘量使市場干預最小化。對於民主政治

方面，新自由主義支持以菁英透過行政命令來治理國家機關，而民主與議會決策

被其認為是民粹主義或暴民政治且會阻礙資本積累而邊緣化。新自由主義提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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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由，認為社會與市場中的個體都必須自主負責。個人的成功或失敗，都只是

市場或社會競爭下自身條件與能力所造成的結果（Harvey，2008：20-22）。 

其次，就對外關係而言，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資本與貿易自由化，認為應

減少資本跨越國界的阻礙，並嘗試打開商品與貨幣資本的外國市場。同時，大企

業會與國家機關共同利用或創設新的國際制度安排（如 WTO 或 IMF 等）來開展

海外的新市場（Harvey，2008：23-24）。所以全球商品鏈與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

正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因此，1990 年代以後，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與日本

都面對美國為了縮減貿易逆差、去除貿易障礙，而威脅實施貿易制裁的龐大壓力。

但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以及經濟快速發展，其所伴隨而生是揮之不去的科技風險。

近年來環境汙染、生態環境破壞，社會所得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故

有許多學者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對公民社會所造成的問題與風險。因此，提倡另

一種概念，認為不應總是捨本逐末地被動解決經濟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後果，而必

須藉由統管理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檢查來預防問題的發生，這也就是反身性現代

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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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反身性現代化對新自由主義的反省 

前述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肯定市場經濟與資本積累是提高國民所得

以及生活水準的唯一方式。唯有藉此，才能夠有效地解決貧窮與物質匱乏的

問題。故國家應該極力推展國內產業的工業化與現代化以形成工業社會，藉

自由化、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來提昇國家競爭力（Wolf，2006）。在後進國家

發展的過程中，還必須追求科技創新與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改變產業在全球

生產網絡的位置（王振寰，2010：15-44）。以致於國家可藉此持續經濟轉型

裡，提昇在世界體系內的地位。 

但現代國家工業化過程中，除了產出財富外，風險亦伴隨著經濟發展成

果同步產出。風險（risk）是種對未來某時、某地將發生危險的不確定性或

可能性（周桂田，1998）。雖然在歷史上，天災（如颱風、地震）、環境破壞

（如森林砍伐、土壤流失）或人口集中產生的公共衛生問題（如垃圾、傳染

病），自古以來即被視為風險而出現於文獻典籍上。Beck（2004：3-49）提出

了風險社會的概念。其認為現代社會的本質其實也就是風險社會。隨著今日

科技與工業技術的進步，技術內涵日漸複雜及充滿不確定性。因此，風險種

類亦從過去以自然、天災為主，增加了人為科技造成風險的類型。科技所衍

生的風險與影響範圍，也跟隨著全球化的腳步逐步擴大。並透過生態體系與

食物鏈，存在於全球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風險成長與擴散與資本主義的發

展息息相關。風險與財富相同，在分配上也非平等、而具有階級性。相對於

財富總往社經階級高層聚集；風險則是相反，社經階級越低者往往必須承擔

越多風險。若風險未獲妥善處置，最終會如同迴力鏢一般回頭破壞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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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以及先前的資本積累成果，此時縱使社會地位屬於高社經階層者也

無法全身而退。 

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Beck（2004：260-262）提出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概念。其認為在工業社會第一次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對外

界大眾建構對科學與進步的信仰，以及建立對不可挑戰專家、專業的權力關

係。但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其內部的矛盾與挑戰也逐漸顯露出來。在反身

化科學思考下，科學產生的風險逐漸被其內部社群成員以科學方法研究與揭

露。公民社會才赫然發現，科學不但是問題解決者以及知識生產者，同時也

是製造風險的來源。所以，Beck 認為工業社會必須進行第二次現代化，也就

是「反身性現代化」。除了改變知識生產者與地點，納入公民社會中更多的

知識實踐者以外，還要打破原有的威權化專家權力關係。從不同學科專業的

競爭與爭辯之下，科學原有神聖不可侵犯神話也被解構，專家與常民之間的

界線也逐漸模糊。 

所以，應反省過去工業社會只注重財富生產，而忽視風險分配的情況。

以背後邏輯來看，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注重財富生產/分配邏輯，認為科技發

展與專家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只要透過專業菁英的工具理性思考、科學技

術進步與國家政策規劃計算，就可以達成持續經濟發展並同步處理風險問題。

但卻忽略風險出現以及過去許多意外災變發生，皆證明了科學技術以及專家

思考有其無法控制與計算的極限。所以風險社會的建立，即是工業社會在認

知到科學技術的侷限後，對自身現代化與工業化過程的不斷反思和批判。然

後從科學知識、專家角色與政治決策制度與程序上進行調整（周桂田，1998）。

在反身性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科學會歷經公信力的快速萎縮，但同時也會

擴展其影響範圍以及應用領域。針對新興科技風險，建立原因消滅或徵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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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新研究領域。透過反身性自我檢討過程，建構出科學避免錯誤的學習能

力，形塑出自我檢查以及自我克制的新文化（Beck，2004：273,314）。 

在政治方面，Beck（2004：315-396）認為在工業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

有兩種社會制度化的變遷過程也同步進行。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誕生，國會成

為民主的象徵，但公民的政治參與也被限縮在投票之中。企業投資自由與科

學研究自由，卻亦脫離了公眾的監督與控制。在與國家機關的關係上，工業

具有投資自由以及技術壟斷的雙重優勢。由於技術發展與企業投資之間具有

密切關係。相對之下，國家機關只能跟隨於技術發展之後，在效率之名下，

國家機關甚至放棄了對企業投資與科學研究的管制。隨著經濟與科技發展下，

產生的風險持續增加，但國家卻無能為力而企業也不需負責任。因而，促使

公民社會的倡議團體和民眾發動「新社會運動」。希望透過社會運動方式，

要求國家機關和大眾媒體去管制與報導風險相關事務，進一步去干涉和限制

企業與科學的自由空間。期待經由這個過程，建立了新的民主參與形式以及

預警保障系統，以達成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民主化。 

以 Tarrow（1994：3-4）的定義來說，社會運動係指一群有共同目標的

團結公民，為了改變現狀而與政府和統治菁英間持續不斷的集體挑戰。所以

社會運動是結合了集體挑戰、共同目標、社會團結與持續互動等四個要素的

社會現象，希望能透過運動過程以達成現狀改變。由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必須

靠無產階級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因此，受其影響的傳統社會運動以勞工運

動為主，與社會階級有直接的關係。但隨著 1960 年代以後新左派的興起以

及社會對風險的覺察，歐美發展出了不同以往型態的「新社會運動」，如人

權運動、環保運動、性別平等運動、和平運動等。傳統社會運動大多是由於

物質與經濟條件匱乏，因而在特定意識型態的號召之下，希望被統治階級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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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而起、改變國家政治體制以及經濟結構；新社會運動則是以特定價值或認

同為號召，希望改變社會上的某種價值觀。對於政治，新社會運動不求推翻

或破壞國家體制，而是對抗國家機關不良的行政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並尋

求以透過國家體制內的立法或司法途徑，要求制定法律或建立制度，藉著進

一步民主化來保障或促進其認同的價值。有別於傳統社運以工會和無產階級

組成，新社會運動參加者以學生或中產階級為主，並擅長利用文化宣傳與媒

體力量來壯大運動聲勢（何明修，2005：57-64；趙鼎新，2007：346-349）。 

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跨國公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穿越國境限

制建立起全球商品鏈以及全球生產網絡。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世界經濟

逐漸一體化。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化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成為

促使後進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由化的巨大力量。在經濟全球化下環境風險與社

會問題也跟著在世界各地發生，而引發了各國社會運動相互串連形成全球性

社會運動。全球社會運動的主題包含勞工運動、環境運動與人權運動等，不

限於新社會運動的範疇。其共同點是針對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風險，

如經濟分配剝削和環境問題等。所針對的對象則是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或其

他國家及人民等。希望藉著全球性運動來改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進程，以

及消除自由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趙鼎新，2007：351-353）。例如反 WTO

運動、國際反有害廢棄物輸出運動或是國際責任科技運動網絡等，都是利用

多國的倡議團體相互串連為了共同目的所形成的運動網絡。 

除了公民社會以新社會運動回應反身性現代化之外，在科學技術發展面、

政府管制科學面與企業經營管理面都有許多學者就上述領域更深入地討論

與呼應其內涵意義。以下就科學與專家的社會角色、政府如何面對與管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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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風險、企業如何減輕風險並落實綠色資本主義等三個面向，分別延伸討論

之。 

 

一、  藉破除科學權威與專家宰制使風險呈現檯面化 

由於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下科技快速發展，使得科學技術似乎成為解決環境

風險與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二次大戰時，科學知識發展與軍事工業需求緊密聯盟

（例如：原子能）。在大戰結束後，結盟的目標從軍事移轉到經濟之上。鼓勵企

業贊助研究，使大學學術發展與企業資本緊密連結。藉著國家與產業界共同訂出

研究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使大學在預算壓力來引導與控制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故

具市場潛力、有技術移轉或申請專利可能性的技術，都易取得資源而能優先開發。

甚至許多大學也以校務基金投資公司，成為公司股東或經營者。大學在此趨勢下

逐漸企業化，其研究與學習偏好直接連接到就業趨勢及企業喜好之上。這種現象

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特別明顯與普遍，如資訊科技（IT）、生物科技（BT）、奈米科

技（NT）產業。這使學術研究可能為了經濟誘因，而讓大學知識啟蒙的使命喪

失。但商業的層級管理會壓抑學術創新，並減緩知識散播速度。例如將活體組織

（例如人類基因）申請專利，使他人無法使用。大學產業夥伴關係還會影響傳統

上的學術自由，耗盡科學家的非營利研究的公共利益角色。所以商業化的趨勢，

使得知識由開放變成秘密、由知識溝通變成知識私有化、由大學知識免費變成知

識發現商品化。在利益衝突下，逐漸使大眾失去了對學術專業的信任（Hess，2007：

43-68；Krimsky，2003）。 

由此來看，科學技術發展背後其實具有目的性與政治性，並非全然的價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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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Winner（1980）認為技術設計的背後與技術選擇，都有隱藏價值與使用想像

圖像。如使用者的身分、運作藍圖與結構、想達到何種目的等，都設定了價值選

擇。他以 1960 年代柏克萊大學發明蕃茄採收機械為例，其背後設定的經濟圖像，

就是以大地主農業經濟。故若採用大範圍大規模的機械採收以取代人工，就能提

高生產效率。但同時為了使用採收機，蕃茄必須相對應品種改良，改種植皮厚不

怕碰撞、但失去甜味的品種。同時，原來從事番茄採收的工人也因機械化而失去

工作機會。技術選擇與發展亦有路徑依賴性，選定後會逐漸變成習慣，因變動成

本過高而失去再次選擇的自由空間。Douglas 與 Wildavsky（1982）也透過分析風

險評估常用的四個模式為例，說明被外界視為中立客觀的科學分析背後其實都有

偏差，也隱含著社會價值選擇。因為計算風險的終究是人，研究的範圍也無法涵

蓋所有相關連面向。縱使評估過程可藉著重複校正避免計算錯誤，但在篩選事實

以及詮釋事實上也無法完全客觀，並且常常出現去脈絡化的現象。藉著專家客觀

思考問題並計算風險，風險評估制度被設計為簡化風險問題的工具。但專家計算

背後的個人偏誤，卻不明顯且很難被人發現。科技評估是在社會脈絡與社會假定

下決定哪些指標「可接受」，但卻從不明說背後的假定。其並無法告訴大眾什麼

才是「好的」或「道德的」生活方式。人們終究會以個人、道德及政治等因素來

做為決定或選擇的依據。 

Jasanoff（1990）則從科學期刊的刊登過程以及對科學意見的鑒別與領域劃

分，來討論科學背後其實也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過去科學的權威性，有部分來

自於「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學家之間共有的理性態

度，此態度確保科學家能依據實證和邏輯標準對科學信念與論點進行公正審查。

但上述標準卻已被科學社會建構論所推翻。縱使是同儕審查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

受引導、暗示或操縱的（例如：審稿人數、審稿原則、保密程度等…），也受到

編輯偏好與選擇審稿者運氣的影響。經驗豐富的編輯往往可以事先預見審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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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以評論意見的大致方向。因此，當文章研究方向與審稿人的價值一致時，審

稿人會很顯著地會給文章較高評價。其次，當科學工作者隸屬於一個著名研究機

構時，其科學主張可能更容易被接受。所以，以期刊形式公開發表的科學知識亦

具有政治性，是透過人為主觀價值篩選後的產出結果。科學事實很大部分也來自

於社會建構：認為某個主張為真，並非其準確反映自然規律，而是其被那些公認

為有能力鑒別者認定為真。在無法對研究品質進行客觀或科學的檢驗下，科學家

會直接轉向依靠非科學的優秀標準，如相信實驗者的誠實、實驗室的規模或聲譽、

國籍與機構等個人特徵，科學鑲嵌入政治體系更加速了這種依賴個人特徵判斷的

趨勢。除此之外，科學更以「劃界活動」建立權威形象，使用不同的定界策略

（boundary-defining）去確定哪些人屬於相關有聲望或權威的同行群體或網絡中，

以及哪些人被排除在外。當把某些領域被貼上「科學」的標籤，非科學家的人就

被實際剝奪了此領域的發言權；相對的，被貼上「非科學」的標籤的知識領域就

等於剝奪了其知識權威性。 

若從生產科學技術知識的專家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其歷史角色在工業社會發

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變遷。17-19 世紀啟蒙運動後出現專業者，最初是在法律或

醫藥等需要執照的領域。歐洲專家在政府保護下成長，美國則因厭惡政府擴張而

較晚形成。19 世紀末隨著大學教育發展，專家開始形成階級。在科技工業進展與

疾病教育中，專家獲得國家重視，也由於當時經濟混亂，故許多人認為專業者能

成為社會改革的力量。在新商業型態轉型下，專業者也由過去的自由職業者，轉

變成可由組織管理的工作者，並由傳統的法律、醫學等私領域擴展到經濟、社工、

公共衛生等公共特定政策領域。原本過去在歐洲大學是著重於教育上層階級子弟，

但在美國卻轉變成中產階級子弟與就業相關的專業訓練所。美國的大學課程建立

出標準化的職業訓練模式（例如：企業管理、會計與資訊工程），新中產階級被

教育成為知識工作者。其活動場域也跳脫地方社區，而成為有自信、成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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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系統成員。在二次戰後的 1950-60 年代，工業社會逐漸形成，使專家進入

主控社會機構變成社會中心。其亦被視為某種價值形象，像醫師注重健康、律師

注重人權等，被包裝成值得信賴、負責任且忠誠的一群人。但至 1980-90 年代，

專家開始與政府及資本市場越來越緊密結合，形成利益共生關係。專家常會一方

面在校外發展顧問公司或開展事業，但另一方面卻繼續保持全職的學術職位。這

除了會讓他們懈怠學術工作外，更可能在無意識情況下將出資者的立場偏差地帶

入研究之中。但一般的學術期刊很難調查與呈現作者研究的背後資助者，對於利

益衝突的情況很難處理與應對。故許多人批評專家只顧自身利益而背叛社會責任，

而大學教育也因太專業化而忽略對社會及倫理的理解（Fischer，2009）。 

故許多學者和運動者希望提供替代方式，重新建立倫理規範並思考與校正科

學與商業的界線。大學應該以資訊揭露作為利益衝突的解方，並將知識製造者與

財務利益者角色分開。其次，應將專家定位為社會的受託者，重建專業的社會責

任及公共承諾。專家應協助公民更直接地民主參與和公共審議，以達成參與式民

主。經過公共溝通，也可以使運動者說服主流科學家改變研究目標，使研究議程

和運動議程相結合，形成研究者與運動者的網絡關係（Fischer，2009；Hess，2007；

Krimsky，2003）。 

 

二、  政府以生態現代化建構管制科學面對新興風險 

在政府端方面，德國學者 Joseph Huber 於 1982 年所提出的生態現代化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概念，其認為今日因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退化與

破壞有其結構性的問題，故應以生態角度塑造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平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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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現代化假定政府、企業、環境運動者以及科學家彼此應

串連成夥伴關係。以公共利益為本，共同重新架構出更能保護環境資本主義政治

經濟體系（轉引自 Dryzek，1997：141）。Christoff（1996）認為可以把各國執行

生態現代化程度區分成弱化（weak）與強化(strong) 的不同光譜兩方。弱化生態

現代化的特徵是以科學技術為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由科學、經濟、政治菁英合

作壟斷決策的方式，制定出符合科技與資本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強化生態現

代化包含許多 Beck 反身性現代化內涵，其特徵則是以較廣泛的社會結構與經濟

系統來思考更能回應生態需求的解決方案。在環境決策方式上，則以民主參與方

式制定政策。在過程中，不僅開放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更重視與參與者間的相

互溝通。不論執行程度的強弱，由於生態現代化較溫和，不倡導過度基進的改變

與推翻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與社會結構。因此，各國政府皆以此回應風險社會與

環境危機，並做為制定環境政策的依歸。但許多國家採行弱化生態現代化，也被

批評仍是以經濟發展主要考量。其決策過程中存在著菁英控制與專家宰制的問題，

反而會使許多真正需要關注環境議題遭到掩蓋與忽視（Dryzek，1997：137-152；

Dryzek 等人，2003：164-171）。 

在政治制度方面，為了處理環境破壞以及開發風險問題，歐美國家機關依預

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創設了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制度。環評制度的設計目標，是希望透過以科學方法預先評估與了

解開發行為對環境與社會的可能衝擊與影響。而就環評制度來說，做為決策判斷

依據的科學證據與資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Cashmore（2004）整理了環評的科學

背後，其實隱藏的各方對於科學的不同理論模型與想像（如表四）。從環評核心

目的究竟是要單純提供決策資訊與優質化科學的理解，還是應成為解決風險衝突

的審議民主機制，就會影響不同的制度設計。乃至於能參與的學科（僅有自然科

學，還是加入社會科學）、對於事實與價值的角色（從嚴格區分事實與價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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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實價值皆為社會建構）、利害關係人涉入程度（僅是資訊提供者或具代表

權的積極參與）等面向，各方其實有根本上的歧異。過去科學在環評中，特別用

於強調考量概念的，以及藉實證研究尋求因果關係界定。但隨著制度持續運作，

有越來越多聲浪要求環評中的科學研究議程應該調整，從單純提供資訊、關注程

序與過程，轉向關注實質性的目的並做為公民參與和解決風險爭議的平台。所以，

若要改進科學在環評中的角色，首先就必須將環評目的予以界定清楚。其次，需

要強化環評的評估項目與範圍，並且強化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由於在因果過程

的界定與理解上，實證理性模型常未必符合現實情況，故研究人員應儘量依靠利

害相關人主觀估計來設計準量化模式，藉以評估不同變項對決策的影響，避免與

實際狀況間出現過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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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四 環評中的科學角色概念 

 環評作為應用科學 環評作為公民科學 

 分析科學模型 環境設計模型 資訊提供模型 參與模型 環境治理模型 

目的 提供決策資訊與

擴展科學對問題

的理解 

提供資訊與影響

設計決策 

提供決策資訊 參與式的決策制

定 

審議民主 

科學的 

類型與樣式 

應用性及實驗性

的科學、 

科學的自然哲學 

生態學佔有顯著

角色 

應用科學、 

對環境設計與工

程的環境科學 

廣泛地使用自然

科學的方法、 

社會科學扮演有

限的角色 

廣泛角色：自然

科學與社會科學

並重 

社會科學扮演廣

泛的角色；自然

科學扮演有限角

色 

 

社會價值的角

色 

嚴格區分事實與

價值 

嚴格區分事實與

價值 

嚴格區分事實與

價值 

有所區別，但是

事實與價值判斷

同時扮演有效角

色 

強調社會價值、

所有資訊都是社

會建構的產物 

利害相關人涉

入程度 

資訊提供者、或

諮詢者 

將利害相關人涉

入視為廣泛計畫

程序的一部分 

諮詢或有限參與 早期且開放的參

與 

代表權制或公民

控制 

一般術語 系統的、全面性

的、量化的、實

驗、模型化、監

測 

替代性的、設計

選項、解決方

案、主動的、預

期的 

系統的、全面性

的、量化的、諮

詢、預測、資訊

的 

包容的、審議

的、量化的、質

化的、預測的 

解放、多元性、

異質性、平等、

正義 

資料來源：整理自 Cashmore，2004。 

對於上述國家機關在環評或行政決策時所會運用的科學知識，Jasanoff（1990）

認為必須從管制機關為何需要科學，以及管制過程中科學諮詢如何影響科學論斷

的建構與解構來分析。技術統治論者認為由於機關內官僚的能力不足、並非稱職

專家。故官僚無法區分科學研究的品質好與壞，也不了解科學界評判證據的標準。

解決方案是應該增大專家在決策中的作用。透過授權科學諮詢機構，將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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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決策分離；民主論者則認為原因來自於官僚機構對社會價值不夠敏感，所

以他們的科學評估要不是受到產業界專家有意的欺騙、要不是官員不加批判就接

受產業界的觀點。故只能透過建立制度以擴大管制行動的參與基礎，參與諮詢的

成員範圍應該多元化而不限於狹隘的技術領域。再加上要建立科學以外的課責模

式，如開放決策程序、進行司法審查等。但兩方的說法都不盡確實，技術統治論

者忽視了科學「真理」與權力是不可分割的，科學家無法保持完全價值中立來向

權力機構坦言真理；民主論者則過於輕視科學界的重要性，若沒有科學界的尊重

與支持，僅僅依靠廣泛民眾參與亦無法保證決策具有合理性。Jasanoff 並仔細區

分純以研究為目的之研究科學，以及為制定政策而產生的管制科學之間的差異。

在知識生成上，研究科學的最大價值表現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上，由同儕審查其真

實性、原創性與重要性，故必須遵守已建構好的科學典範規則。但研究科學可以

不受時間限制的驗證與證明假說；管制科學則常處於現存知識的邊緣地帶，在此

領域科學與政策很難區分。以內容來看，很少是創新的，也不需遵守同儕審查與

發表規則。管制科學則因制定政策有時間壓力而處於必須儘快拿出結果的情況。

詳細的區分可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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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管制科學與研究科學的差異 

 管制科學 研究科學 

產出目標 與政策相關的真理 具有原創性和重要意義的真理 

產出機構 政府 

產業界 

大學 

產出形式 研究與數據分析，通常不發表 公開發表的論文 

產出誘因 與立法需求一致 職業認同與職業發展 

產出時間 有固定時間表 

政治壓力 

可調整 

決定選項 接受證據 

拒絕證據 

接受證據 

拒絕證據 

等待更多的數據 

課責機構 國會 

法院 

媒體 

專家同儕 

審查程序 審查與現場勘查 

管制上的同儕審查 

司法審查 

立法審查 

正式或非正式的同儕審查 

審查標準 沒有詐欺和表達錯誤 

符合現今生效的法律規定和管制機構制定的準

則 

充分的法律檢驗（如實質證據或優勢證據等） 

沒有詐欺和表達錯誤 

符合同儕公認的理論方法 

統計上的顯著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Jasanoff，1990：80。 

 

周桂田（2004）則從基因改造食品為例，以科技政策與制度價值來討論研究

科學對於風險概念的輕視。由於國家機關評估制度的設計過分重視主流科學專家

的看法，缺乏與公眾和生態、農藝專家的風險溝通機制。導致不同價值無法藉由

機制設計共同對話，而破壞了公眾對於國家機關與科學專家的信任關係。因此，

若要確定所見的管制科學事實具有可信度，最好的方式並非聽從政府或專家的背

書與保證。而是一方面藉著制定資訊透明政策，要求國家機關公開管制的相關資

訊以徵公信；另一方面則必須逐漸建構民主、多元的風險溝通與評估機制。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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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價值和利害關係人得以在此平台上相互對話，形塑公民社會與國家機關共同處

理重大新興科技風險的夥伴關係（周桂田，2013）。 

 

三、  企業以綠色資本主義減輕環境風險衝擊 

1962 年 Rachel Carson 出版寂靜的春天後，喚醒社會注意農業因過度使用農

藥對周遭生態環境產生破壞的風險意識（Carson，2009）。開始引起公民社會檢討

與反省產業生產過程中高度消耗自然資源、破壞與污染環境以及廢棄物處理等問

題的聲浪。因此，引發了從產業端與政府端兩股不同的改變潮流。Hawken 等人

（2002：24-29）主張企業應採行綠色資本主義（Natural Capitalism）。傳統上工

業資本主義，只重視人力資本、金融資本與加工資本，而將自然資源、生態系統

所構成的綠色資本視為不需負擔的外部成本。但不納入計算的綠色資本並非不重

要，而是供應和支持現存經濟體系的基礎。現今設計不良的消費商業體系與地球

人口快速增加，使得綠色資本快速耗損。唯有企業將綠色資本納入經營考量以及

產品設計之中，才能避免使自然資源耗盡與生態系統崩毀，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所以綠色資本主義有四個主要策略：1.提高自然資源的生產力：藉著提高資

源利用效率，可以減緩資源消耗以及減少污染，同時達到鼓勵企業創新以及降低

為生產資源而支出的社會與經濟成本；2.以生物模擬方式來減少廢棄物的產量：

自然界中沒有廢棄物，某種生物的產出，也就會成為其他生物賴以為生的資源。

若能透過學習生態系運作來重新設計工業生產與商業消費體系，就能夠使資源回

收重複利用，達成廢棄物減量的目標。McDonough 與 Braungart（2008）進一步

延伸此項策略，提出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的觀念。其認為由於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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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不良，今日的廢棄物資源回收系統都只能降級回收（回收後只能製成低價值的

物品），且回收過程中還會產生許多有毒物質而傷害環境。故其主張在產品應該

要注重生態效益，在設計時就要考量回收與再利用的方式。如此才有可能達到升

級回收，讓資源能生生不息永續利用；3.服務與流通模式：過去若要使用某種商

品，消費者就必須付全額購買。但若改用定期租賃的服務模式，不但消費者可以

持續享受同品質的產品與維修服務，廠商也可以得到穩定的現金流量。更重要的

是，由於商品所有權仍在製造商手中，其就更有動力設計出易重新修理與回收再

利用的產品；4.對綠色資本的投資：當體認到日常生活與工業生產的運作，必須

維繫在自然環境的存續上時，人類就必須把更多精力與資源投入保育自然資源與

保護環境。以避免在氣候變遷、環境破壞下，天災造成更多生命財產的損失

（Hawken 等人，2002：33-46）。 

整體來說，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茁壯，發展過程中所同步衍生的風險問題也

逐漸受到重視。對發展型國家來說，由於發展過程中國家機關扮演非常積極的強

勢主導角色（Pempal，1999）。國家不斷地透過扶植特定產業和進行產業技術追

趕和移轉以積累資本。一方面促使經濟快速起飛；另一方面也改變了舊有的社會

經濟關係，增加了環境與社會風險。同時，發展型國家所制定的產業政策也導致

了社會資源與風險在各個不同社會團體間的不平均分配，從而引起被壓迫群體的

相對剝奪感以及對國家角色的不正義感（趙鼎新，2007：131）。自東亞國家民主

化以後，公民就取得集會結社權利以及更多參與政治機會，也引領許多倡議團體

與非營利組織紛紛成立，使公民社會隨之蓬勃發展。故上述社會經濟變遷、政治

機會擴張、社會組織增加以及公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解放這四個因素結合，就導

致了社會運動非常容易發生（McAdam，1999）。許多新社會運動的矛頭與目標，

都指向工業社會所產生的新興風險。對於環境風險的覺察，也導致了生態現代化

與管制科學的發展。新社會運動要求國家機關必須依照預警原則，來制定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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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機制與政策（如環境影響評估）。由於風險生成直接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方

式有關，故「科學中立」的迷思與專家權威也受到挑戰。許多學者質疑科學技術

的發展雖然宣稱客觀中立，但背後其實具有政治性隱藏著特定價值。因此其也要

求風險控制的管制科學機制必須要符合資訊透明、公民參與的要求，以避免菁英

與專家的宰制影響風險管控機制的運作。在企業方面，因應風險問題也發展出了

「從搖籃到搖籃」與「綠色資本主義」的思潮，希望藉著改良產品設計、生產流

程再造、服務流通模式與資源回收等市場運作方式，能促使日常生活與工業生產

更加永續。避免生態環境快速崩毀以及防止綠色資本快速消耗，最終達到永續經

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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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經濟發展文獻回顧與評述 

台灣經濟發展文獻回顧與評述將分為以下三個部分：首先，從台灣發展的歷

史，回顧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與產業結構的變遷；其次，以統管理性的理論架構

來討論台灣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角色變遷；第三部分，從高科技產業的角度，先就

其產業特性與模組化全球生產網絡來討論。在進一步分析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歷程以及國家機關如何引導其成長茁壯。 

第一節   台灣經濟發展歷程與產業結構變遷 

一、  日治時期前後的台灣經濟樣貌 

根據考古研究，台灣自兩萬年至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起就有人類居住，以

漁獵與種植稻米維生。學者並從石器與陶器的相似形式與圖樣，判斷舊石器時代

時台灣居民就已與中國華南及東南亞地區有頻繁的貿易往來（臧振華，2003）。

一直到明朝中葉漢人移民遷移抵台之前，島上的原住民和平埔族以漁獵與山田燒

墾農耕方式維生（王相華、田玉娟，2009）。受早期來台貿易劫掠的海商招募，

大量漢族移民則為逃避災荒從福建沿海渡海來台墾殖。1624 年荷蘭在台築城建

立據點，透過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與日本之間貿易，交易台灣所生產的鹿皮、

稻米與砂糖。為了提高生產力，荷蘭殖民者一方面鼓勵更多中國沿海移民來台，

並提供農具、種子；另一方面也從印度引進耕牛、建立地制與擴大開墾田畝以種

植稻米、甘蔗（段承璞，1992：30-34）。為了與清廷對抗，1661 年鄭成功打敗荷

蘭把台灣建立成反清復明的根據地。為了穩定軍糧供應，明鄭移植了閩粵的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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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種植技術，駐台軍隊也分配土地投入屯墾，所以在南台灣留下許多以鄭軍部隊

番號為名的地名（如新營、左營與前鎮等）。綜觀荷治與明鄭時期台灣的農業型

態，荷蘭重視國際貿易利益，其所推廣種植的農作物除了糧食的米麥以外，還引

入竹蔗、藍木、薑與棉花等國際商品作物，由漢人或荷人雇用工人開墾；明鄭則

以漢人小農與駐軍為主要生產者，除了生產貿易用的蔗糖外，亦引入許多糧食與

生活作物，如花生、芝麻、苧麻和蕃薯等。這兩時期所移入的作物與耕作模式，

共同呈現了之後台灣南部數百年傳統經濟與農業組成的縮影（曾品滄，2007）。 

1683 年（康熙 22 年）鄭克塽降清，台灣成為清朝屬地，置一府三縣。原本

清廷內部建議「宜遷其民，棄其地」放棄台灣。但在施琅上書力陳利害下，又恐

台灣成反清基地，故還是將台灣納入版圖，採用「防台而治台」的消極治理方針。

雖然朝廷屢頒渡海禁令，禁止大陸人民渡海來台。但由於福建、廣東兩省地狹人

稠、生活困頓，許多閩粵移民仍不斷冒生命危險渡海來台開墾，也形成台灣特有

的大、小租戶土地所有權關係。大租戶也就是墾戶，其向官府取得可合法開墾荒

地的「墾照」而擁有名義上的所有權，招募佃戶並提供農具進行開墾耕作。佃戶

也就是佃農，必需向大租戶繳交地租，再由官方承認的大租戶向官府納稅，故佃

戶才是實際經營土地者。而後隨著時勢發展，許多佃戶也會再招募佃農進行耕作，

身分改變為向佃農收租、類似第二地主的小租戶。台灣形成大租戶—小租戶—現

耕佃農這種「一地兩主」的複雜混亂農地所有權體系。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

傳曾為增加賦稅展開土地調查，建置從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時燒毀的地藉資料。

同時並進行就田問賦、減四留六的租稅改革，但並未改變原本的土地租佃結構與

租稅關係，而直到日治時期才完成改革（李文良，2006；段承璞，1992：57-58；

劉進慶，2012：25-26）。 

清領時期台灣的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作物有水稻、甘蔗、茶、藍靛、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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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麻和水果等。農作物和糖透過商人所組成的「行郊」銷售到日本、大陸的

華北、華南等地，並交易島上所需的棉布、五金和雜貨。自 1858 年依天津條約

開放台灣（安平）、淡水為國際通商口岸後，歐美的商業資本開始進入，台灣的

農產品成為世界商品。最主要出口到海外的商品是米、糖、茶葉和樟腦，輸出的

對象由大陸、日本改為海外各國。以茶為例，90％輸往美國、7％輸往英國、3％

輸出到英國海峽殖民地（現在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外商洋行為了取得茶葉，

透過買辦收購原料，再藉金融買辦（媽振館）以預付貨款方式貸款給茶商、茶農，

以牢牢地控制供應鏈。商品裝運出口方面，則完全掌握在以香港為基地的英商道

格拉斯（Douglas）輪船公司手中。這個時期，全台灣金融與運輸幾近皆在外國洋

行的支配之下（矢內原忠雄，2004：49；東嘉生，2000：54-65；段承璞，1992：

47-55；劉進慶，2012：27-28）。在牡丹社事件與清法戰爭之後，清廷終體認到台

灣的重要性而宣布建省，派劉銘傳任台灣巡撫，開始清丈田賦、建立郵局、舖設

鐵路，購買輪船航行台灣沿岸與華南之間等，展開台灣近代化的進程。但隨著清

日甲午戰爭戰敗，1895 年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進入了日

治時期。 

日本取得台灣後，隨即陷入乙未戰爭與島內武裝抗日活動頻仍的困境中。為

了軍政開銷，一年共需花費一千萬日圓，其中本國國庫必須撥款補助七百萬日圓

才可維持。當時日本國內輿論譁然，甚至出現「應把台灣以一億圓出售給外國或

中國」的言論（矢內原忠雄，2004：23）。故台灣總督府為了削減國庫補助款，

恢復戰爭中破壞的生產與秩序以及達成財政自給自足就成為殖民初期的首要目

標。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建置了嚴密且強而有力的警察制度。

綿密的警察網絡與清朝地方舊有的保甲制度，成為殖民政府最好的政策推展工具，

故除了維持治安以外，包含納稅、衛生、教育、農政、戶口普查等也皆為其業務

範疇，員額遠遠超過一般文官的「巡查」，成為人民最常看到的官吏（柯志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2006：46-48；段承璞，1992：63）。 

在稅賦上，殖民政府繼承清朝的田賦制度，但透過積極介入土地所有權、稅

制、度量衡與幣制改革來增加稅收，並發行公債，設立台灣銀行來強化財政能力。

在土地政策上，其一方面進行土地林野調查，清理丈量農地、隱田和建立地藉資

料；另一方面，以債券折抵去除大租戶的所有權，確認小租戶為土地所有權人，

引入資本主義私有制，創造出家庭耕作式農業。同時並逐步建置基本建設與引入

日本商業和農企業資本進入農村，藉著農業商品化來促進殖民地資本積累和改造

農村經濟（東嘉生，2000：68-71；柯志明，2006：29-33；段承璞，1992：62）。

除此之外，殖民政府以行政力量從洋商手中接管重要商品的產銷體系，開發出商

品「專賣」制度作為額外財政收益來源。起初設置壟斷鴉片的「製藥所」、壟斷

樟腦的「樟腦專賣局」，後來把範圍更擴大到民生必需品的煙草、酒與鹽之上。

建立在犧牲消費者權益、增加人民直接與間接負擔的財政措施，在 1905 年時（比

計畫提早 5 年）成功達成台灣財政獨立而不需再接受國庫財務補助（矢內原忠

雄，2004：80-81；柯志明，2006：35-37）。此時，殖民政府已在台灣站穩了腳步，

開始把目標放在提高農工商的生產力之上。 

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殖民政府便以關稅、出口稅限制與外國貿易，再以出

港稅租稅優惠鼓勵商品出口日本，使台灣逐漸被吸納進入日本的經濟體系之中。

1905 年至 1930 年經濟主軸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王鍵，2009：12-13），台

灣被定位為日本提供稻米、砂糖等農產品生產地，也成為日本工業商品消費市場。

在提供專賣制度保護與經濟補貼下，殖民政府驅逐了原先控制台灣茶葉、樟腦與

砂糖等產品貿易的西方洋行，引入日本商社取而代之並投資進入農產加工業。以

糖業為例，清領時期，歐美糖商必須依賴本地糖商買辦採購，之後在安平、打狗

等港口交貨後，由英商輪船公司裝載出口日本與歐美各地。中國市場則由本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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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接組成糖郊透過英輪裝載出口；日治時期，日商則廢除買辦制度改為直接切

入產地，與製造業者直接交易，再透過受總督府補助、具有壟斷地位的大阪商船

會社裝載海運。至 1910 年左右，原本掌控市場的歐美糖商與海運業者幾乎徹底

退出市場，而由受到總督府扶植的日本商社所取代（矢內原忠雄，2004：49-54；

東嘉生，2000：77-79；柯志明，2006：52-55；劉進慶，2012：29-30）。 

本階段，糖業跟蓬萊米是殖民政府主要推廣的產業，特別是糖業佔當時臺灣

工業總產值超過 60％以上，最高甚至曾經到達 80％（柯志明，2006：74）。過去

傳統砂糖製造是由農民將甘蔗交給由農民合夥或商人、地主設立的糖廍，以獸力

或小型壓榨機製糖。在糖廍收取部分比率成品作為費用後，剩下的歸農民所有。

其後，由於砂糖輸日的消費稅歸入台灣總督府的稅收預算內，為了擴大產量以增

加稅收，殖民政府開始運用各種政策措施鼓勵日人設立新式機器糖廠。除了對國

外進口砂糖課徵關稅外，還補助新式糖廠購買機器設備、購買肥料、建設灌溉系

統、無償提供土地與協助培養甘蔗品種等，糖業也可從台灣銀行獲得必要的融資。

為了保障新式糖廠可以獲得充足的原料而不需與糖廍競爭，總督府劃定了許多原

料採集區，區內不准設立糖廍。殖民政府保障市場壟斷政策，再加上甘蔗收購價

格是參照農戶種植在來米收入而非當時砂糖價格，皆使得糖廠有豐厚的利潤，也

讓蔗農議價能力大幅下降，舊式糖廍因此慢慢消失（矢內原忠雄，2004：55-67；

柯志明，2006：226；段承璞，1992：64）。在資本結構上，傳統糖廍與改良糖廍

都是由本地資本所組成，新式糖廠剛設立時兼有日資與台資會社。但由於總督府

1911 年的府令 16 號禁止完全由台灣人組成的企業使用「會社」名稱，故台資皆

被整併進入日資會社中。1920 年代以後，日資糖業完全壟斷台灣糖業（劉進慶等

人，1993：16）。 

在稻米方面，在 1920 年代以前，台灣大多種植與食用在來米。但因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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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糧不足，總督府開始透過改良米種、擴大水利建設等措施，推廣農民種植與增

產日人愛吃的蓬萊米，並出口到日本。由於在土地改革後，台灣水田的 70％都是

地主所有，地主也兼營稻米加工與島內流通，所以稻米的改良與增產也協助本地

資本的有效積累。但也因為種植蓬萊米的收益超過甘蔗，故產生了「米糖相剋」

現象，農戶會比較經濟利益來選擇種植作物種類，使得糖業原料減少、甘蔗價格

提高而影響糖業利潤。殖民政府只得透過控制灌溉用水，要求採取米糖三年輪作

來限制農民選擇。最後，1939 年總督府運用戰時權力建立稻米專賣制度，完全壟

斷了收購與銷售體系（柯志明，2006：219-220；劉進慶等人，1993：19）。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肇始，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以及 1937 年「七七

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的經濟定位由過去日本農產品與原料生產地改變成

對中國大陸華南的「對岸經營基地」以及侵略東南亞的「南進軍需基地」。總督

府以提供軍需補給品為目的，開始投資興建基礎鐵公路、港口等交通設施、電力

設施以及建立工業學校培養人才，展開台灣工業化的進程。藉著興建日月潭水力

發電廠大量提供工業所需能源為里程碑，自 1938 年起殖民政府實施了兩次「五

年生產力擴充計畫」，成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並以軍事動員機制統制各種經濟資

源與物資，發展各式戰爭所需工業。以「工業台灣、農業南洋」的新方針下，此

時台灣拓殖公司與台灣銀行在華南、東南亞各地投資發展事業以進口原料輸入台

灣。再透過日本各大財閥在台灣所投資成立的鋼鐵、金屬、水泥、紡織、機械、

石油化學等工業會社，加工生產各式軍需補給物資。因為甘蔗盛產，1939 年台灣

的工業產值首次超過了農業產值，工業開始佔有優勢地位。但若仔細分析此時期

的工業結構，以加工農產品的食品工業佔比最高，佔有 55%以上；其次為重化工

業，佔 20％；民生工業則佔 15％左右，顯示此時工業仍以外銷與軍需為主，提

高居民的民生工業並不被看重。太平洋戰爭末期，雖然因為美軍空襲轟炸摧毀了

大部分的工廠設施，但工業化過程中所累積的人才與經驗、基礎建設與工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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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後來領台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所承襲，成為台灣日後發展

的根基（王作榮，1988：11-15；王鍵，2009：14-36；劉進慶等人，1993：21-26；

瞿宛文，2007，2010）。 

 

二、  台灣戰後經濟與產業結構階段變遷 

對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變遷的劃分，依照劉進慶等人（1993：27）

的分類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首先，1945-1952 是重新整編期，也就是台灣經濟

與大陸連結又分離的劇變期。在此時期，台灣經歷了戰後接收後的社會動盪、通

貨膨脹產生經濟混亂，並完成了土地改革。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府於臺北中

山堂接受日本投降。其在台灣省長官公署設立的接收委員會之下成立「日產處理

委員會」，接收原台灣總督府與日人在台資產。所謂接收與日產處理，其實就是

把日本在台灣的資產公有、公營化、置於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過去由日資所獨

佔或特許經營的公營或私營金融機構（如台灣銀行、合作金庫與第一、華南、彰

化等銀行）、生產企業（包括糖業、電力、石油、金屬、水泥等）、菸酒專賣事業

和交通設施等龐大資產，原封不動地改編成為黨國資本，形成戰後由國家資本主

導與壟斷的公營經濟產業結構。以 1947 年的產值來看，公營企業就佔全台灣工

礦業產值的 70%左右（于宗先、王金利，2012：17-18；劉進慶，2012：34-40），

公營企業的利潤與專賣收入是國府重要的財政基礎。為了維持大陸國共內戰不斷

增加的軍費支出，佔有壟斷地位的公營企業率先調漲價格，再加上台灣銀行大幅

增發紙幣以及舊台幣與大陸貨幣（法幣與金圓券）間僵化的匯兌機制等因素加總，

產生了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而國府接收過程中與台灣民眾的摩擦、官吏貪汙腐

化現象，再加上菸酒專賣下查緝私煙過程中的衝突，更導致了 1947 年發生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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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949 年國府為了穩定經濟、實施貨幣改革，廢除舊台幣，以 40000：1 的

比率發行新台幣並終止與金圓券間的匯兌關係，正式切斷台灣與大陸經濟的連結。

記取失去大陸的教訓，為了取得農民支持以鞏固權力基礎，自 1949 年起國府分

「375 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三個階段實施土地改革。透過土地

改革，瓦解了 300 年來台灣的地主佃農土地制度，也去除了地主階級。同時也藉

著以實物債券和四大公營公司股票（台灣水泥、台灣造紙、台灣農林、台灣工礦）

來補償地主失去土地的損失，把台灣的地主的土地資本轉換成工商資本。1950 年

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防止兩岸局勢惡化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並於 1951

年起重新啟動經濟援助國府，提供資金成功地穩定了當時資金不足風雨飄搖的台

灣政局。（石田浩，2007：35；劉進慶等人，1993：28-38）由於國府大陸局勢不

穩，大陸京滬地區的公民營紡織廠自 1948 年開始陸續拆遷設備轉移來台，配合

接收日資留下的紡織工廠與設備，成為 1950 年代台灣紡織業發展的基石。為了

保護紡織業者，國府除了提供關稅保護、優先提供外匯與優惠匯率之外，還利用

美援棉花以「代紡代織」模式保障紡織業有穩定且豐厚的利潤（劉進慶，2012：

214-225；瞿宛文，2008）。 

1953 年至 1963 年台灣跨入了下一個階段，劉進慶等人（1993：36-39）稱之

為米糖出口與進口替代工業化下的經濟「復興期」。先前因國共內戰導致的通貨

膨脹，隨著國府遷臺切斷與大陸間的經濟聯繫與美援物資投入而受到抑制。美援

的種類除了提供台灣缺乏的一般物資（如黃豆、棉花、小麥）以外，還包含電力、

交通、製造等產業發展所需的機器設備以及技術（王作榮，1988：19-21）。為了

節省外匯並逐漸減少對進口物資與產品的依賴，台灣開始發展扶植以生產內銷消

費品為主的進口替代輕工業。在 1954 年時企業結構仍以公營大企業為主，隨著

四大公司的民營化與紡織、食品、水泥、造紙等產業發展，至 1958 年時公營企

業與民營企業的工業產值已經相當（谷浦孝雄等，1992：121-131）。但由於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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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窄小，因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不景氣很快於 1958 年起開始發生，此時台灣

不得不開始發展糖業之外的其他出口產業。國府為了促進出口開始改革貿易、匯

率制度，並放寬貿易限制、修改法令以吸引外資投資與獎勵發展民間資本（劉進

慶，2012：258-259）。 

1964 年至 1973 年是台灣經濟開始持續高度成長的時期，除了先前累積的本

地資本之外，美日外資與華僑資本也在本階段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戰後發達國

家社會生產力增加而提高勞工工資，使各國間的工資差距逐漸拉大，使在發達國

家無利可圖的勞力密集型產業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誘因，使國際產業分工

體系逐漸形成。由於科技進步使電子產品非常受到國際市場歡迎，但由於電子產

業製程中需要大量人工，美、日跨國電子公司開始向外尋求合適的境外設廠地點。

台灣農民收入長期因政策壓低米價而停滯不前，讓農村擁有大量廉價且高素質的

剩餘勞動力可以投入工業。農村移出的優質勞動力、1966 年設立的加工出口區

再加上獎勵外資的經濟政策，使台灣成為勞力密集性產業的首選地點。加工出口

業的兩大主軸包含新興的電器電子業，以及在進口替代時期既存發展的紡織服裝

業，這兩個產業平均約佔台灣出口額的 40％以上（劉進慶等人，1993：123-125）。

台灣進入日本與美國間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形成從日本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經

過台灣加工再將產品出口到美國的「三環貿易結構」，台灣通用器材、台灣松下

與台灣飛歌等公司都是當時在此模式之下成立的代表性外資企業。除了外資之外，

在這個時期台灣的中小企業也快速成長，扮演著引導出口增長的重要角色，出口

產值的 50％以上都是由中小企業所貢獻（谷浦孝雄等，1992：131-135；段承璞，

1992：124-128；劉進慶，2012：260-277；劉進慶等人，1993：40-43）。以經濟結

構來看，1972 年時私人企業的工業產值已佔 75%，遠遠超過公營事業的 25%（李

國鼎，1978：267）。顯示台灣經濟發展主要動力已由過去的公營事業，轉向以私

人企業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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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85 年台灣受到國際經濟與政治雙重影響，進入基礎建設時期。著 1972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 年與美國斷交兩件大事重創國府的統治正當性，

台灣開始陷入國際孤立局面。再加上 1973 年石油危機下導致物價快速上漲，也

對台灣社會造成重大衝擊。一方面為了穩定經濟並提振景氣；另一方面日治時期

所留下的鐵公路基礎建設以漸不敷使用（于宗先、王金利，2012：87），而過去

為了「反攻大陸」國府資源大都分配於國防預算，而鮮少投資於基礎建設之上（石

田浩，2007：19-20；劉進慶等人，1993：44, 130）。故國府於 1973 宣布推動「十

項重大建設（簡稱十大建設）」，內容包括高速公路、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等交

通建設，以及煉鋼、造船、石油化學等重化工業項目。十大建設促進台灣產業往

重化工業轉型，完成了鋼鐵與石化產業的上、中、下游體系，提高重要工業原料

的自給率，故此時期也被稱為「第二階段進口替代時期」（葉萬安，2011：171-

172）。以結果來看，石油化學工業與鋼鐵工業兩者取得較大的成就，造船業則受

到石油危機影響、建造設備技術無法自己與台灣內需市場狹小等因素的影響而失

敗（于宗先、王金利，2012：87-88；劉進慶等人，1993：133）。但整體而言，上

述產業皆屬於能源密集工業，由於台灣缺乏能源且世界能源價格經石油危機後節

節高漲，故政府開始研究台灣產業升級、發展技術密集產業的可行性（葉萬安，

2011：172）。1974 年政府先於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下設立電子工

業研究所，並 1977 年建立積體電路模型工廠。1980 年以加州矽谷學術研究與生

產相結合的模式為模範，於新竹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旁設立科學工業園區，希望

以工資與租稅優惠來吸引具有尖端技術與發展潛力的外國科技企業來台設廠。

1982 年由工研院提供技術、政府出資成立了聯華電子公司（簡稱聯電），開始生

產積體電路。1987 年再由政府與荷蘭商飛利浦公司共同出資而由工研院團隊經

營，成立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簡稱台積電）。台灣的科技產業就由新竹科

學園區肇始以聯電、台積電等公司為基礎發展至今（谷浦孝雄等，1992：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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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承璞，1992：134；葉萬安，2011：174-175）。 

1985 年美、日、英、法、西德等五大工業國（G5）財政部長，於紐約舉行

會議後簽署「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協議內容為干預外匯市場，藉各國貨幣

大幅升值來解決各國貿易順差導致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由於台灣亦對美有高

額貿易順差，故在美國強力要求下新台幣開始快速升值。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在

1985 年到 1991 年六年內，從 39.8：1 升值到 25.95：1，總共升值 34.8%。新台

幣劇烈升值使倚賴低廉工資的勞力密集產業成本大幅增加、失去競爭優勢，因此

開始尋覓往外遷移與輸出資本的地點（尹啟銘，2004：100-101；石田浩，2007：

20）。國內政局方面，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11 月開放大陸探親。大陸方面則於

1979 年開始改革開放，1992 年鄧小平南巡宣布積極開放政策。1990 政府正式宣

布開放 3353 項勞力密集產業產品可間接對大陸投資。兩岸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

因為產業具有互補性而快速成長，大陸便宜的土地與勞動成本也吸引許多台灣勞

力密集產業前往投資。過去美國、日本、台灣三角貿易結構，也因兩岸經貿日漸

蓬勃而轉變為大陸、台灣、日本的新三角貿易結構。但兩岸關係在 1995 年李登

輝訪美後陷入僵局，1996 年 3 月台灣總統大選更使兩岸進入緊張關係。雖政府

宣布「戒急用忍」政策，呼籲減緩對大陸投資。但台商仍採用迂迴方式投資，對

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持續增加。此時台灣的產業型態開始轉換成以高科技產業為

成長主體，進入高科技產業出口擴張時期。至 2000 年，台灣對大陸（包含香港）

的出口貿易總額已經超過美國，大陸成為台灣的第一大出口國。台灣的產業結構

也因勞力密集製造業快速外移到大陸與東南亞，而轉變成以電腦科技、通訊、半

導體等新興科技產業為主的新型態（尹啟銘，2004：106-108；石田浩，2007：21-

23；葉萬安，2011：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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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統管理性分析台灣發展歷程中的國家角色 

一、  從消極防衛到殖民體制：日治時期前後之統管理性發展 

在荷領時代，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的目標，是做為獲取經濟與貿易利益

的生產交易基地。所以在治理上，其積極從中國招募漢人墾民、同時從其他荷屬

殖民地輸入家畜與經濟作物，鼓勵生產各種能賺取國際貿易利益的商品。例如為

了與日本交易，荷人鼓勵漢人種植甘蔗以榨取蔗糖、以及雇用平埔族原住民打獵

製作鹿皮等（矢內原忠雄，2004：18）。但在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台灣成為明

鄭為了反清復明所建立的根據地。其為了穩定在台灣的統治與生存，除了分配土

地派軍屯墾外，並改以生產糧食與島內生活所需的作物為主。在清朝消滅威脅政

權的明鄭之後，由於清王朝的統治核心在中國大陸，位處邊疆海島的台灣並不具

有經濟與政治價值。對清廷國家理性而言，治理台灣首要目的就是避免成為叛亂

組織的基地與溫床。故其駐台機關以消極維持秩序、弭平叛亂為其治理方針。為

了減少防務所需的軍事開支，清廷曾屢頒海禁，禁止移民來台以減緩台灣人口增

長（韋艾德，1994）。其次，為了害怕各地修築城池後，若被叛軍佔領會無法輕

易收復。所以清初規定台灣不准以磚石築城，府、縣、廳都僅以莿竹排列編插成

竹城防守。直到林爽文亂事平定之後，清廷才准位階較高的台南府城以及平亂有

功的諸羅縣城（嘉義）築城。但後續其他城市（如彰化、鳳山）的大部分築城經

費，都仍是依靠當地士紳自行捐輸而成。由於台灣設立的地方行政機關位階低下、

編制員額不足。故應屬於國家機關功能的維護社會秩序與徵收稅賦，皆需依靠地

方頭人與仕紳協助才得以維持（蘇碩斌，2005）。而土地開發體系，也維持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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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租、佃農的「一地兩主」封建型土地所有權制度。 

鴉片戰後開放安平、淡水為通商口岸，歐美商業資本透過買辦進入台灣採購

茶葉、樟腦、米、蔗糖等農產品出口。後因中日牡丹社事件與中法戰爭發生後，

清廷才體認到台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因而改變治理態度，以宣布建省提昇台灣

的行政位階，並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建設。劉銘傳被派任為第一任台灣巡撫，開始

在台以統管理性試行現代化。為了守護海疆，他一方面藉聘任外籍顧問修築多處

砲台、設立兵工廠、架設電力系統以及興築鐵路等方式提昇國防力量；另一方面，

開始增進國家機關對台灣的管制能力。自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後，台灣舊有地藉

資料均燬失，並未重修。每年大租戶只能循往年舊例繳納田賦，使稅賦金額未符

合實際土地狀況。此外，缺乏資料導致土地所有權不清，也使不動產轉移和交易

更加困難，不利於產業發展。為了籌措建設所需經費，並提高行政機關對人口的

治理能力。劉銘傳首先推展「就戶問糧」政策，藉由重新調查戶籍、編定保甲以

掌握戶口、維護秩序與調查清丈田園坐落與面積。其後，再推行「就田問賦」以

及「減四留六」政策，逐漸把稅賦繳納者從大租戶轉移至實際使用土地的小租戶

上，使賦稅制度與實際土地狀況漸漸名實相符（李文良，2006）。整體來說，清

領時期直至劉銘傳任巡撫時，才算是統管理性發展的濫觴。為了國防需求，國家

機關開始逐步運用現代化統管理性去統計收集人口與土地資訊。希望藉此增加賦

稅收入，維護社會秩序，並同時平衡預算支出。但由於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日本，

土地與戶口調查的目標最終並未達成。日治時期，統管理性在台灣也邁入了另一

發展階段。 

日治初期，殖民機關即明確及有意識地以統管理性推展政務。為了徹底管制

台灣，開始規劃各式統計調查工作。在 1898 年各地武裝抗日活動尚未平息之際，

殖民機關就已設立臨時土地調查局，針對水田與旱田實行地藉調查、三角測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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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形測量。1903 年制定戶口調查規則，並以 1905 年 10 月 1 日 0 時為基準，

開始執行臨時戶口現狀調查。土地調查共耗時 7 年於 1904 年完成，其對台灣有

幾項重大影響。首先，透過土地調查了解島內地形地貌，使治安維護更容易。其

次，調查隱田、確定了台灣的耕地面積（包括水旱田）與所有權，較劉銘傳調查

時增加了 71％，有利於收取地租。其次，殖民機關在土地調查後，緊接著執行大

租權整理政策。一方面禁止新設大租權；另一方面則廢止大租權，以公債補償大

租所有者，台灣土地成為小租戶與佃農一地一主制。藉著釐清土地所有權，使資

本投資與土地交易更有保障。因此，土地調查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首

要基礎工程。對於山林，則從 1910 年起實行林野調查。由於清代並未對林野所

有權有任何丈量、調查與所有權記錄，所以按無主物國有的原則，大部分均登記

為國有。這些國有林野部分後來撥給日藉資本家發展林業，成為日本資本在台灣

發展的原始積累條件（矢內原忠雄，2004：31-44；劉進慶等人，1993：10-11）。

除此之外，殖民機關還建立了台灣舊慣調查會、保健衛生調查會、進行原住民調

查、動植物調查等，了解台灣的民族、風俗民情、生態條件與衛生情況。透過上

述的科學調查，殖民機關掌握了台灣的確實情況，建構與累積了統計知識，並藉

此發展出符合台灣現況的殖民政治經濟學。統計知識做為重要依據，使後續為達

成國家理性而運用的規訓、管理、同化等統管理性，執行更加順利（姚人多，2001）。

除此之外，殖民機關亦透過統一貨幣制度、度量衡以及建立金融制度，藉以強化

日本與台灣的經濟連結、減少資本投資障礙及提供殖民機關建設資金融資（矢內

原忠雄，2004：44-48）。 

藉由先前建構的調查統計知識與經濟制度為基礎，殖民機關開始在台灣推行

一系列的經濟政策。日治初期按照國家理性，設定發展方針為「工業日本，農業

台灣」。故為台灣設定的發展目標是提供日本糧食及原料的生產供應基地。以土

地改革後的地主佃農制度為基礎，殖民機關以產業政策協助推進米糖生產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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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日治時期台灣以米糖經濟為主的局面。例如以資金援助、原料確保和保護市

場來扶助糖業。另以品種改良、投資水利灌溉建設與增加肥料投入來協助稻米增

產。1930 年代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化，國家理性對台灣治理的方針也跟著改

變。因台灣被定位為侵略中國華南與東南亞的南進經營基地，故殖民機關開始快

速推展工業化。藉由日本國家資本、既有糖業財閥與中小資本的合作，工業化與

戰時軍事統制經濟同步展開。自 1934 年供應工業能源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完工，

鋼鐵、煉鋁、化學、機械、造船等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設立。為了協助推動軍

需工業，殖民機關在管制上一方面頒佈了金融與貿易法令，限制金融機構資金與

貿易只能運用於扶助軍事與工業上。另一方面，為了確保戰爭有充足且齊心團結

的勞動力，其頒佈許多勞動法令並推行皇民化運動。在日治末期，由於工業化和

戰時統制經濟的影響，台灣的現代產業完全都由日本資本所壟斷（Wade，1994：

79-80；高棣民，1994：144；劉進慶等人，1993：9-26）。而這些壟斷資本在戰後

則由國民政府所接收，成為後來官商資本主義的基礎。 

 

二、  從殖民體制到發展型國家：戰後台灣的統管理性演變 

在二次大戰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9 國共戰爭失利後，政府播遷來

台，開始了長達 40 年的威權統治時期。此時期，國家理性以維持政權存續為最

高目的，繼承與延續使用日治時期統管理性。對外以政府體制宣稱仍舊代表全中

國，台灣的位階僅是地方政府。因此中央級民意代表無法改選、得以持續延任；

對內則以動員戡亂與國家安全為由，宣布戒嚴，不允許其他政黨成立與挑戰政權

並監控與壓縮人民的自由權利。所以在政治上，威權時期國家機關的主導權，非

常穩定地停留在蔣家所代表的國民黨控制之下（王振寰，1996：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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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方面，戰後在台頒佈了「收復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以日產與敵產

的名義，將台灣原為日人所有的產業全部收歸公有。過去在殖民統治下佔有率高

達 90％的日本壟斷資本，藉此完全轉換為國民黨控制下的公有壟斷資本。範圍

包括台灣的主要農工產業、金融業、媒體、交通運輸和通訊機構等。這些事業接

收後，按管理歸屬，大部分事業歸屬於國營與省營。國府遷台後，許多原設於中

國大陸的公有與民營產業，也跟隨政府遷移來台。除了上述公營事業外，若再加

上官方成立的財團法人、轉投資事業與國民黨黨營事業。整體來說威權時期初期，

國內政治與經濟主導權幾乎全在黨國一體國民黨國家機關的嚴密控制之中。重要

的行業與生產活動均由政府經營或由公營事業壟斷或寡佔。公營事業運作所需的

資金流動，亦由公營金融行庫調度（于宗先、王金利，2003：197-203；陳師孟等，

1991；劉進慶等人，1993：28-30）。 

在民營企業部分，國民黨透過統合主義式嚴密社會控制統管理性，維繫與資

本家和勞工間的關係。國家機關出面輔導成立全國獨佔性的工商和勞工團體，國

民黨再將其安插進入特種生產事業黨部組織運作，形成恩庇侍從的上下關係。新

興產業領域如紡織、食品等輕工業及水泥、金融等特許寡佔行業，也交由友好的

民營資本經營。藉此，可要求民營企業接受國家機關的規訓和行政指導。透過分

配經濟利益交換與酬庸部屬、企業與地方派系的順服、忠誠和政治支持，形成穩

固的官商資本體系。在此體系下，由於國內市場被公營企業及與國民黨友好的民

營大企業所囊括，眾多中小企業僅能向外發展，以外銷尋求生存的空間（王振寰，

1996：59；朱雲漢，1992；谷浦孝雄等，1992：143；瞿宛文，2009，2011）。 

韓戰後，美國恢復援助台灣。在當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與

美援運用委員會（美援會）美籍顧問的要求下，台灣開始展開一系列的土地改革

和經濟計畫。透過土地改革，終結地主佃農制度，使土地資源與所得分配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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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則希望藉著經濟計畫增加生產穩定經濟，使台灣逐步改變殖民地性經

濟結構，而能獨立自主不需再依賴援助（Studwell，2014：60-65；于宗先、王金

利，2003：323-324）。1953-1960 年推行了第一、二次經濟建設四年計畫，主要

重心在於恢復戰後破壞的農業與工業生產，並嘗試開展內銷與進口替代的輕工業。

同時藉土地改革，將四大公營企業移轉民營。此時屬政府高度干預市場時期，國

家機關以關稅保護、複雜嚴格的外匯貿易管制以及設廠限制等行政措施，來保護

國內市場並扶植國內產業。1961-1972 年，推行了第三、四、五次的經濟建設四

年計畫。國家機關公布「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藉由外匯貿易改革、制定實施

獎勵投資條例，逐漸放鬆政府干預。由於內需已經飽和，此時的重點放在扶植以

勞力密集輕工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產業。為了吸收國外與民間投資、鼓勵出口，制

定了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成立高雄、潭子及楠梓加工出口區。1971 年台灣

退出聯合國，1973 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受到國際政經情勢劇烈衝擊的影響，

台灣逐漸走向國際孤立。由於勞力密集產業發展面臨瓶頸，1973 年政府宣布推

動十大建設，嘗試刺激景氣、同時進行第二次進口替代。十大建設擴充了重化工

業部門、開發能源、整備與強化交通運輸建設。由於能源價格與工資持續上漲，

使得能源密集與勞動密集的產業發展陷入困境。因此，1979 年政府訂定經濟建

設十年方案，宣布積極發展機械與資訊電子工業，推動產業升級。1980 年設立竹

科，藉由土地與行政協助，提供資訊電子、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在台投資設廠的

基地。（于宗先、王金利，2003：41-100；2012：65-71；谷浦孝雄等，1992：17-

19）。 

戰後台灣在國民政府統治下，逐步從殖民體制打造成發展型國家的樣貌。國

家理性的首要目標，是維繫政權與提昇國力。在穩固的威權體制下，透過各種管

制與方法來發展經濟以提升國力就成為第一要務。藉由日治遺留基礎、美援協助，

再加上黨政高層支持以及經建部門的規劃與執行等因素綜合下，實現了台灣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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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與快速工業化（Gold，1986；Studwell，2014；Wade，1994）。過去經濟發

展過程中所引發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使勞工、環保、農業、婦女等各類社會運動

遍地開花。同時，過去政治權力集中於蔣家的國民黨，開始面臨接班繼承問題。

黨外政治反對運動則與各式社會運動結盟與合流，共同對抗國家機關（蕭新煌，

1992）。這些多重壓力的集合，使 1980 年代台灣開始進行影響政治與經濟層面的

統管理性的轉型。在政治方面，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威權體制開始鬆動，國

家理性也隨之動搖。國家機關的角色與定位，被政治與社會運動所挑戰。民營企

業資本家在政治社會變動、國家機關角色弱化的情況下，與國民黨新任領導人結

盟而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同時，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上的代表不同利益

者也同時擁有更多體制內的參與和發聲管道。（王振寰，1996：93-133；何明修，

2006：155-205）。 

在經濟方面，發展早期以經濟計畫的模式十分成功。因當時國家機關不僅握

有公務預算、公共支出和公營事業資源，還有美援可供統籌運用。1970 年代起因

市場經濟範圍擴大，經濟計畫能影響的範圍有限。其已不具有先前強烈經濟政策

色彩，而較類似於中期經濟情況預測與發展方針宣示。在外界局勢快速變化下，

原先由國家機關領導規劃、表現良好的出口導向發展型國家體制，必須面對來自

於經濟、社會與政治多方的多重壓力。1980 年代台幣逐漸升值，外匯存底暴增以

及美國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當時英美廣泛流行主張小政府、政府不應干預市場

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也由留美學者引入台灣。1985 年，由政府首長、學者專

家以及工商業領袖所組成的行政院經濟革新會議提出了自由化、制度化與國際化

的結論。同時，為了對抗舊有威權主義國家理性，反對運動亦借用新自由主義的

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統管理性為解方，來批判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在否

定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同時，也隨之否定過去發展型國家經濟模式。朝野同聲促使

新自由主義趁勢而起，逐漸成為台灣民主化後的國家理性。因此，國家機關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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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放寬外匯與資本管制，開放許多過去特許的領域與市場給民營企業進入（如金

融、電信等）。藉由新自由主義式自由化政策，希望能促使產業結構從勞力密集

製造業，轉換成資本密集的資訊科技產業與服務業。隨著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

兩岸關係逐漸和緩，許多傳統產業也開始遷移到中國設廠。國家機關也規劃了亞

太營運中心計畫，希望以中國為腹地進一步自由化。但 1996 年總統直選，讓兩

岸關係陷入急凍期。李登輝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策略與南向政策後，亞太營運中心

也跟著無疾而終。經濟政策的制定，也因民主化後各方利益的角逐以及兩岸關係

定位的不確定性，而愈加困難。（于宗先、王金利，2003：101-121,323-332；王振

寰，1996：65-91；朱雲漢，1992；孫震，2003：120-126；蕭全政，2000；瞿宛

文，2009；2011：1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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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台灣經濟發展大事紀 

時間 時期 政治大事 產業結構 經濟大事 

--1624 原住民期  漁獵、農業 山田燒墾農耕 

1624- 

︱ 

1661 

荷蘭時期 荷屬東印度公司築城 狩獵、農業 種植稻米、甘蔗及國際商品作物，與中國、

日本交易鹿皮、米、砂糖。 

1661 

︱ 

1683 

明鄭時期 東寧王國 農業 引入糧食與生活作物，如花生、芝麻、蕃薯

等。 

1683 

︱ 

1895 

清領時期 1858淡水、安平開港 

1887台灣建省 

1895甲午戰敗，割讓臺

灣 

農業 大租戶、小租戶、佃農土地體系 

原以中國、日本貿易為主。開港後洋商進入

控制，出口米、糖、茶葉、樟腦到世界各

地。 

1896 

︱ 

1905 

日治初期 1896乙未戰爭 

實施警察、保甲制度安定

社會秩序。 

土地林野與戶口調查 

農業 去除大租戶，簡化所有權，引入私有制。 

建立鴉片、樟腦、煙草等商品專賣制度支援

財政。 

1906 

︱ 

1930 

日治中期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

黨成立 

霧社事件 

農業、工業

（農產加工

業）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 

驅逐洋行勢力，日商控制貿易。 

建立新式糖廠，舊式糖廍逐漸消失。 

推廣蓬萊米種植並出口日本，逐漸取代在來

米。 

米糖相剋。 

1931 

︱ 

1945 

日治末期 1931九一八事變 

1937七七事變，中日戰

爭開始。 

1945日本投降，台灣回

歸國民政府。 

農業、工業

（農產加工

業、軍需工

業） 

工業台灣、農業南洋。 

建立鋼鐵、金屬、水泥、紡織、石油化學等

軍需工業，投資興建鐵公路、港口、電廠等

基礎建設。 

1939工業產值首度超過農業。 

1945 

︱ 

1952 

戰後調整期 1947二二八事件 

1949國共戰爭失利，國

府播遷來台、貨幣改革。 

1950韓戰爆發， 

1951實施地方自治（省

議員及縣級以下直選） 

 

農業、工業

（農產加工

業、紡織

業） 

大陸通貨膨脹影響台灣經濟。 

日人企業財產收歸公有，成為公營企業。 

1951美國恢復經濟援助，經濟恢復穩定。 

大陸紡織資本遷移來台，以代紡代織扶植紡

織業。 

進行土地改革，出售四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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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 

1965 

進口替代期 1954簽訂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 

白色恐怖時期 

1960雷震「自由中

國」、中國民主黨事件 

農業、工業

（農產加工

業、輕工

業） 

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 

美援協助改善電力水利設施與發展肥料、製

糖工業。 

台灣農業生產恢復戰前最高水準。 

1953起開始實施四年經濟建設計劃 

培育內需進口替代型輕工業。 

開始出現公營（內需大企業）與民營（外銷

中小企業）的二元結構。 

1960頒布獎勵投資條例，提供投資減免。 

1966 

︱ 

1973 

出口導向期 1972退出聯合國 

1973石油危機 

農業、工業

（農產加工

業、輕工

業） 

1966設置加工出口區，工業品出口產值首

次超過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出口產值。 

台、日、美三角貿易結構形成。 

 

1974 

︱ 

1985 

基礎建設期 1975蔣中正逝世 

1979與美國斷交 

1978蔣經國就任總統 

1979美麗島事件 

 

工業（輕工

業、重化工

業、資訊科

技業） 

1973十大建設，發展重化工業，進行第二

次進口替代工業化。 

1980修訂獎勵投資條例，增訂資訊、機械

工業租稅減免 

1981設立新竹科學園區 

1985廣場協定，美元貶值 

1986 

︱ 

1999 

高科技產業

出口擴張期 

1986民進黨成立 

1987解除戒嚴、開放大

陸探親 

1988蔣經國逝世，李登

輝接任總統 

1992國會全面改選 

1993辜汪會談 

1996總統直選，台海飛

彈危機 

 

工業（重化

工業、資訊

科技業） 

美元貶值、台幣升值，勞力密集工業開始移

往海外。 

1987開放大陸探親，開展大陸投資貿易。

台日美三角結構改變成日台中新三角結構。 

1991頒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1995亞太營運中心 

1996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暫緩對大陸投

資 

1997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設立 

2000 

︱ 

2014 

高科技產業

成熟穩定期 

2000民進黨陳水扁當選

總統 

2002陳水扁拋出一邊一

國論 

2004發生319槍擊案，陳

水扁連任總統 

2005任務型國民大會通

工業（重化

工業、資訊

科技業）、

服務業 

2000陳水扁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

急用忍政策，核四停建 

2001核四復建， 

2002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 

2003行政院長游錫堃宣布5年5000億新十大

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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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立法院採單一選出兩票

制方式選舉產生 

2006終止國統綱領 

2008國民黨馬英九當選

總統 

2012馬英九連任總統 

2006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推動大投資、大

溫暖計畫，中油開始實施浮動油價 

2007-2008全球金融海嘯 

2009行政院宣布推動振興經濟方案 

2011國光石化宣布停建 

2012宣布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2013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證所稅修正 

2014立法院審查服貿協議引發太陽花學

運，核四停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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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下的台灣 

一、  高科技產業特性與模組化全球生產網絡  

「 高 科 技 產 業 」 是 坊 間 與 學 界 常 使 用 來 形 容 資 訊 科 技 與 電 子 產 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T）的詞彙。「高科技」一詞的誕生是 1970 年

代由商業媒體開始用於指涉使用微電子的資訊設備，後來擴展運用範圍到消費品、

汽車與生物科技等非電子類別產業。直到 1990 年代，才逐漸被限縮意涵到與個

人電腦、網路相關的電子產業上（Lűthje，2006：17-18）。產業的發展規律與產業

邏輯，可以用摩爾定律（Moore’s Law）來表現。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創始者之一

的 Gordon Moore 於 1965 年提出，他認為積體電路的速度（也就是電腦的性能）

每 18 個月至 2 年會成長一倍。換句話說，同等級的電腦每 18 個月價格會只剩原

本的 1/2。因此高科技產業週期非常短，必須藉著不斷投入研發未來世代產品，

避免被市場淘汰。若從企業經營面來看，同樣的科技產品在 18 個月後，其營業

額可能剩下不到原來的 1/2。由此可見，高科技產業的競爭生態非常快速且不穩

定。由於硬體性能持續進步，許多以前無法達成的應用與功能會不斷出現，提供

市場新進者許多進入與挑戰的可能性（吳軍，2012：54-65）。  

高科技產業在 1970 年代剛開始發展時，設備與規格尚未標準化，仍是各家

開發商百家爭鳴的局面。直到 1981 年 IBM 採取開放電腦架構，使 IBM 相容電

腦逐漸成為市場主流規格。1980 年代後半，隨著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

與思科（Cisco）等廠商開始取得主導地位。高科技產業結構才跟著開始大幅度改

變，逐漸開始走向標準化生產與大量製造。藉著英特爾的微處理器、微軟的作業

系統與思科的網路系統大行其道，個人電腦最重要的規格設計與開發開始由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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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廠商所主導。Wintelism 就是形容當時由微軟視窗系統（Windows）與英特爾處

理器（CPU）幾乎壟斷個人電腦市場與生產規格的現象（Lűthje，2006：21-22）。 

由於產品生命週期太短，高科技業必須找出能快速生產上市的模式。故自

1990 年代開始，全球資訊與通訊產業朝向數位化與模組化的方向改變。而生產

規格的確立，則也提供後進國家切入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機會。由於高科技產業

的逐漸成熟和標準化，其生產與製造技術門檻開始下降而走向規模經濟模式，使

東亞的後進國家（如台灣、韓國）可以利用高效率與低成本的優勢來爭取國外訂

單（瞿宛文、安士敦，2003：9-10）。甚至進一步由原來的原始設備製造（OEM）

供應商走向原始設計製造(ODM)的模組供應商，往價值鏈的上游前進（瞿宛文、

安士敦，2003：35）。而這樣的標準化生產關係，也就形成了 Ernst 與 Kim（2002）

所指的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其指稱電子業的跨國

品牌公司已成為整個生產網絡的旗艦，其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方式去轉移外顯與

內隱知識，以形塑地方零組件供應商的生產能力。並不斷把坐落於各個不同國家

的供應商，整合進入層層的生產供應網絡之中。地方供應商必須持續不斷地提昇

自己的技術能力，才能符合旗艦品牌公司的採購需求而取得訂單。 

Sturgeon（2002）則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延伸提出了模組化

全球生產網絡（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概念。認為高科技產業藉著科技旗

艦廠商訂定的統一產品規格標準。在其帶領之下，科技產品可被分解成各個不同

模組。模組化的零件可以於世界各地的許多不同供應商各自生產後，共同運送與

匯集到組裝廠組合。組合完成後就成為最終產品，可以直接配送到市面通路銷售。

模組化的全球生產網絡，改變了資訊科技產業的分工生態。旗艦廠商組織型態由

過去的研發、生產、行銷上下統包，改為生產委外而以研發和行銷為組織核心。

生產模式也從海外投資設廠生產，改變成為不同且分散供應商的整合者。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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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網絡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以及供應商的風險，成為高科技產業的標準生產

模式。 

細緻來說，可再把高科技業全球生產網絡裡的成員分為創新設計者、流程管

理者、生產者以及通路行銷者等四大類：創新設計者以技術研發、開發新產品為

主，屬於網絡裡的旗艦廠商（如日本 SONY）；流程管理者則做為製造中介，一

方面接受委外製造、另一方面替旗艦廠商管理生產流程（如台灣的廣達、緯創）；

生產者可分為三種：資本密集專業生產者（如台灣的台積電）、擁有低勞動成本

並靠近市場的邊境特區（如美國、墨西哥邊境的馬奎拉多加工出口區）以及專注

於勞動密集產品製造的低勞動成本生產者（如中國富士康）；通路行銷者則是掌

握國內市場的行銷管道與通路（如美國的 BEST BUY）。為了增加利潤，許多旗

艦廠商會同時經營品牌與通路，一起扮演創新設計者以及通路行銷者的角色（如

美國的蘋果）（尹啟銘，2011：84-85）。 

以個別品牌來看，最著名的全球生產網絡當屬蘋果（Apple）公司生產 iPhone

的網絡（曾航，2012：124-128）。蘋果挑選合作夥伴的標準非常嚴格，供應商除

了擁有頂尖技術能力外，還必須對其言聽計從、竭力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訂單。且

蘋果為了預防零件斷貨風險，都會同時找二家以上的供應商來生產關鍵零組件。

此外，還會要求供應商將其與蘋果共同開發的生產技術傳授給與自身競爭的另一

供應商。故不論是為蘋果生產觸控面板的台商宸鴻、勝華或是生產 NAND 快閃

記憶體的韓商三星或日商東芝，為了取得訂單都只能乖乖遵守蘋果的供應商規範。

由此可見，旗艦品牌公司在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關係中的確具有強勢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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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上對應高科技環境風險的管制措施 

而在生態現代化與綠色資本主義思潮發展後，傳統重化工業所造成嚴重環境

污染問題逐漸浮上檯面。高科技產業與其相比被視為進步、乾淨且低污染的現代

產業，而大受歡迎。但高科技產業技術變遷快速，製程中所使用的有毒化學物質

與配方種類繁多且複雜多變，每一兩年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但化學物質的風險評

估，相對於製程的快速轉換，卻需要長期觀察研究才可以確認。且科技大廠常因

擔心被競爭對手得知商業機密，而不願公布所使用的化學原料配方與清單，更增

添風險評估上的困難。這使得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資訊與科學事實都掌握在應受管

制的企業手中，而造成被管制者與管制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現象。這種資訊權力

的不對等，導致過去國家機關常用之「當確認污染後才管制」末端管理作法，逐

漸失去效力。當終於釐清其負面影響、確立管制措施時，可能早已對勞工健康或

土地環境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害。 

國際上現在常以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作為設計環境制度的依

循方向9。預警原則認為，當面對某物質或某行為可能對健康與環境造成危害時，

即使現今尚未有確切科學證明因果關係，也應該停止行為或終止使用該物質。而

且證明行為或物質沒有危害的責任應該歸屬於製造者，而非受害者或一般社會大

眾，並以透明公開的方式進行。透過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參與，以共同尋求替代

或解決方案。在預警原則的影響之下，世界各國紛紛改變了對於高科技相關產品

和環境風險的管制方式。 

歐盟自 2003 年開始，就針對高科技產業制定了一系列的環境保護相關規範。

                                                
9 http://sehn.org/wingspread-conference-on-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1 

 

包括廢電機電子產品回收指令（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WEEE）、生態化設計指令（Directive on the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EuP）、有害物質禁用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等。

希望藉由法令規範來要求科技產品的生產製造廠商都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以處理

越來越嚴重的科技風險問題。因此不論是在產品開發設計、產品製造與包裝、產

品行銷與販售和最後的廢棄物回收，都必須遵守歐盟指令才能進口並且在市面上

販售。歐盟各國在指令生效之後，也都依循制定了相關的國內法規。希望延伸生

產者責任，來減少產品生產與使用的能源損耗以及科技業製程和電子廢棄物中有

害化學物質對於勞工健康和土地環境的影響。並同時藉著課以生產者回收義務，

促使其在設計上改良以使廢棄物減量、提昇科技產品的回收效率。跟進歐盟的趨

勢，美國加州、日本也都制定了類似的法令規定（杜文苓，2006b，2008；蔡旻

翰、顏上詠，2013）。 

至於歐盟於 2007 年上路的化學物質登記、評估、許可及限制規則（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簡稱 REACH）就是依照預警原則所制定的化學品管理制度。其內涵包括下列四

大項目：1.登記（Registration），REACH 透過預警原則設計與架構了一個化學物

質管理的新登記制度。當製造商或進口商要使用或進口化學物質達一定數量時，

必須先通知主管機關登記並提交法規所要求物質相關資訊文件（如化學安全報告、

毒理報告、用途等）。藉此讓主管機關評估化學物質是否具有持續性、生物累積

毒性等可能對環境或勞工造成傷害的性質。若未經登記之化學物質，完全不准於

市場上流通與交易。2.評估（Evaluation）：若化學物質製造商或進口商備齊登記

所需資料進行登記，再提交歐盟檢查無誤後。該化學物質即可製造或進口。若各

會員國認為有必要，亦可進一步建立國內評估機制進一步確認已經登記化學物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2 

 

的安全性，進行化學物質評估。3.許可（Authorisation）：若化學物質包含致癌性

質、持續性、生物累積性及毒性，就會被列為高度關切化學物質加以管制。為了

管控風險，必須向歐盟申請許可後才得使用。許可的過程會考量化學物質使用之

風險大小與社會經濟利益，並同時考量是否有更安全的替代物質可以使用。藉此

平衡市場需求以及健康與環境風險。4.限制（Restriction）：當特定化學物質經確

認風險過大，不可接受後，就會列入禁用與限用清單。經過進行進一步評估，最

後由歐盟作成該化學物質之風險可管理而不予限制、禁止部分使用或完全禁止使

用之決定（杜文苓，2006b；邱垂發，2012）。 

在環境管制方面，大部分關於新興科技運用與風險的相關知識，皆由高科技

產業所掌握。政府由於科學研究與知識上的落差，對科技新興風險與其衍生的副

作用缺乏了解。因此相當倚賴技術官僚與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提供決策建議以進行

政策判斷。但對公民社會裡的倡議團體或地方居民來說，由於環境資訊皆掌握在

國家機關或企業手中，環境相關資訊取得相當困難。只能按照日常觀察與生活經

驗來判斷受污染或破壞情況，但這些在地經驗與知識很少受到專業的認可。這種

資訊權力的不對等，使得公民的環境事務參與受到嚴重限制。有鑑於上述環境資

訊落差的現象，導致環境民主很難落實。聯合國於 1998 年 6 月 25 日通過公布在

環境問題上獲得信息、公眾參與決策和訴諸法律的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Aarhus Convention，簡稱為奧爾胡斯公約）10，自 2001 年

10 月 30 日正式生效。公約以條文明定在環境事務決策程序上公民的資訊請求權、

公民參與以及司法請求權三者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公約的第一條規定：「為促

                                                
10 聯合國官方中文譯本請參閱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網頁，2014/05/22，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pp/documents/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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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保護今世後代人人得在適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每個締約方應

按照本公約的規定，保障在環境問題上獲得資訊、公眾參與決策和訴諸法律的權

利」為了確保公民健康生存的權利，必須讓公民社會有權利可以取得環境資訊、

有權利可以參與環境決策程序和有權利請求司法介入判決環境事務。奧爾胡斯公

約通過之後，全世界至今已有 48 個國家簽署。因此，若要改變高科技風險問題，

在統管理性的設計上應先打破被企業、專家和國家機關壟斷的科學知識與資訊。

其次，要讓各方利害關係人皆能參與環境決策的制定過程以促進各方意見對話溝

通。最後，當風險問題發生後必須讓公民擁有司法救濟的權利，讓司法途徑成為

守護環境正義的最後一條防線（王毓正，2010；杜文苓、李翰林，2011）。在行政

程序設計上，則應該透過建立科技對社會影響評估機制來使風險資訊透明化，並

納入利害關係人以進行風險溝通。藉由重新架構政策評估程序，避免專家與官僚

宰制的問題，以建立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共同合作處理新興風險的機制（周桂田，

2013）。 

三、  國家機關做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引導者 

在 1973 年十大建設宣布後，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要求下屬研擬未來台

灣推動發展的產業。1973 年 2 月，在行政院秘書長費驊邀集經濟部長孫運璿、

財政部長李國鼎、工研院董事長王兆政、院長方賢齊以及美國 RCA 公司研發部

主任潘文淵等人開會討論後。在潘文淵的建議之下，決定台灣未來選擇發展資訊

電子產業，並以積體電路為台灣的科技產業核心。因此於工研院設立了負責開發

積體電路的電子工程發展中心（後來的電子所）。於 1977 年選派 40 多名年輕工

程師赴美國 RCA，學習積體電路相關生產技術。1978 年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結

束，確立了高科技產業為新一代力推的策略性工業。行政院也於同年聘請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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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為科技顧問，並設立了科技顧問組以及每年召開科技顧問會議，做為科技政

策研擬、協調與推動的統籌單位。科技顧問組的首任召集人為李國鼎，可見當時

國家機關對發展科技的重視程度（孫震，2003：148-151）。 

為了扶植高科技產業，國家機關除了透過工研院提供技術研發與移轉外，也

設計了許多配套法規與措施。藉著提供稅賦減免、水電、土地開發優惠以吸引企

業投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供基礎建設、保稅與資源優先使用的「科學工業園

區設置與管理條例」以及提供租稅和土地徵收優惠「獎勵投資條例而（簡稱獎投

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簡稱促產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簡稱產創條

例）」。1979 年 7 月 27 日所公布的「科學工業園區設置與管理條例」，可以說是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條例中規範了政府為了推動高科技產業

發展得選擇適當地點設立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內設置科學園區管理局作為單

一窗口管理機關，負責處理科學園區內的土地規劃與管理、勞工、環保等大小行

政事務。藉由單一窗口，一方面減少投資障礙；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地方政府與其

他機關對園區的管轄與影響。此外，科學園區還享有關稅、營業稅和貨物稅等稅

賦減免、投資抵減、優先供應水電、可設立實驗中小學等優惠。並為了科學園區

開發與後續營運管理，設立了科學園區作業基金支應（杜文苓，2008：9-14）。 

在台灣的眾多科學園區當中，新竹科學園區發展的歷程，可稱作是國家機關

引導高科技產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典範。竹科一共包含六個基地：分別是新竹園

區、竹南園區、龍潭園區、新竹生醫園區、銅鑼園區以及宜蘭園區。最早的新竹

園區是 1980 年設立，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開發內容除了高科技產業廠房外，還有

員工住宅、實驗中學、大型公園綠地等，建構出科學園區乾淨清潔與自然的綠色

形象。在新竹園區逐漸飽和後，1997 年行政院核定竹南以及銅鑼為竹科第四期

用地，土地徵收後與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配合開發。2004 年行政院將龍潭園區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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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竹科管理。生醫園區以及宜蘭園區則進度延宕，仍在開發招商中。目前竹科有

積體電路、光電、電腦及周邊、通訊、精密機械以及生物技術等六大產業，總計

有 547 家廠商進駐，就業人數共計有 151282 人（至 2012 年為止）。藉由開發竹

科成為高科技產業的基地，成功地帶動了台灣產業結構的轉型。開發基地選定在

工研院、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讓研究、學術與產業密切結合以建構技術社群，

也為園區內廠商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此外在財務上，竹科初期進駐廠商政府會

協調銀行融資、並以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以協助彌補創業初期的資金缺口。租

稅上，竹科內廠商擁有前 4-5 年營利事業所得免稅的優惠，與區外 25％的稅率相

比，相對優渥許多。在設備原料的進口以及加速折舊上，也有減稅優惠。整體來

說，竹科的發展可以說是國家機關以國家整體資源挹注、扶植的成果（Chiu，2010：

88-117；于宗先、王金利，2003：269-289；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3；杜文

苓，2006a；張俊彥、游伯龍，2002：320-348；瞿宛文、安士敦，2003：125-148）。 

而獎投條例、促產條例與產創條例，彼此間有著時間上先後銜接、接續生效

的關係。三者皆是提供租稅與土地優惠做為誘因，以鼓勵廠商投資的法律。其中，

對高科技產業影響最大的項目，應屬促產條例（已於 2010 年廢止）中對員工分

紅配股的優惠措施。為了鼓勵產業發展，促產條例規定企業得以分紅名義發放股

票做為紅利，都只按照股票面額課所得稅11。由於高科技股票的市場交易價格，

往往都是 10 元面額的數十倍、甚至百倍12，此條文幾乎等於間接免除了員工分

紅的所得稅。因此，建立了台灣高科技產業與其他國家不同的財務誘因。這種以

減稅達到利潤共享的制度，對於勞資關係和諧、網羅世界人才有顯著助益。但其

                                                
11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9-1 條：為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並分享營運成果，公司員工

以其紅利轉作服務產業之增資者，其因而取得之新發行記名股票，採面額課徵所得稅。 

12 如 2006 年智慧型手機廠商宏達電子的每股股價曾高達 1220 元；同年，太陽能科技公司

益通的股價也曾達到 1205 元的價格。其價值都是股票面額的 12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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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負面效應在於使高科技產業員工對公司股價非常敏感，會彼此比較各家公司

的分紅情況。若分紅配股不如預期，就業市場就會掀起挖角與跳槽風氣。除此之

外，最受詬病的是制度侵害租稅公平，相較於其他職業工作者的所得必須全數課

稅，科技業的所得卻能節稅。且台灣採用所得越高者稅率越高的累進稅率，使職

業間差距愈發擴大，產生高科技業員工被稱之為「科技新貴」的現象。故在社會

輿論的反彈下，2009 年促產條例正式廢止，使員工分紅配股回歸所得稅法，按照

當時價格計算所得課稅13（杜文苓，2006a：13-14；張俊彥、游伯龍，2002：77-

128）。 

從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為國家機關運用發展型國家的統

管理性所形塑出的結果。在威權時代，組成國家機關的官僚體系以經濟學家與工

程專家為主。藉著威權體制的保護與支持，官僚們有充分的自主性與充足的行政

資源。其可以藉由經濟計畫形式來規劃策略產業發展的方式和步驟，而不會受到

公民社會的反抗或干擾（蔡偉銑，2009）。在此情境之下，高科技產業進步、科

學、乾淨的外在形象正是經濟與科學共同攜手發展的最好示範。亦可以與當時全

台各地屢屢發生污染抗爭事件的傳統化工產業做明顯區隔，而成為地方政府搶破

頭爭取的重大建設項目。 

在高科技產業促進經濟發展光彩背後，國家機關也面臨了社會對其資本積累

策略和統治能力的強烈挑戰，而產生了制度危機（王振寰，1996：317）。以台灣

為例，一方面，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藉由眾多法令作為管制措施，給予高科技產

業大量的租稅與投資獎勵，促其快速發展。但同時也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

而形成社會兩極化的趨勢。景氣好時，受薪階層覺得經濟是無感復甦、薪資十年

                                                
13賴昭穎，2009/12/13，<分紅配股課稅，明年起看市價>，聯合報，A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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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不前（行政院主計處，2010）；景氣差時，政府和高科技廠商力推無薪假，

要求員工共體時艱14。其次，公民社會中的倡議團體透過常態化、組織化的社會

運動，也挑戰國家所擬定的科技產業政策方針計畫，阻擋經濟發展進程。提供租

稅優惠的獎勵投資條例及促產條例，也因優惠過分集中於高科技產業造成國家巨

大的租稅損失15，而引起社會對租稅公平的強烈質疑。民間反對的聲浪最終驅使

立法院修法通過訂立落日條款，使促產條例於 2009 年畫下句點。但在產業界希

望以其他優惠來交換促產條例的壓力下，立法院順勢通過制定產業創新條例以及

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至 17%來回應企業期待16。 

  

                                                
14 仇佩芬，2010/09/01，<吳揆：企業創無薪假 該得諾貝爾獎>，中國時報，A4 版。 

15王信人，2010/01/21，<促產減稅未落日 每年稅損 1,300 億 企業繼續保有促產減免稅權

利，影響國庫期間達 4～12 年>，工商時報，A19 版。 

16王信人，2011/07/01，<財部回應 免稅落日 換營所稅降低>，工商時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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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運作與挑戰 

本章將分成四個部分，首先第一節先分別介紹霄裡溪、中科三期、中科四期

以及日月光等四個案的背景歷程；接下來第二節的部份，首先將以國際國家競爭

力評比為例，來討論國家機關如何藉由國際評比內化新自由主義價值，而以經濟

發展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為最高目標的過程。其次，再以光電面板業的發展過程為

例，說明為了增加產業競爭效力，國家機關如何極力協助排除投資障礙；第三節

則討論公民社會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思與行動，包括討論高科技產業發展對社會

與環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以及從行政、立法、司法、監察以及全球生產網絡來

試圖制衡政府、影響企業；最後一節則回到政府的角度，先以中科四期為例，討

論當面對高科技產業毀信背諾、地方堅持開發以及居民和倡議團體的反抗時，國

家機關進退失據的困境。接下來再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的立法過程，呈現出倡

議團體如何迫使國家機關藉創生新管制技術，來面對科技風險及外界壓力。希望

藉由討論上述個案，呈現出高科技產業在台灣的發展情況，以及國家機關與公民

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因應。 

第一節  研究個案背景 

個案背景部分介紹本研究將分析的四個案例。首先是遭到監察院（簡稱監院）

兩次糾正的霄裡溪。透過本案歷程可以檢視監察權的制衡對行政機關與地方政府

有何種效果與侷限；其次，則是以中科三期來檢視司法判決與環評之前的衝突，

以及行政機關如何積極抵抗外界與其他機關的干涉與制衡；第三個案例則是從中

科四期可以探討高科技產業園區規劃失敗後的轉型問題；最後一個案例則是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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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事件。從以下霄裡溪、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等四個案例，都可以體

現國家機關之間相互分工又制衡的角色矛盾現象。 

 

一、  無「法」規範的新興風險--霄裡溪污染事件 

霄裡溪全長 16 公里，上游發源自桃園縣龍潭鄉，中下游在新竹縣新埔鎮匯

流進入鳳山溪。2001 年，華映龍潭園區與宏碁渴望園區（友達光電）於上游設廠

製造液晶面板17，所產生的廢水開始排放到霄裡溪。自面板廠開始製造之後，霄

裡溪上游的龍潭鄉三和村、三水村與下游新竹縣新埔鎮的居民漸漸發現溪流生物

常常不明原因集體暴斃18， 居民曾多次向地方環保局檢舉、向廠商抗議，但問題

均未獲解決。 

2007 年底，新埔愛鄉協會開始了解與介入光電廢水汙染霄裡溪案件，行文

詢問桃園縣政府華映與友達兩家廠商是否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19，迫使公

部門必須正視問題20。在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的壓力下，環保署召開「宏碁智慧

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區

報編計畫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審查會議，會議結論要求除了重申當初放流口應

                                                
17 其中，友達佔地十八點七一公頃，1999年開工興建，第四代廠投資約三百億元，2001年

六月完工正式量產，2002年其電漿電視、液晶電腦顯示器等液晶面板產量居世界第三。 

余學俊，2002/07/31<友達排廢霄裡溪 採樣送驗>，聯合報，18版。 

18 莊明仁，2003/07/12，<溪魚暴斃 村民憤慨>，中國時報，C2版。 

19 2007年12月2日新埔愛協字第96120202號函 

20 2007年12月14日桃府環水字第09600757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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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飲用水源之下游的環評結論以外，並要求開發單位於 2008 年 1 月對污染問

題提出對因應對策。這使得這件光電廢水汙染案，正式浮出檯面。 

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環評第 161 次大會後，由於下游自來水取水口受到影

響以及沿岸居民飲用受污染井水的現象被媒體披露出來，使本案從原先的水污染

案件轉成關注飲用水安全問題。2008 年 4 月環保署毒物管理處發函新竹縣政府，

表示從新埔地下水的檢體中檢驗出銦和鉬等面板業常用稀有金屬元素21，要求縣

政府加強宣導新埔霄裡溪流域的溪水未經處理不能直接飲用，更引起地方居民疑

懼22。為避免公文引起更大居民反彈，自 2008 年 10 月 23 日起，環保署委託新

竹縣政府環保局以運水車逐戶送自來水，供附近井水用戶使用。 

環保署為了釐清疑慮，於 2009 年 2 月及 3 月召開 2 場「面板業放流水對霄

裡溪沿岸民眾使用地下水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以及 2009 年 7 月及 9 月召開

2 場「飲用水質標準增列銦、鉬之專家諮詢會議」，並於 2009 年 11 月 26 日開始

在飲用水中管制銦與鉬(70 ug/L )23。接著於 12 月初宣稱，「環保機關已完成調查

檢測，確認水井水質均在飲用水標準之安全範圍內，沒有健康風險之虞。原井水

用戶可繼續使用井水作為飲用、漱洗及炊煮用水」24 ，並以此為由於 2009 年 12

                                                
21 2008 年 10 月 15 至 22 日環保署對霄裡溪流域 172 口井水進行水質調查，井水中測出 19

項重金屬，其中發現有鎵、鉈、鉬、銦四種非飲用水管制項目，鎵、鉈含量因低於偵測極限值而

未檢出，當時未列管的「鉬」檢出 68 件（濃度分佈在 0.1～5.39ug/L）、「銦」檢出 69 件（濃度分

佈在 0.102～1.25ug/L），而一些水體樣本也檢驗出管制項目中的錳、鐵超標。 

22 彭淵燦，2008/04/24，<霄裡溪水不能飲用 新埔驚疑>，聯合報，C2 版。 

23 環保署毒管處，（2009）提昇飲用水安全，環保署將增列「鉬、銦」兩項飲用水水質管

制 標 準 。 2009 年 9 月 23 日 ， 取 自

http://ivy5.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0980923170243。 

24 環保署毒管處，（2009）霄裡溪沿岸井水水質檢驗結果符合飲用安全 自 98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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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停止送水。但後續環保署檢驗沿岸民井時，發現鉬數值曾多次超過飲用

水標準，才協調自來水公司緊急為該區域 23 戶居民免費加裝自來水25。 

由於霄裡溪列屬甲類地面水體26，屬於台灣最優等的水體分類。其用途可作

為一級公共用水、游泳等用。但為何環保署可以放任工業廢水可以排放至甲類水

體中？地方居民與倡議團體陳情監院，針對桃園縣環保局核發排放許可證缺失以

及第二河川局監督不周究責。2008 年 12 月 3 日，監院第一次糾正桃園縣政府與

經濟部水利署27，認為桃園縣環保局怠未詳查兩廠的環評審查結論，擅予核准兩

廠廢水排入自來水取水井上游，顯有明顯違失；而經濟部早於民國 2000 年 1 月

4 日公告霄裡溪為中央主管的河川，但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未依法巡查。2009 年 3

月行政院轉呈經濟部水利署與桃園縣政府的回應，兩機關均回覆監察院將會加強

管制並遵守之後通過的環差分析結論，目前預定兩廠會改排至老街溪，故在完成

改排後廢水將不得排入霄裡溪28。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環保署第 177 次環評大

會通過改排案，建議將廢水改排到桃園縣境內的老街溪。但桃園縣則也在地方壓

                                                
日 起 停 止 水 車 供 應 自 來 水 。 2009 年 12 月 7 日 ， 取 自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0981207141936。 

25 2012 年 12 月 12 日，環保署「霄裡溪廢水污染事件與改善配套措施及友達光電與中華

映管配合辦理情形」立法院專案報告。 

26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陸域地面水體依其用途

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 
一、甲類：適用於一級公共用水、游泳、乙類、丙類、丁類及戊類。 
二、乙類：適用於二級公共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丙類、丁類及戊類。 
三、丙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二級水產用水、一級工業用水、丁類及戊類。 
四、丁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灌溉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五、戊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環境保育最低標準。 

27監察院 97 財正字 0009 號糾正文。 

28 2009 年 3 月 6 日院臺環字第 0980011305 號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力下推翻對監察院的承諾，五次駁回兩家廠商所申請的排放許可變更案。 

2011 年 1 月 11 日新竹縣民至環保署表達不滿，並向監院陳情。環保署隨後

發文要求桃園縣府「應於一個月內依環評結論核發二廠之排放許可」，並表示「若

縣府踰越裁量刻意退件刁難或差別待遇，環保署將依法代行」。但桃園縣長於期

限屆滿後，偕同立法委員（簡稱立委）拜會行政院長，施壓要求環保署不得強制

代為執行。環保署則立即澄清在環評未變更之前，桃園縣府仍應依環評結論審查

變更二廠之放流水改排許可證。2012 年 2 月 20 日友達排放許可到期，桃縣政府

以友達新送排放口變更環差為由，繼續違法展延排放許可。環保署先發佈新聞稿

撤銷桃園縣政府先前展延的排放許可，後以經濟部已計畫遷移霄裡溪飲用水取水

口為由，同意桃園縣政府繼續核發友達華映排放許可。 

2012 年 9 月監察院二度糾正行政院、經濟部、環保署、內政部以及桃園縣

政府，認為行政院未主動協同經濟部等三機關依法處理華映友達廢水排放案，並

坐視桃園縣政府輕忽先前糾正意旨與環評決議，使本案紛爭不休。另一方面，經

濟部與環保署怠忽職權，驟然認定霄裡溪將非屬飲用水水源，使桃園縣政府據此

核准廢水持續污染優質水源29。而新埔鎮民也於 2012 年 9 月北上向經濟部與環

保署抗議，環保署已公開承諾現正進行水質優化方案，將高導電度廢水以水車載

離，後續將輔導友達與華映 2015 年完成零排放30。目前零排放方案已於 2013 年

3 月通過環評審查。桃園縣與新竹縣兩縣府共同成立監督平台，定期召開會議監

督工程進度31。兩家廠商均承諾將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工，並於 2016 年

                                                
29 監察院 101 財正字 0038 號糾正文。 

30 2012 年 12 月 12 日，環保署「霄裡溪廢水污染事件與改善配套措施及友達光電與中華

映管配合辦理情形」立法院專案報告。 

31 資訊公開網址：http://zero.ty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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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封閉廢水放流口32。 

檢視本案歷程，雖然監院曾於 2008 年提案糾正，但在兩機關回文後案情並

無任何的改變。桃園縣政府雖然回文接受，但後續行政行為卻直接違反糾正意旨。

使監院就本案再度提出糾正，並將範圍擴大至行政院、經濟部與環保署等上級機

關。這也顯示雖然憲政機制設計上監院有制衡行政機關的職權，但實際上功能卻

有很大的侷限。 

 

二、  被破壞的權力分立--中科三期 

中部科學園區 2002 年成立，經過第一期台中園區、第二期虎尾園區開發完

成後。因應光電廠商新建大規模廠房的需求，於 2005 年 10 月向環保署申請開發

台糖后里農場（134 公頃）與七星農場（112 公頃）土地，作為中科第三期后里

園區。原先規劃兩塊用地合併共同提出環評審查，但因七星農場計畫區範圍內涉

及軍事用地變更問題，為求增加開發時效，故兩用地各自分別提出環評申請（杜

文苓，2010）。 

后里農場的環評審查過程自 2005 年 11 月開始，歷經三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後於 2006 年 1 月送交第 138 次環評大會。但應環評委員認為開發單位所提供之

工業用水評估、空氣污染總量資訊與水質保護措施等資料不足。故經在場 13 位

環評委員表決後，8 票贊成退回專案小組重新審查。經過第 4 次專案小組審查後，

                                                
32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2013/3/20，友達、華映公司廢水全回收、零排放工程執行監

督小組第三次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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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開發計畫被質疑用水問題以及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廢水排放點等問題並未釐清，但仍於 2006 年 3 月經第 139 次環評大會

審查通過。后里農場環評通過有許多特別的附帶條件，例如要求達成高用水回收

率、要求管制揮發性有機物、要求飲用水與空氣污染健康效應暴露評估等。 

由於中科三期后里農場案受到社會注意，其後於 2006 年 3 月送案的七星農

場案更是廣受矚目。在第一次的專案小組審查之前，媒體就傳出當時行政院副院

長特別打電話給環評委員關切本案的消息33，更讓本案成為指標性的案件。雖然

歷經五次專案小組審查會，開發單位國科會中科管理局所提交的資料仍然受到許

多質疑，包含排放污染物的數據模擬真實性、以及並未提供所使用之化學品清單

等疑慮遲遲無法釐清。最後在 2006 年 6 月第 142 次環評大會中，本案在所有官

派環評委員的支持表決下有條件通過，也引起在場部分環評委員辭職抗議34。七

星農場環評通過的附帶條件，同樣要求開發單位必須控制用水回收率、用水量及

揮發性有機污染物，並應在營運前對當地居民進行健康風險評估，如對健康有不

良影響得撤銷環評結論。 

七星農場環評通過之後，關心此議題的環保團體與地方民眾向行政院針對環

評與開發許可提出訴願，希望從法律途徑尋求救濟（陳素姍，2007）。經過訴願

被駁回後，居民持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撤銷環評訴訟。經過審理後，2008

年 1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環評審查有瑕疵、可能損害居民健康為由，判決撤銷

七星農場環評，成為台灣第一件環評通過後遭法院撤銷的案例。但中科以本案並

未定讞仍持續上訴中為由，仍繼續動工。直到 2010 年 1 月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環

                                                
33 黃白雪，2006/03/22，<蔡英文施壓環評：兩度致電委員要求幫忙過關>，蘋果日報，頭

條要聞。 

34朱淑娟，2006 /7/1，<10:8 官方謢盤 環評過關 中科環委辭職 痛批環署刻意逢迎政院>，

聯合報，C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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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上訴，本案判決確定原有七星農場環評失去效力。判決出爐後引起廠商與環

保署譁然，環保署公開表示無法要求廠商停工，並公開刊登廣告抨擊行政法院判

決是「無效用」、「無意義」而且「破壞環評體制」35，認定環評無效是指「自始

未經完成環評審查」才無效，本案不需重做環評，只要補充判決中所要求的健康

風險評估即可。直到 2010 年 7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根據判決，裁定中科管理局

應停止執行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的開發與營運。受到最大影響的友達光電董事長李

焜耀公開表示：「台灣實在太離譜了，到底有幾個政府？」36。行政院長吳敦義則

回應廠商批評，質疑法院判決並要求環保署儘速通過健康風險評估37。國科會並

引用行政訴訟法規定，認為處分效力不及廠商，園區開發停工但廠商不需要停產

38。引起學者與輿論廣泛批評國科會與環保署「視行政法院裁定如廢紙（李建良，

2010：37）」、「鑽研文字漏洞39」。 

後來倡議團體亦針對補正健康風險評估的環評結論提出撤銷訴訟，至今訴訟

案件仍持續進行中。但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已向原告與被告雙方，提出和解方案。

希望藉由討論和解條件來凝聚共識，而避免長期的訴訟造成兩方兩敗俱傷的耗

損 。同時法官也已公布心證，認為原告勝訴的機會很大。若雙方無法和解，法

                                                
35 環保署，2010/2/10，<環保署「依法行政」－澄清近日讀者投書及環保團體對於中科三

期環評審查及法令的誤解>，自由時報，A11 版。 

36 陳泳丞，2010/08/03 ，<中科後續開發暫停，友達擴廠受衝擊 李焜耀：台灣有幾個政府？

> ，工商時報，A2 版。 

37 仇佩芬、曾薏蘋，2010/08/05，<抗告結果確定之前 政院要求維持中科 3 期營運>，中國

時報，A4 版。 

38 李宗祐、朱立群、劉宗志，2010/08/11，<國科會切割：中科停工不停產 搬出《行政訴

訟法》 認為裁停停效力與「當事人」以外第三人無關 公共工程停工 但廠商可續營運建廠>，中

國時報，A4 版。 

39 曾如瑩，2010/08/16，<政府環評便宜行事？忽略 3 個關鍵時刻>，商業周刊，第 1186 期，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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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可能判決撤銷環評結論而要求環保署重做環評40。因而可能影響目前已進駐中

科三期的友達與旭能等廠商之生產進度。為此，環保署也創環評制度的先例，在

法院判決之前，自行宣布中科三期七星基地案主動進入二階環評。希望藉此搶先

補正環評程序，而不要對廠商造成傷害。 

由本案例可以發現，因為過去從無環評結論被法院宣告無效的先例，故行政

機關與廠商完全沒有預期會受到司法權制衡，反而認為法院侵犯的行政權的專業

審查與判斷餘地。所以一方面補行法院所要求的行政程序，另一方面則以行政解

釋來減低判決對於政策的衝擊力。但在經過法院的震撼教育之後，政府以摸索出

因應與解決之道，可以有效地減少判決對於自身的傷害與影響。 

 

三、   無法回頭的開發案--中科四期 

與中科三期相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2008 年開始的中科四期開發過程中。

自從國科會宣布彰化二林同樣因土地所有權單純（屬台糖農場）且在立委與地方

政府積極爭取下雀屏中選後，中科四期的籌設過程就紛爭不斷、備受關注。2009

年 4 月本案首次進入環保署環評專案小組審查與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後，

其廢水放流問題、用水問題以及土地徵收問題就備受社會注意。但本案卻經五次

專案小組會議審查後，於當年 10 月以有條件方式通過環評。並於 11 月通過內政

部區委會審查，取得開發許可。但除了放流水問題外，其他社會影響與疑慮並未

                                                
40吳典蓉（2014）。法官提和解方案 中科三期解套有望？，2014 年 5 月 9 日，取自：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739d286d-a374-11e3-9f4a-

ef2804cba5a1/?uuid=739d286d-a374-11e3-9f4a-ef2804cba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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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釐清，這也埋下後續搶水與土地徵收爭議的農民運動伏筆。 

首先，本案預計會完工後每天排放近十萬噸的放流水，但放流地點卻在審查

過程中一在變更。從濁水溪到舊濁水溪，經過三次專家會議彰化、雲林兩縣都不

願意排到自己境內，引起彰化、雲林兩縣農漁民多次北上陳情抗議。最後在 10

月底環評大會前由行政院長吳敦義公開承諾，未來將在外海 3 公里處設置海洋放

流管放流，爭議才告一段落41。 

其次是用水問題，由於二林是全台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一，而且也是水資源

匱乏區域。中科四期原本的用水規劃都是取用自來水，在加上新建大度攔河堰聯

合供水。但彰化的自來水也都是地下水，當地居民害怕未來地層下陷會更嚴重、

農民則害怕會無水可用。後續中科開工後，為了取得水源而從當地農業灌溉的莿

仔埤圳上游取水，引起當地農民強烈抗爭。直到 2012 年 8 月國科會宣布將中科

四期轉型為低耗水、低排放的精密機械園區，並將引水點由上游改至中游後，地

方反彈聲浪才稍稍平息42。 

土地徵收問題是中科四期另外一個引起重大爭議，由於中科四期所處的區域

是優良農田，屬於特定農業區而有違反區域計畫的問題。再者，園區範圍內相思

寮聚落約有兩百位地主的住宅與田地將要面臨土地徵收困境。原本中科管理局以

土地完整為由，拒絕變更計畫將相思寮劃出計畫範圍。但當時正逢苗栗大埔土地

徵收事件，社會開始土地正義運動，反對徵收農地，並以相思寮作為重要案例。

迫於民意壓力，行政院長吳敦義終於在 2010 年 8 月承諾將保留相思寮聚落，會

                                                
41 段鴻裕，2009/10/22，<吳揆承諾 中科廢水不排入濁水溪 吳敦義接見雲林縣長及 3 立委 

口頭承諾採用放流管 向海延伸 3 公里排放>，聯合報，B1 版。 

42 陳幸萱，2012/08/14，<中科二林 轉型精密機械園區 政院核定 朱敬一宣布即起招商 低

耗水、低排放 引水從上游改至中游 最快明年上半年營運>，聯合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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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及劃出園區範圍之外43。 

除了上述爭議以外，中科四期開發後由於國際景氣急轉直下，光電面板產業

光景大不如前，故為其原本量身打造的友達光電宣布放棄投資44。這使得國科會

開始不得不著手開始調整方向，規劃園區轉型計畫45。故於 2012 年 8 月宣布轉

型成精密機械園區，並將環境差異分析送交環保署審查。但在轉型過程中先前發

包的引水工程卻持續動工，影響鄰近的溪州鄉灌溉水源，引起農民抗議46。最後

國科會承諾在轉型完成前，會先施作園區周遭的工程。轉型完成後，會協調自來

水公司供應水源，而不會影響農民的灌溉權益，爭議才暫告落幕47。 

2013 年 2 月中科四期環境差異分析通過環保署審查，成功轉型為精密機械

園區。預計引進精密機械、積體電路（不含晶片製造）、光電（不含平面顯示器

製造）、生物科技及綠能產業（不含 LED 晶粒製造）等產業進駐。轉型後，將會

減低用水量與污水排放，降低對環境的影響。2014 年 1 月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

判決對委員會的專業判斷過度審查，而未考量其他事實。故判決原台北高等行政

                                                
43 李光儀、陳文星，2010/08/14，<保留相思寮 農民盼吳揆別黃牛 「聚落，原地不動 農

地，以地換地」吳揆與居民代表達協議 「看到政府誠意 但憂心細節仍不明」>，聯合報，A4 版。 

44陳幸萱，2012/03/13，<中科建二林園區恐生變>，聯合報，A11 版。 

45宋健生，2012/03/22，<國科會：將調整發展方向 中科二林園區 不輕易廢止>，經濟日報，

A21 版。 

46陳文星，2012/05/28，<中科搶水？溪州鄉長批：二林園區幾乎沒廠商 今開公聽會，溪州

鄉長：22 億取水工程，浪費公帑；國科會重申：轉型朝低用水、低耗能產業調整，不會影響農民

用水。>，聯合報，A10 版。 

47蔡永彬、陳文星，2012/06/1，<國科會新方案「對得起土地」 中科四期用水大減 產業組

合調整 光電比重大降 預估每天用水從 16.5 萬噸減為 2 萬噸 自救會感受誠意 但要求先停工>，

聯合報，A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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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判決廢棄，發回重審48。目前法律訴訟仍在持續當中。 

如同中科三期，在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多次針對環評與開發許可提出法律訴

訟後，2012 年 10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中科四期的開發許可。國科會在

收到判決書後一方面表示會與內政部研究繼續上訴，在司法未確定以前，中科四

期不會停工49；另一方面則不滿法院以選址條件有瑕疵為由判決敗訴，副主委賀

陳弘受訪時說：「如果法官如此英明，以後開發選址交給法院就可以了」50。從本

案可以發現，行政機關對司法以園區選址條件為由介入極為不解，行政機關與廠

商完全沒有預期會受到司法權的制衡與干擾，反而認為法院越俎代庖、侵犯了專

屬於行政權的職權與判斷餘地，也質疑法院為何能針對同一案件重複判決，而不

受先前判決的既判力所拘束。此外，從本案也可以看到在情勢變化時廠商撤資時，

國家機關進退兩難的窘境。廠商若因經濟局勢的變化，可以直接撤銷投資，但政

府卻必須概括承受而無法率然抽手離開。 

四、  管制失靈？--日月光污染事件 

1984 年成立的日月光半導體是全球最大晶圓封裝測試集團，為積體電路生

產供應鏈的下游。品牌旗艦廠商委託台積電、聯電所製造的晶圓在切割完畢後，

都要送來進行封裝測試。所以其屬於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第二層（second tier）供

應商。在台灣有高雄楠梓以及桃園中壢兩大廠區。楠梓廠區位於楠梓加工出口區，

屬於後勁溪流域的中游。廠區污水排放口下游的高雄市橋頭區與梓官區，尚有

                                                
48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 

49 林進修，2012/10/29，<朱敬一：司法未定讞二林園區不會停>，聯合晚報，A6 版。 

50 蔡永彬、何醒邦，2012/10/13，<中科許可撤銷 國科會：法官英明 請代為選址>，聯合

報，A10 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0 

 

573 甲的農地是倚賴後勁溪水灌溉，每年約出產 859 萬斤的農作物51。 

從 2011 年開始，高雄市環保局每年都查獲日月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簡稱

水污法），共依法開罰六次。2013 年 10 月 1 日，高雄市環保局抽驗後勁溪水時，

檢驗酸鹼度呈現強酸性。故向上追尋源頭，發現是由日月光 K7 廠排出。進入廠

區稽查時，才查獲日月光隱匿通報而將未處理的強酸廢水直接排入溪中，並以自

來水魚目混珠灌入廢水查驗採樣槽中。事件發生後，日月光對外說明本次是機械

故障所造成的意外，並無惡意排放52。但環保局認為這並非偶發事件，且日月光

自動監測系統上數據與其繳交至環保局的數據不符，且廢水池檢測儀器可能早已

故障53。因此 2013 年 12 月 9 日，日月光被環保局裁罰罰款上限 60 萬元並勒令

停工，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54。經檢察官調查，公司員工摒棄環保專業，遵照企

業營利文化。在廢水水質發生問題時，只在乎生產線不能因此停工，才導致有毒

污水排放入河川之中。地檢署在約談公司相關人員後，依刑法流放毒物罪以及廢

棄物清理法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將 K7 廠廠務處長、廢水組主任與工程

師等共五人起訴55。在停工處分確定後，使得半導體上游客戶如聯發科、高通等

                                                
51蘇郁涵，2013/12/10，<〝大公司怎敢做這款失德事〞有農民聞到臭味 頭暈想吐>，聯合

晚報，A3 版。 

52簡永祥，2013/12/10，< K7 廠：全力配合改善>，經濟日報，A2 版。 

53張瀞文，2013/12/30，<神秘閥門現形 第 3 幕．K7 廠污水池 我們連 5 天排 3 班日夜監

測，日月光竟派人來反蒐證>，商業周刊，1363 期，100 頁。 

54林政鋒，2013/12/10，<連續排放汙水 日月光 高市決勒令停工>，經濟日報，A2 版。 

55歐陽良盈，2014/1/4，<日月光汙染案 起訴廠務處長等 5 人 董座張虔生不知情不起訴 高

檢批全球最大封測廠 獲利優先 沒有分毫對環境反哺、對子孫負責心態 完全漠視社會責任>，聯

合報，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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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抽單，把訂單移轉到其他封裝測試廠商56。環保團體也串連國外勞工與環保

團體，呼籲國外半導體大廠與品牌商負起供應鏈管理的責任57。日月光亦立即向

政府提出改善計畫，希望申請儘快復工。高雄市環保局業已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

有條件通過污染改善計畫，預計 2014 年 7 月復工58。日月光也承諾將在工廠外

牆設置 LED 水質監測看板，讓社區居民可以隨時了解水質狀況。若發生狀況，

環保局也會在第一時間接獲通知59。 

在勞工權益方面，在環保局確定停工處分之前，日月光工會認為停工可能造

成公司裁員而使二千名員工失業。故醞釀動員向市府陳情，希望造成社會壓力以

避免 K7 廠停工60。但市府隨即表示，依法日月光必須在停工時持續給付員工薪

資、不得減薪或資遣。而且停工期間的勞工權益保障，將會列為復工計畫的檢視

條件之一61。市府表態後，日月光才表示受影響員工會改派到其他廠區上班或參

加教育訓練，薪水與勞動權益不會受任何影響62。而在高雄市環保局同意改善計

                                                
56謝易軒、簡永祥，2014/1/9，<日月光 排汙案 聯發科開第一槍 轉單矽品 高通將跟進 加

速認證腳步 矽品急單湧入 春節產線全面加班 今年每股盈餘挑戰 4 元>，經濟日報，A3 版。 

57劉開元，2014/4/17，<環團：日月光汙染 國際廠響應轉單>，聯合晚報，A8 版。 

58吳秉鍇，2014/4/13，<日月光 K7 廠 拚 7 月復工>，經濟日報，A3 版。 

59蘇郁涵，2014/4/27，<日月光 K7 廠 設水質監測看板 高掛工廠入口外牆 一旦異常 系統

將立即通知環局 並釋出職缺 優先錄取楠梓居民>，聯合報，B2 版。 

60謝梅芬、林保光，2013/12/14，<日月光若停工 工會：受害的是員工>，聯合報，B2 版。 

61楊濡嘉、謝梅芬、林保光，2013/12/21，<勞工局：日月光不得減薪資遣>，聯合報，A3

版。 

62蘇郁涵、徐如宜、黃郁文，2013/12/22，<K7 廠員工 薪水、年終獎金照發 勞工權益 列

復工檢查項目>，聯合報，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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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使復工機率大增後。日月光宣布 2014 年 5 月起不再雇用派遣員，目前內部

一千多名派遣員工都將轉為正職，並同時為基層員工加薪及固定每年調薪63。同

時並釋出職缺優先雇用附近楠梓居民，希望藉此能挽回在事件當中嚴重受損的企

業聲譽與形象。 

在制度面上，日月光事件對於高科技產業有兩項重大影響。首先，在事件發

生後環保局除了勒令停工外，還處罰日月光水污法最高罰鍰六十萬元。但 2011

年與 2012 年日月光違規五次，共開罰 155 萬元。若加上本次的 60 萬元罰鍰，總

共也只有 215 萬元。對像日月光一般一年獲利超過百億元的大企業來說，215 萬

元對企業營運的影響不大而只是九牛一毛64。故社會輿論要求，應修改水污染防

治法現行 6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的處罰規定，並增列違法事業負責人的刑事責

任。希望藉由提高罰鍰金額的上限以及負責人刑罰，來增加廠商違法的風險，避

免污染事件一再發生65；其次，日月光曾獲得投資抵免與免稅優惠總金額高達 68

億元。針對企業一手違法繳罰鍰，另一手享受租稅優惠的現象。經濟部已向立法

院提出產創條例的修正草案。立法通過之後，未來企業若違反勞工、環境保護與

食品安全等相關法令情節重大者，將追繳當年度所取得的投資減免與租稅優惠。

未來三年，也限制違法企業不得再申請產創條例中的獎助與補助66。 

  
                                                
63蘇郁涵，2014/4/30，<扭轉形象 日月光加薪 派遣轉正職>，聯合報，A11 版。 

64張瀞文，2013/12/30，<追討「日月光們」罰金 政府要挺住 後勁溪水染七彩，中油、台

塑也摻一咖！>，商業周刊，1363 期，56 頁。 

65盧沛樺，2014/3/11，<後天初審 水汙染罰鍰 擬增至數千萬>，聯合晚報，A4 版。 

66吳父鄉，2014/4/10，<產創條例修正案 獲三共識 企業違法 追回租稅優惠>，經濟日報，

A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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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自由主義下的治理過程 

一、  經濟優先！提昇全球競爭力優先！ 

自 1970 年代以來，歐美國家中主張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流經

濟思潮。美國在國內產業外移、貿易赤字與逆差大幅增加的壓力下，開始改變貿

易方針。其運用政治與經濟影響力，要求貿易夥伴國同步進行自由化、開放國內

產品與金融市場。美國藉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做為工具，來進

一步推動的世界貿易自由化（瞿宛文，2003：20）。1980 年代開始，台灣過去威

權主義所建構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內外壓力下逐漸鬆動。在外部，國家機關面

對台幣快速升值、歐美要求開放市場的國際壓力；在內部，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

運動蓬勃發展，威權體制的統治正當性快速下降。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勞

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外移，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因此，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自由

化、國際化、去管制化逐漸成為朝野共識的資本積累策略（王振寰，1996：88）。

1995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實體

化，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使全球經濟整合更加

緊密。台灣為了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開始推動自由化、民營化政策以解除經濟管

制。希望藉此能順利完成貿易談判，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在中國加入一個月後，2002 年 1 月台灣終於得償宿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自此，

新自由主義成為台灣的國家理性。「提高國際競爭力」、「自由化67」與「拚經濟

                                                
67吳泓勳，2003/1/22，<台灣將扮演亞洲繁榮帶動者 馬總統 要加深經濟自由化>，經濟日

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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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取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歷久彌新、永不過時的口號。縱使 2000 年

與 2008 年民進黨與國民黨兩次政黨輪替，也不曾被取代。 

在新自由主義下，全球競爭成為台灣的中心價值。最佳範例，就表現在國家

機關對於「國際競爭力排名」的重視與著迷上。台灣最常引用的國際競爭力評比

就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IMD）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評比報告。

每年五月與九月結果報告出爐時，行政院都會召開記者會。由行政院長或發言人

向社會大眾報告今年台灣的總排名、各細項排名以及其他貿易競爭對手（韓國、

香港、新加坡）名次的改變69。重要報紙社論也會針對競爭力今年排名情況，給

予評論與政策建議70。為了改善評比中的名次，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會）

設立國際評比改善專案小組，由經建會主委擔任召集人。每季針對評比中得分較

低的項目，要求各部會針對業管業務提出因應與改善對策71，並將其列為未來重

                                                
68王時齊，2003/1/1，<陳總統：拚經濟大改革 讓人民過更好>，聯合晚報，2 版。 

蘇秀慧，2009/1/1，<總統元旦祝詞 三目標拚經濟 衝刺台灣成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樞

紐和台商營運總部>，經濟日報，A2 版。 

蘇秀慧，2014/1/1，<馬總統：2014 只有一個重點，就是拚經濟！〝牛肉三加一 拚全民有

感〞〝點燃復甦火種 今年將是突破年〞>，聯合晚報，A3 版。 

69蘇秀慧、江睿智，2013/5/31，<競爭力排名跌 經建會開藥方改善 江揆：政府虛心檢討>，

經濟日報，A2 版。 

70經濟日報，2013/5/31，<《社論》競爭力退步 要有危機意識>，經濟日報，A2 版。 

71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2013 年 IMD「世界競爭力」我國弱勢項目因應對策及執行檢

討表，2014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0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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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策的施政方針72。每年的國際競爭力排名儼然成為政府過去一年的施政成績

單與未來一年的施政計畫，而備受重視73。 

但若仔細檢視評比單位對競爭力的定義與評分項目，可以發現其指標建構背

後正是新自由主義價值的體現。IMD 對競爭力的定義是「國家與企業如何透過整

體能力的管理來創造收益或增加國家財富」；WEF 的定義則是「一個國家能夠達

到持續、穩定經濟成長及增加國民所得的能力」。所以，二個單位的評比目標，

都同樣著重於衡量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表現。若從評分項目來看，IMF 主要分為

企業效能、政府效能、基礎建設、經濟表現等四大類，共 331 個指標左右（每年

修正）。細緻來說，許多指標如進口關稅、外資自由取得國內企業經營權、投資

誘因對外人具有吸引力、移民（就業）法妨礙公司雇用外籍員工以及解雇員工成

本等；WEF 的指標則分為經濟績效、政府效率、商業效率與基礎建設等四大類，

共 110 個指標左右。底下細分的指標如開創新事業所需之天數、貿易障礙的普遍

度、貿易加權關稅稅率、勞動者的雇用與解雇是否由雇主彈性決定、勞工解雇成

本以及農業政策造成經濟負擔的成本等。從上述評比指標的設定，都可以看出其

大致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與法規鬆綁想像。但國際競爭力評比模式常常修

正或改變，各指標的是否採計和加權比例也經常變化。這使得各國的總排名與各

項目排名，常因模式變化而大幅變動。若過度重視或將其作為政府的重要施政依

據，可能會失之偏頗。其次，國家競爭力背後隱含著全球經濟是各國相互競爭、

弱肉強食的零和賽局想像。現實上，國際貿易還有著比較利益與彼此互補的功能。

                                                
72仝澤蓉，2010/11/5，<經建會國際評比改善會議 競爭力退後 1 名 建議修勞基法>，聯合

晚報，A2 版。 

73中央社，2010/1/31，<台灣評比 弱勢項目怎改善？經建會因應 改善兩岸關係 積極參與

WTO>，聯合晚報，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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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際競爭力的概念並沒有太大意義，過分重視競爭力排名，反而會造成對經濟

運作的誤解。（Krugman，1999；朱鎮明、朱景鵬，2006；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承立平，2011；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具體來說，以 IMD S2.3.09 指標為例，其名稱為「政府政策對經濟變化的應

變力（Adaptability of government policy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y is low/high）74」。

2012 年我國排名 18（分數為 5.74 分），2013 年排名則下降為 30 名（分數為 4.72

分）。面對排名與分數退後的現象，國家機關共同開會揣測問題癥結和下降原因，

並擬定因應對策與執行情況。如內政部認為：「推測本項排名退步原因涉本部土

地開發部分，可能係民眾或企業期待相關開發審議制度能更為彈性或簡化，以因

應產業即時需求。」故其擬定的解方，就是要配合政府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

來修訂土地開發相關法令與審議規定。藉以讓土地使用更有彈性、更能符合產業

發展需求；財政部則認為分數下降的原因是： 

2012-2013 年台灣經濟受全球經濟政治變動等不確定因素影響，表現不如預

期…惟政策結果或需時間方可收效，且經濟情勢瞬息萬變，政府調整亦需時間，

致可能造成受訪者未肯定政府政策對經濟變化的應變力75。 

                                                
74 IMD 計算本項指標的方式，是以問卷方式詢問各國產業的中、高階經理人，請他們以 1-

6 的尺度評分。對各經濟體問卷發放的份數，是以其 GDP 佔世界的比例來分配。然後，再依照

不同產業對國內 GDP 的貢獻度，分配各國的國內問卷。2013 年 IMD 共調查全球 60 個經濟體，

收回 4200 份問卷（IMD，2013）。 

75 全文為：「2012-2013 年台灣經濟受全球經濟政治變動等不確定因素影響，表現不如預期。

財政部持續配合經濟情勢變動，調整政策方向，在公共財政、稅制改革、活化國有土地及推動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等方面，提出各項振興經濟政策，惟政策結果或需時間方可收效，且經濟情勢瞬

息萬變，政府調整亦需時間，致可能造成受訪者未肯定政府政策對經濟變化的應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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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擬定的解決方案，就是修法提高地方政府的舉債上限、修正證券交易所

得稅課稅制度、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修正奢侈稅條例以及活化國有土地等（國

家發展委員會，2014）。由此可知，若國家機關制定政策與執行政策的目標，只

是為了更能符合評比所設定的新自由主義價值，以及揣摩企業主管們的觀感與期

待，希望藉以提昇自身在國家競爭力評比中的名次。也就不難理解，政府在其重

大施政方向與政策規劃會指向何方，以及具體政策上會採取什麼立場了。 

 

二、  增加高科技產業競爭效率，政府全力排除投資障礙 

由於摩爾定律的影響，電腦性能每 18 個月至 2 年會成長一倍。換句話說，

對高科技產業來說，同等級的科技產品每 18 個月價格會只剩原本的 1/2。因此產

業生態變遷快速。若不能持續研發與推出未來世代產品，就很有可能會被市場淘

汰。所以，若從企業經營面來看，一種嶄新的科技產品推出就算大受好評，得到

很高的市場佔有率。在 18 個月後，其營業額可能會快速下降，剩下不到剛上市

時的 1/2，產品能獲利的週期非常短。因此，若某種產業在景氣暢旺、市場需求

旺盛時，廠商就會希望能儘快把握時間擴廠以及增加產能。 

以生產液晶面板（TFT-LCD）的台灣光電業發展經驗為例，台灣原先並不像

日本、韓國有自主的光電技術研發。在 1995 年之前，光電技術由日本宰制、全

球有 80％以上的面板都是由日本廠商生產供應。同時，韓國廠商見有利可圖，以

國家政策補貼與鼓勵產業投入，於 1996 年逐漸量產與日商競爭。但在 1997 亞洲

金融風暴後，日本廠商逐漸因與韓國削價競爭的成本與風險太高，而不願持續投

資與增加產能。此時，台商以本土筆電業者的面板需求與彈性生產優勢為發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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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配合上日本整廠輸出的模式進行付費技術轉移。快速地從日本引進機器設備、

投入資本建廠生產。自 1999 年起，華映與達碁科技開始正式量產大尺寸液晶面

板。兩年後的 2001 年，達碁與聯友光電宣布合併更名為友達光電，成為全球前

三大的面板製造商。台灣也正式加入，成為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液晶面板

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王綺年，2008；陳泳丞，2004：28-29）。 

2003-2004 兩年，可說是台灣光電產業的全盛時期。2003 年全球經濟開始從

2000 年網路泡沫化的景氣谷底回升後，光電產業快速成長。當年度台灣前 1000

大製造業中就有 55 家是光電產業，並以平均 47％的成長率高居所有產業之冠。

台積電成立 17 年營收才破 2000 億元，友達成立 9 年、量產面板 5 年後營收就接

近台積電的規模76。光電產業在快速成長下，頓時成為國內製造業的明日之星。

其中生產液晶面板的友達光電、奇美電子、群創光電、瀚宇彩晶以及中華映管五

家廠商，還被稱之為「面板五虎」77。面板業的產品生命週期與世代更替比半導

體更快，平均一年就是一個世代78。產業景氣變化，短短一個月價格就可能有很

大的起伏。因此廠商的資金與成本壓力極大，必須持續投入大筆資金擴廠，才能

不被其他競爭者所淘汰。看好液晶電視未來的商機，台灣與韓國廠商開始擴廠比

賽。友達前副董事長陳炫彬曾於媒體專訪中表示： 

…我們發現ＴＦＴ這個產業，一座廠是不夠用的，只好馬上決定再蓋第二座

                                                
76吳修辰，2004/05/17，<面板產業 台灣經濟新發電機 台積電 17 年的成績，友達 9 年就辦

到>，商業周刊，第 860 期，頁 86。 

77吳修辰，2004/05/17，<總獲利翻一倍 2003 年〈1000 大製造業排名〉完整版>，商業周刊，

第 860 期，頁 74。 

78吳修辰，2003/6/2，<郭台銘布局「科技鴻海」的兩大護法 段行建統領 TFT-LCD 大軍，

曹治中擘畫半導體江山>，商業周刊，第 810 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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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所以緊接著在桃園龍潭蓋了第二座廠。坦白講，這中間也沒有經過什麼財務

規畫，business plan（營運計畫）都沒有…在一九九九年八月，龍潭第四代廠開始

動土，當第一個廠進入量產的第二個月，我們就蓋了第二個廠。就像我們中科現

在正在蓋廠，但是我們在第六代廠還沒有完工之前，明年就必須蓋第七代廠。否

則我們會趕不上韓國，這就是競爭79。 

而奇美電子（現已更名為群創光電）的創始人許文龍，也曾在受訪時表示： 

面板玻璃尺寸愈來愈大，如果跟不上就會死，沒有半生不死的。一般來說產

業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好處。這個產業很簡單，就是一定要繼續做，如果你

沒有辦法做，就讓別人做，這是很民主的做法。我也不是很多錢，但是第四廠已

經開始建了，只是我沒有對外發表，所以不是有錢才做，是沒做不行！80 

由於可見，面板業對擴廠速度的重視與執著更甚於半導體業。而台、韓在面

板產業上瘋狂擴廠和流血競爭，也種下後來與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一

樣，因產能供過於求、惡性競爭而導致產業泡沫化的種子。而且面板業與半導體

業不同，半導體的趨勢是越來越小；面板業則是越來越大。隨著面板業的世代漸

次上升，其建廠所需的土地面積就也跟著逐步擴大。且由於大尺寸液晶面板的玻

璃搬運、輸送不易，所以製程前段的面板製造廠與後段的模組廠距離不能太遠。

而無法把耗人工的模組廠，像半導體一樣外移到人工便宜的中國大陸81。為了跟

上韓國競爭者的產能擴充腳步，對光電業者來說，在台灣尋找合適的土地以供給

                                                
79林亞偉、施娟娟，2003/12/8，<「景氣好做到最好 景氣差虧得最少」友達光電總經理陳

炫彬締造千億營收的創業心路>，商業周刊，第 837 期，頁 116。 

80張殿文，2003/08，<做世界第一幸福的人>，天下雜誌，第 282 期，頁 130-133。 

81張殿文，2003/08，<友達光電大小通吃>，天下雜誌，第 282 期，頁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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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擴張的建廠需求就成為產業存續的首要之務。這與亟欲招商、爭取高科技產

業擴大投資的政府正好一拍即合。 

由於勞動成本增加，1990 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紛紛轉移至東南亞或中

國大陸，產業結構逐漸轉換成以高科技產業為主。2000 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後，所

制定的產業政策以建設「綠色矽島」為目標，主軸是發展以知識及資訊通信科技

為主的知識經濟，強化高科技產業的比較優勢。民進黨政府提出「積極開放，有

效管理」的口號，限制高科技產業赴大陸投資。若高科技廠商要申請登「陸」，

就必須先承諾在台投資更大規模、更先進的生產線82。希望藉此維持台灣的技術

領先。讓科技產業能在台投資根留台灣，建設台灣成為高科技研發與製造中心83。

故持續建設科學工業園區，是其重要的產業政策。除了推動竹科四期的銅鑼、竹

南園區外，還包括興建南科以及籌劃中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0）。至

2002 年行政院制定的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即把半導體與影像顯示產

業列為未來發展的兩兆雙星產業。預計 2007 年設立 10 座以上的 12 吋晶圓廠以

及設立 5 座 TFT-LCD 廠，使台灣這兩項產業與相關產品的產值都超過一兆元（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因此，當面板業者提出需求時，政府馬上予以協助解決建廠相關的土地、水、

電與交通問題。以友達為例，2003 年中科一期開發時，其即進入設立六代廠。

2004 年接續進入中科二期，設立七代廠。中科一期與二期的環評審查相當迅速，

中科一期在管理局向環保署申請後 11 天通過。中科二期審查更只花了 1 天的時

                                                
82蘇秀慧，2010/7/9，<經部開出登陸條件 友達 得兌現台灣優先 >，經濟日報，A3 版。 

83朱婉寧、鄒秀明，20010/12/18，<友達獲准登陸 「馬上就可投資」首宗高階面板廠 投審

會放行 經部：下周二發許可函 將可和三星、樂金一決高下>，聯合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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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84。中科管理局也配合友達，在環評通過後以最速件核發建築執照85。在中科

二期開發期間，雖傳出地主對於土地徵收價格不滿而抗爭，但在當時行政院副院

長林信義出面緊急開會協商提高地價下，問題順利得以解決86。整體來說，為了

爭取投資，國家機關展現了極高的效率。由於中科第一期、第二期開發過程非常

順利，廠商進駐情況踴躍而使土地不敷使用。國科會也向行政院，要求儘速開發

中科三期園區。 

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昨天在國科會主委吳茂昆陪同下，首度到中科園區巡視，

李界木當面向葉菊蘭「訴苦」，表示中科土地供不應求，但還有許多廠商想要進

駐…葉菊蘭當場保證，政府一定會解決廠商設廠土地需求，現在「只怕廠商不來，

不怕政府做不到」。她也要求國科會，儘速將中科第三期園區規劃案送到行政院，

以利中科後續開發87。 

2004 年在台中縣政府的爭取下，中科管理局將台糖后里農場、七星農場列

入中科三期的預定地。友達與華映也立即表達前往設廠的意願，華映選擇后里農

場、友達則選擇七星基地作為設廠地點88。但中科三期園區的規劃與興建卻是一

                                                
84 中科一期 2003 年 6 月 6 日初審，同年 6 月 17 日有條件通過；中科二期環評 2004 年 5

月 10 日初審，隔天 5 月 11 日有條件通過。 

85宋健生，2004/5/13，<友達七代廠 建廠工程啟動 中科核發建照 康寧配合進度 玻璃基板

廠 6 月動工>，經濟日報，7 版。 

86黃寅、柯永輝，2004/5/13，<林信義 台中榮譽市民 炒熱台中經濟行情 胡志強讚譽「林

炒手」 友達當面加碼投資 被視為送林的畢業禮>，聯合報，B4 版。 

87宋健生，2004/6/18，<友達華映台積 擬進駐中科 五家科技大廠表達意願 投資金額將上

兆>，經濟日報，7 版。 

88宋健生，2004/5/19，<華映擬進駐中科 將與友達爭地 同時看中后里七星農場 中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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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三折，不如一、二期一般順利。中科三期原先規劃用地包括台糖七星農場、后

里農場、軍事用地以及私有地，面積達 728 公頃。但在地方居民抗爭與國防部反

對下89，進度一度延宕。但在行政院出面協調後，最後剃除軍事用地以及大部分

私有地，面積調整為約 600 公頃90。 

在南韓開始規劃建八代廠後，友達感受到追趕的壓力91。為了增快建廠進度，

董事長李焜耀拜會當時的經濟部長何美玥。希望能協助處理建廠用地取得問題，

經濟部也承諾將會全力協助友達完成在台設廠92。但在開發案於 4 月送進環評後，

中科三期就遇上環保團體出身的第六屆環評委員挑戰，使七星基地的審查陷入瓶

頸（杜文苓、彭渰雯，2008）。在價值衝突的情況下，環評委員質疑開發單位所

提出資料的正確性與可行性，使審查進度遲緩。在友達施加時間壓力，宣布將於

5 月動土後。行政院長曾多次公開出面喊話，要求限期通過93。行政院副院長也

因打電話給環評委員「溝通意見」，而被公開質疑是關說與施壓，引起軒然大波

94。在歷經五個月的審查後，最後在官方動員官派環評委員全體出席投票力挺之

                                                
先提申請可優先取得>，經濟日報，7 版。 

89宋健生，2005/8/18，<國防部不願遷移后里營區 友達 4,000 億設廠案恐受阻 >，聯合報，

B2 版。 

90宋健生，2004/9/8，<中科三期 調整為 600 公頃>，經濟日報，C4 版。 

91黃靖萱，2005/09，<不加速就淘汰 友達快馬加鞭建設中科廠>，天下雜誌，第 330 期，

頁 34。 

92丁萬鳴，2006/1/5，<經部疏通 高科技廠暫緩登陸 力晶、華映、友達投資中科 3000 億元 

政府將協助設廠>，聯合報，B2 版。 

93謝偉姝，2006/3/16，<中科基地審查 蘇揆限期辦理>，經濟日報，A9 版。 

94何易霖、林政忠，2006/3/28，<環評委員嗆聲 政院干預獨立審查 九位連署指蔡英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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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才得以有條件通過環評95。 

在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環評通過後，環保團體與居民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撤銷環評結論的行政訴訟。2008 年 1 月法院以環評審查有瑕疵、可能損害居民

健康為由判決撤銷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的環評結論96。判決出爐後，環保團體訴求

國科會應依照判決立即停止開發97。為了不讓判決影響園區內的水、電與公共設

施工程以及廠商建廠進度，以致於衝擊光電業國際競爭力。故國科會與環保署在

開會討論後，以本案仍持續上訴中並未最終確定為理由，認為不需停工、廠商可

以繼續動工開發98。 

至 2010 年 1 月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環保署上訴，本案判決確定。擔心若因判

決結果而影響友達裝機進度與產能，會導致巨大衝擊。不但可能讓投資喪失，台

灣在全球面板的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力也可能為此下降99。故在確定原有七星基地

環評結論失去效力後，環保署公開表示無法要求廠商停工。其藉由解釋法律，認

定環評無效是單指「自始未經完成環評審查」才適用無效規定，故廠商既成的開

                                                
4 月通過中科七星農場基地 政治凌駕專業 蔡英文表示受人之託>，經濟日報，A3 版。 

95朱淑娟，2006/3/28，< 10:8 官方護盤 環評過關 中科環委辭職 痛批環署刻意逢迎政院 

左右審查結果 委員憤而退席 場外后里居民抗議 高喊「環評之恥」>，聯合報，C3 版。 

96朱淑娟，2008/2/19，<環評案被撤銷 環團促中科停工>，聯合報，A13 版。 

97宋健生，2008/2/2，<七星基地環評審查無效…中科：友達建廠 恐受阻>，經濟日報，A7

版。 

98朱淑娟，2008/2/1，<中科七星案 環評審查無效 首件通過的環評案一審撤銷 環團振奮 

期間環委曾聯名抗議政院干預 環保署將上訴>，聯合報，A15 版。 

99蕭君暉，2010/1/23，<千億投資若泡湯 肥到韓廠>，經濟日報，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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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許可不受影響。按照判決本案並不需要重做環評，只要補充判決中所要求的健

康風險評估即可。即使 2010 年 7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根據最高法院判決，裁定

中科管理局應停止執行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的開發與營運。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

仍公開宣布，在針對裁定的抗告結果出爐前，中科不需停工。同時，要求環保署

儘速通過健康風險評估，補正行政程序100。國科會也引用行政訴訟法規定，認為

判決的效力不及廠商。縱使園區開發需遵守法院裁定停工，但廠商不需要停產101。 

由上述案例可知，為了增加國家競爭力，扶植與促使高科技明星產業順利發

展。政府會盡一切努力，去掃除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土地、環保、法律與其他機關

所設的障礙與干擾。縱使國家機關中的其他成員（如法院），依其職權判決宣告

開發行為違法、無效。政府也會以其掌握的行政權、透過解釋法律或忽視判決效

力的方式，讓產業的投資、生產不受影響，藉以達成國家理性的經濟發展目標。 

  

                                                
100 仇佩芬、曾薏蘋，2010/08/05，<抗告結果確定之前 政院要求維持中科 3 期營運>，中

國時報，A4 版。 

101 李宗祐、朱立群、劉宗志，2010/08/11，<國科會切割：中科停工不停產 搬出《行政訴

訟法》 認為裁停停效力與「當事人」以外第三人無關 公共工程停工 但廠商可續營運建廠>，中

國時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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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民社會的反思與行動 

一、  奇蹟背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背後問題與公民覺知 

隨著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其所衍生的許多社會與環境問題也隨之逐漸浮上

檯面。受其影響的社區、勞工與倡議團體亦開始嘗試了解問題，喚起社會的關心

與注意。以下從環境污染與土地掠奪、勞工工作時間過長與工作安全以及租稅分

配不公等面向，來分別討論高科技產業對社會造成的問題與影響。 

環境污染、土地掠奪問題 

在 1970-1980 台灣各地環保抗爭紛起後，傳統重化工業因造成嚴重環境污染

而遭到地方居民排拒。當時國家機關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為策略工業，借用美式

社區與公園化的形象，將其包裝為科學、乾淨且低污染的進步產業。但實際上，

高科技產業製程中使用大量的新興化學物質，其對環境的毒性以及對人體健康的

影響均來不及經研究驗證即投入生產。且科技業產品生命週期短暫，技術變遷快

速。製程中所使用的配方隨著技術進步，每一兩年就會有很大的變化。由於產業

生態高度競爭，廠商常以商業機密為由而不願公布所使用的化學原料配方與清單。

加上台灣的工業廢水與灌溉水長期有著「灌排不分」的現象，更使高科技產業成

為生產環境風險的危害者（杜文苓，2008：35-36）。以新竹市為例，清大周遭居

民原先受盡李長榮化工廠的汙染（何明修，2006：69-71）。所以對看起來綠意盎

然、高科技低污染的新竹科學園區，採取歡迎的立場。但園區設立十多年之後，

周遭居民開始抱怨家中空氣充滿刺鼻臭味（杜文苓、邱花妹，2011）。園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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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崎村也發現，村莊周圍的野溪源頭呈現黑色，顯見溪水已遭到污染102。但村

民仍長期飲用受污染的溪水與地下水，當地並無管線供應自來水103（Chiu，2010：

181-187）。直到 2007 年，才終於獲得中央補助工程款，得以安裝自來水104。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面板廠下游的霄裡溪沿岸。在 2001 年友達與華映設廠

後，排放口附近的桃園縣龍潭鄉三和村民較早發現異狀。於 2003 年、2004 年、

2005 年皆發現溪流中的魚蝦生物有集體死亡的現象。2003 年 12 月華映生產所造

成的臭味，還曾引起當地國小學童身體不適，而引起居民圍廠抗議。而下游以霄

裡溪水養殖錦鯉的養殖戶，也曾因溪水受到污染而使錦鯉集體暴斃。居民雖多次

向環保局檢舉，但狀況並未改善。而下游的新竹縣新埔鎮居民則是感覺，自己家

中世世代代飲用的井水出現異狀。飲用井水與接觸溪水時，身體都會有不舒服的

反應。向前追溯後，才發現上游面板的廢水已經透過溪水滲透至地下水中。此外，

下游的自來水取水口也已經遭受污染。因此，當地的新埔愛鄉協會才開始與台北

的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展開合作與串連，希望能解決當地長久以來的高科技汙染

問題（杜文苓、李翰林，2011）。 

另一方面，近年來廣泛和大規模開發科學園區，也引起土地規劃與徵收問題。

新設科學園區必須徵用廣大的土地，但現今台灣只有農地才能符合大面積、地價

低和易徵用的條件。故從中科三、四期開始，科學園區的區位選擇問題、與農爭

                                                
102陳權欣，1996/09/24，<寶山大崎村污染 村民膽大照飲 位處科學城正下方 地下水源頭

已呈黑色 還是有人挖井取水>，中國時報。 

103陳權欣，1996/10/19，<大崎村仍有人喝地下水 水質已遭科學園區污染 鄉所應速告知村

民>，中國時報。 

104陳權欣，2007/11/28，<爭 10 年 住水庫邊終於有自來水 >，中國時報，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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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爭議就不斷發生，最明顯的就是中科四期園區內的相思寮聚落的土地徵收與

保留問題105，其後續效應，促使了農民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土地徵收的「反圈地

運動」106。 

而政府於全台廣設科學園區的政策，亦被認為可能是產業政策上的「迷信」。

曾經擔任過經濟部長與經建會主委的尹啟銘（2004：178-181）認為，科學園區與

加工出口區都屬於經濟特區，應只擔負特定時期扶植特定產業的階段性任務。

1980 年代的新竹科學園區是成功的案例。但成功後應該是要把成功經驗移轉到

一般的工業區，而非全台複製科學園區。更何況並非所有的成功的高科技產業都

設址於科學園區內，如 TFT-LCD 的瀚宇彩晶、華映或是筆電廠商的廣達、仁寶、

英業達、神基等皆落腳於一般工業區。而後來進駐科學園區的廠商，多半都是既

有資本密集量產型、需要大面積土地的廠商尋求擴廠，而較少為新興或創新企業。

因此，若只緊抱過去科學園區的經驗，而非賦予科學園區新定位或功能。就可能

排擠一般的工業區，而破壞國土整體規劃。一方面使已開發的工業區土地閒置，

另一方面如中科三、四期一樣，會破壞了優質、適合農作的農業區。所以，應該

要推動的是小規模、以研究發展為主的創新園區（如南港軟體園區），而非大面

積、以量產製造為主的科學工業園區（尹啟銘，2006：266）。 

勞工工作時間過長與工作安全問題 

在台灣方面，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勞工，普遍有工時過長與加班過多的現象。

高科技公司研發工作多半不用打卡，但採責任制，每天實際工作 12-14 小時。平

                                                
105劉開元，2010/07/27，<相思寮不賣！農民抗議徵地>，聯合晚報，A4 版。 

106劉開元、彭宣雅，2011/07/16，<反搶地！反搶水！要糧食安全！就在今晚！農民重返凱

道>，聯合晚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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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個月只休息 4-5 天。工程師們的心態都是趁年輕還有本錢多賺一點107。科技

產品光彩的背後，是工程師的血汗與肝。因此，工程師間流傳著一句話，工作就

是「沒死的操到辭職，沒辭職的操到死」108。2010 年南亞科技曾在 5 天內，發

生兩名工程師相繼猝死的事件。其中一名 29 歲徐姓資深工程師，每月加班超過

95 小時，平均每日工作 13-19 小時。由於公司片面更改工作為「責任制」。凌晨

被發現猝死於家中堆滿公司文件的書桌前109；2011 年宏達電謝姓工程師也被發

現猝死。經勞動檢查後發現，他每天上班工作都超過 8 小時，每月有 7 天工作超

過 12 小時。也曾經有某月連續上班 13 天，而沒有休假。而公司也宣稱工程師工

作內容屬於責任制110。高科技產業職場的高度壓力以及過度勞累，使許多科技新

貴都有心理憂鬱的問題，而成為過勞死的高危險群111。但高科技產業，依勞動法

令並不能適用責任制。在前述工程師過勞死的新聞頻頻發生後，勞委會才公開表

示，將會對科技業的違法情況進行勞動檢查112。 

高科技產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與代工廠，也普遍都有員工工作時間過長、加

                                                
107李青霖、蔡永彬，2010/09/27，<累死人「趁年輕多賺一點吧」>，聯合報，A2 版。 

108鄒秀明，2013/07/30，<加班！加班！科技外衣下一個個快爆的肝 腦力勞力都密集 平常

加班算什麼 假日都來了 「沒死的操到辭 沒辭的操到死」>，聯合報，A2 版。 

109林政忠、蔡永彬，2010/09/27，< 1 月兩起工程師身亡…南科猝死案 疑責任制惹禍>，經

濟日報，A4 版。 

110吳佩玲，2011/02/25，<宏達電挨罰 猝死工程師 每日超時、少休假>，聯合報，A18 版。 

111楊正敏，2006/11/4，< 1 成 5 科技新貴 鬱卒啦 衛局調查發現 搞失蹤逃避壓力、刷卡宣

洩、工作要求太完美… 都要找專家諮商解決憂鬱>，聯合報，C4 版。 

112張文馨，2011/03/1，<高科技過勞死 王如玄要查誰搞責任制 高科技產業是否涉及責任

制 將設為今年勞動檢查的重點項目>，聯合晚報，A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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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過多、工資過低、雇用學生為臨時工以及工作環境不佳等問題。自 2010 年開

始，做為全球旗艦品牌代工廠的鴻海（在香港上市的轉投資公司名稱為富士康），

連番發生十幾起生產線員工跳樓自殺事件113。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使國際輿論

開始關注高科技產業的勞工權益與勞動條件情況。另一家台資代工廠和碩，也被

媒體揭露苛扣勞工薪水、勞工超時加班、扣留員工身分證以及生活環境惡劣等違

規行為。此外，和碩還涉嫌非法排放汙水，污染環境114。這些事件的爆發，使得

高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下的勞動條件與環境污染問題備受矚目。 

此外，但隨著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其製程中所使用大量的有毒化學物質對

勞工安全的危害。使得高科技產業的勞工也是職業病的高危險群體。許多半導體

工程師，在工作中長期接觸與吸入多種有機溶劑，但缺乏防護。長期下來，導致

身體異常、有暈眩與視力不清的症狀115；在無塵室工作的員工，由於長時間穿無

塵衣，待在過分乾燥的環境中。也有許多年輕員工產生皮膚乾燥、乾癢難忍，診

斷後懷疑是罹患冬季濕疹的案例116；而中科的茂德科技於 2006 年，也曾發生兩

名工程師在機器組裝時分別吸入、接觸有毒的氫氟酸而立刻送醫急救的案例117。

這些案例都顯示除了超時工作以外，高科技產業製程中所使用的許多有機溶劑和

                                                
113林庭瑤，2012/06/15，<成都富士康 員工墜樓亡>，聯合報，E1 版。 

114吳父鄉，2013/07/30，<和碩涉扣勞工薪水，蘋果要查。供應鏈大震撼，中國勞工觀察組

織指控違反超時加班、扣留身分證等事項>，經濟日報，A10 版。 

115陳素玲，2014/03/1，< 1 千件 vs.4 萬件 台灣職業病黑洞 最大黑數：職業性癌症、腦心

血管的過勞 高危險群：有機溶劑製造業、高科技產業>，聯合晚報，A1 版。 

116修瑞瑩，2008/02/21，<無塵室工作 引發冬季溼疹>，聯合報，E2 版。 

117鄭毅、趙容萱，2006/02/21，<中科頭一遭 氫氟酸傷 2 人 茂德組裝機械 傷者無生命危

險>，聯合報，C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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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劑，對員工都可能造成潛藏的傷害。 

租稅分配不公問題 

在稅賦方面，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過程受到國家機關扶植，享有較一般傳統產

業更多的租稅優惠。如前所述，科學園區管理條例與促產條例是優惠的最大來源。

2000 年通過的促產條例修正案，使高科技產業只要前端在台灣設計，後端的製

造也可以同步免稅。因此，助長了「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產業生產網絡形成，

使得台灣製造業加速外移至中國大陸。整體來看，高科技產業是促產條例最大的

受惠者，除了第三章所述的員工分紅配股優惠以外，還可以運用五年免稅、股東

投資以及自動化設備與功能性投資來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簡稱營所稅）。財政

部賦稅署曾統計 2004 年營所稅流失的金額與比例。發現促產條例中的五年免稅

與股東投資抵減，共使稅收流失 217 億元。而受惠者全部都是 400-500 家的高科

技產業，65 萬傳統產業無一家可適用；另外自動化設備投資抵減則使稅收流失

292 億元，其中 206 億元（約佔 70.5％）集中於高科技產業。而個人綜合所得稅

適用促產條例的股東投資抵減者，金額共計 41 億元，其中 60％都集中於稅率 40

％的高所得者118。若以個別廠商來看，按照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2005 與 2006

年許多稅前盈餘超過一百億元以上的高科技產業，實質稅率均低於 10％。如聯

發科的平均稅率為 4.05％；台積電為 3.26％；聯電則為 5.06％。面板業的兩家大

廠友達與奇美電子，稅率則分別為 6.71％以及 0.21％。顯示高科技產業的實質租

稅負擔，比受薪者的綜合所得稅稅率還來的低（林宗弘等人，2011：84-85）。 

因此，為了爭取租稅改革，由勞工、婦女與社會福利團體所聯合組成的泛紫

                                                
118王信人，2005/03/12 ，<賦稅署：今年依促產條例營所稅抵稅 逾七成集中高科技公司 > ，

工商時報，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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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於 2005 年發起抗稅運動。希望透過抗稅打憲法官司，扭轉稅制 70％由受薪

者負擔，而獨厚財團企業與富人現象。而抗稅運動，也成為後來促成稅制改革，

企業與個人都必須繳納最低稅額的「最低稅負制」先聲119。 

 

二、  倡議團體如何以體制內外途徑挑戰國家機關與企業 

在公民社會覺知高科技產業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後，許多公民與社會團

體試著尋求改變與改善的可能性。開始透過國家機關體制內外的多元管道，嘗試

制衡政府相關政策和改變企業行為。以下就常用的行政、立法、監察、司法以及

國際串連與供應鏈等途徑，以及各途徑會遇到的問題與限制分別討論之： 

行政途徑：進入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自從台灣進入民主化之後，倡議團體參與行政體制和取得政策相關資訊的途

徑逐漸開啟。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決策體制開啟。民間團體成員甚至可以

取得正式代表身分，加入具有審議與決策效力的委員會擔任委員（何明修，2006；

杜文苓、彭渰雯，2008）。針對高科技產業相關影響以及科學園區開發，主要的

行政參與途徑為環保署主管的環評。 

環評由於具有事前環境影響預防、事後環境變遷因應的設計，在法制上又具

有開發否決權。所以其審查過程，常是倡議團體著力與矚目的焦點。不論是在霄

裡溪、中科三期或中科四期，環評審查以及附屬於環評之下的大小會議，皆是參

                                                
119陳雅玲，2005/6/6，<抗稅有理 台灣經濟人權嗆聲 五十位稅改急先鋒，要和政府打憲法

官司>，商業周刊，第 915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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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議題和取得資訊的主要途徑。對外，環保署努力塑造環評過程是客觀、公平就

科學事實進行調查與評估的制度場域。 

環保署強調環境影響評估係開發行為對環境的可能影響程度及範圍，事前以

科學、客觀、綜合的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

及審查，換言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是一種科學的專業審查，主要基於審查當時

科學上所能釐清及確認的事實，如果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主管機關

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環境影響評估法亦明定有處置方式120。 

因此，環保署認為環評結論是專家經過充分討論、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按照

其專業判斷所共同形成的共識。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係就開發單位提出之替代方案以經驗與學理為依

據進行專業審查，確認開發單位所提出環境影響減輕措施對策已在對環境安全可

接受的範圍內，或於審查結論中規定其進入安全可接受範圍應採取的補充措施後，

通過該開發案的環評審查，或因該開發案即使採取補充措施亦無法進入安全可接

受的範圍而認定不應開發121。 

環保署對於環評的認定與想法，屬於 Cashmore（2004）環評分類裡的「環境

設計模型」。其把環評過程視為一種價值與事實分離的應用科學行為。認為可以

以獨立、科學、客觀地方式，收集資料證據與釐清事實，再藉由專業審查提出解

決或減輕方案。只有在措施無法有效地減輕影響，使評估結果完全不能進入安全

                                                
12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計處（2009）。環保署強調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應基於科學事實，2014

年 3 月 19 日，取自：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0980913145922。 

12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計處（2009）。環保署說明中科四期廢水排放事宜，2014 年 3 月 19

日，取自：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098102120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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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時才可能否決。因此，環評審查似乎不具有政治性。 

但以 Jasanoff（1990）的看法，環保署的說法完全混淆了研究科學與政策科

學之間的區分，背後隱含著是一種科技決定論的價值觀（徐世榮、許紹峰，1991）。

環評審查過程中的基礎文本：環境影響說明書（簡稱環說書），是由開發單位為

了順利通過環評而提供的。在本質上，其提供的資料就是自我篩選後的結果，並

非沒有立場、客觀中立的科學事實。而環評審查之前，環保署對環說書的內容只

做形式要件審核，而不做實質真偽審查。而導致環評委員可能在虛偽的事實認定

基礎上，做出價值判斷。在霄裡溪案例中，友達與華映在環說書內即附了錯誤的

自來水資訊122，誤導了環評委員判斷。直到其有條件通過審查，錯誤都仍未獲糾

正，而導致下游新埔居民受害誤飲面板廢水十幾年。 

其次，環評委員由各機關代表以及不同學科的學者專家所組成。由於不同學

科之間的具有難以理解的典範鴻溝，彼此溝通基礎薄弱。若委員間的共識無法形

成，而最後只能在結盟或利益交換下採用投票決定，就還是一種政治行為。事實

上，由於環評審查最終准駁結果涉及開發行為能否繼續進行，牽涉到公共利益和

社會資源的分配。審查過程難免要處理規範性的價值取捨與排序問題，因此從來

就不是能單純只審查事實的場合（湯京平、邱崇原，2010）。而擔任主管機關的

環保署，對於環評也擁有議程設定、會議安排、制定議事規則以及資料審核等行

                                                
122 在 2001、2002 年環說書的環境影響評估敏感區位說明中，開發單位提出位處台北縣三

峽與鶯歌鎮之板新取水口管理單位證明文件（隸屬於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用以證明開

發案並未影響自來水之水源。但華映、友達二廠申請設置之廢污水放流口的霄裡溪，應屬自來水

公司第三區管理處管轄。且霄裡溪下游早已於 1998 年就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由新竹縣政府規劃、

由環保署公告為取水口一定距離保護區。此一取水口正是供應新竹縣新埔鎮三萬人自來水之水

源，卻在環評審查中被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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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力，可以對個案發揮影響力。 

所以，當 2005 年許多具有環保團體背景的成員進入環評體系，擔任第六屆

環評委員後，覆蓋在環評之上客觀中立的科學面紗被揭開。中科三期后里基地的

環評雖經四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許多環評委員仍對空氣中的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替代方案、廢水排放點與影響等項目有所

疑慮。但同時，媒體報導指出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對重大投資案環評遲遲未過表

達關切，指示經濟部全力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123。本案就在爭議中排入 2006

年 2 月 27 日的環評大會，最後在表決之下以 9 票贊成有條件通過。在后里案的

基礎上，接下來的審查的中科三期七星基地案更引起各界的廣泛注意。由於兩案

基地距離接近，許多如廢水、空氣污染、健康危害等區位問題也差異不大。在環

評委員的仔細審查之下，歷經 5 次初審會。審查期間還爆發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蔡英文打電話給環評委員「關切」的施壓疑雲。最後才於 2006 年 6 月 30 日排入

環評大會，在官派委員出席投票支持下，以 10：8 有條件通過（杜文苓，2010）。 

從審查次數與期間來看，中科三期后里基地 2005 年 11 月 17 日起算，共計

召開 4 次初審會，花費 102 日審查後才通過。中科三期七星基地則自 2006 年 3

月 23 日第一次初審會起算，共計召開 5 次初審會。至同年 6 月 30 日有條件通

過，共計花費 99 日。與中科一期、二期分別只花費 11 日（2 次初審會）與 1 日

（1 次初審會）就通過審查。可以發現相較於過去以環工學者為主的環評委員會，

代表多元價值的第六屆環評委員在審查上更為仔細與精確。但也因此對以經濟發

展與效率為目標的政府造成妨礙，故具有環保團體背景的環評委員在任期屆滿後

                                                
123王莫昀、呂雪彗、崔慈悌，2006/02/20 ，< 6000 億投資卡在環評 政院跳腳 蔡英文要求

經濟部全力溝通讓中科后里基地、台塑大煉鋼廠、彰工電廠、機場捷運等重大工程，早日動工。

> ，工商時報，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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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未獲續任。 

整體來說，藉由中科三期的審查過程，突顯縱使倡議團體成員透過行政途徑

進入體制擔任環評委員。在政府權力主導的行政體系中，其能力還是有所極限。

因此，倡議團體除了環評以外，必須尋求其他途徑與管道相互配合以發揮影響力。

但透過行政途徑也使環評過程更加透明，揭露了環評審查本質的政治性。而中科

三期環評結論中所附加的條件，更成為後續司法途徑的訴訟基礎。 

監察途徑：糾正與調查報告 

在國家機關的制度設計上，監察院掌有調查、彈劾、糾正、巡察及審計等權

限，負責監督政府施政、糾彈違法或失職情事。所以，當民眾對政府機關的施政

或政策有疑慮時，向監察院陳情是常用的方法。在霄裡溪案例中，地方居民亦曾

多次書寫陳情書狀，在監委到地方巡察時遞送124。地方首長與立委亦曾赴監察院

陳訴，要求監委追查責任糾正經濟部、環保署與桃園縣府125。監察院經過調查後，

針對霄裡溪案，分別於 2008 年以及 2012 年提出了兩次糾正。2008 年 12 月監院

在當地居民與里長的陳情下，做成 97 財正 0009 號糾正文，糾正水利署與桃園縣

政府126。認為兩機關怠未詳查環評結論，放任華映與友達公司將廢水排進屬於優

                                                
124徐養齡、羅緗綸，2010/10/23 ，<救新埔 鎮代主席跪求監委 霄裡溪汙染「確定禁排廢

水」 中美榮採砂外運 「縣府加強監督」> ，聯合報，B1 版。 

125羅緗綸，2012/04/14 ，<邱鏡淳監院怒吼：還霄裡溪清白 立委徐欣瑩等人遞陳訴書 要

求糾正經濟部、環保署、桃縣府 監委：將進一步調查> ，聯合報，B1 版。 

126 糾正文案由為：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縣環保局）怠未詳查環境影響評估

（下稱環評）審查結論，擅予核准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下稱華映廠）及友達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宏碁廠（下稱友達廠）（下稱本案 2 廠）廢（污）水排入霄裡溪；經濟部水利署（下稱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則怠未依法巡查，致本案 2 廠將廢水排入該溪多年餘，始要求其等申請排放

許可，值此全球淡水遭受嚴重污染，該溪等甲類水體優質水源急需保護之際，上開 2 機關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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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水源的霄裡溪中。在監察院糾正後，配合環保署當時審查的環境差異分析與因

應對策。終於在 2009 年的環評 177 次大會中，促使環保署做成建議兩廠改排老

街溪的結論。 

但在廢水改排的環評結論出爐後，現實情況並未改變。桃園縣府以必須周延

審慎地審查排放許可為由，遲遲不肯准許友達與華映的改排計畫。環保署則推諉

排放許可審查為地方自治權責，故無法干預。地方居民在求助無門下，只好再次

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受理調查後，於 2012 年 9 月做成 101 財正 0038 號糾正文

與調查報告127。擴大糾正範圍至行政院、內政部、經濟部、環保署與桃園縣政府。

認為上列機關放任桃園縣府忽視前次糾正內容。使水源持續遭受污染，且兩縣爭

議無解、縣民抗爭不斷。目前本案尚未結案，雖環保署已做成零排放方案，監院

仍持續追蹤監督中128。 

                                                
監督之經濟部水利署、桃園縣政府均顯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27糾正文案由為：行政院疏未落實地方制度法明定之爭議解決規定及環境基本法揭櫫之環

境保護優先原則，致迄未主動督同經濟部、內政部及環保署依法對桃園縣轄內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宏碁智慧園區廠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等二廠廢水排放問題積極審慎妥處，並坐

視桃園縣政府輕忽本院糾正意旨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決議，肇生桃園、新竹二縣政府之爭議懸而

不決，暨二縣縣民之抗爭與陳訴頻頻不斷，斲傷政府形象至鉅。該院復疏於監督，致經濟部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怠忽法定職權及國內優質水源亟須積極保護之重要性，迄未就飲用水源之規劃

及認定權責確實釐清，猶推諉塞責，肇生管理之疏漏，亦無視霄裡溪依目前相關事證顯難遽認「非

屬飲用水源」之事實，肇使桃園縣政府率憑該等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擅再核准系爭廢水持續污染

該溪，致國內已臻稀有之優質水源難以確保，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128 羅緗綸，2013/04/20 ，<監委巡查到竹縣 受理 8 陳情案 霄裡溪汙染案 居民盼監督華

映、友達「零排廢」施工進度 鳳山溪潰堤案 第二河川局拒賠 議員怒批：胡扯「天災」！> ，

聯合報，B1 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7 

 

司法途徑：撤銷環評結論訴訟 

司法，在制度上做為窮盡其他救濟途徑後的最後救濟管道。在過去的威權時

代，由於法制不完整、行政干預司法以及爭訟成本高昂，一直未獲重視。但在近

來的高科技產業爭議案建中，司法途徑漸漸成為一種新興的制衡途徑。2008 年

環保團體針對中科三期的環評結論進行行政爭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首開先例判

決撤銷環評結論129。法院從環評審查過程認定環保署以本案對環境無重大影響，

從而不需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環評審查，也並無針對初審意見做具體回應。但環

評審查結論第五項為： 

開發單位於營運前應提健康風險評估，其中必須包含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意外

災害類比與因應及針對區內污染正常及緊急排放狀況下，對居民健康之影響提出

風險評估及應變措施，送本署另案審查。如評估結果對居民健康有長期不利影響，

開發單位應承諾無條件撤銷本開發案。 

由此項結論內容，可知環保署在開發單位並未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的情況下，

即認為開發行為對居民健康無重大影響無需進行二階環評，而可有條件通過環評

審查。因此法院認為環保署的判斷是基於不完全或錯誤之事實認定，故判決環評

結論違法需撤銷。後經環保署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於 2010 年 1 月駁回上訴，

判決定讞130。判決確定後，環保署公開於報紙上刊登廣告，抨擊行政法院判決。

並自行認定本案不需重做環評，只要補充判決中所要求的健康風險評估即可。而

環評無效是指「自始未經完成環評審查」才無效，因此國科會核發給廠商的開發

許可不受影響。直到 2010 年 7 月倡議團體以判決內容為本，向台北高等行政法

                                                
129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117 號判決。 

130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3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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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聲請停止執行。根據判決，法院裁定 7 日內中科管理局應停止執行中科三期七

星基地的開發與營運。 

為了害怕影響在七星基地設廠的友達以及旭能的建廠與生產進度，2010 年

8 月中科管理局與法務部均表示，裁定效力僅限於中科，而不及於第三人的友達

與旭能，故「停工不停產」。環保署並火速於 2010 年 8 月 31 日通過中科三期的

健康風險評估，有條件通過環評以補正行政程序。倡議團體就此環評結論亦提出

撤銷訴訟，至今仍爭訟中。但法院已對原告與被告兩造提出和解方案，希望凝聚

共識而避免無謂的耗損與鬥爭131。同時若和解破局，法院可能判決撤銷環評結論

造成空窗期而導致廠商停工。因此，環保署也首開先例自行宣布中科三期七星基

地案主動進入二階環評，為判決結果預做準備132。 

無獨有偶，2012 年 10 月針對中科四期的行政訴訟，高等行政法院也判決撤

銷內政部的開發許可133。但在內政部與中科管理局共同上訴後，2014 年 1 月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判決對委員會的專業判斷過度審查，而未考量其他事實。故判

決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廢棄，發回重審134。 

上述這些案例與判決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甚至引起友達的董事長

                                                
131吳典蓉（2014）。法官提和解方案 中科三期解套有望？，2014 年 5 月 9 日，取自：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739d286d-a374-11e3-9f4a-

ef2804cba5a1/?uuid=739d286d-a374-11e3-9f4a-ef2804cba5a1。 

132尹俞歡、江睿智、蕭君暉，2014/04/14 ，<中科三期 環評爭議再起 環保團體要求完全

停產才能進行二階環評 友達、桑緹亞恐成最大受害者> ，經濟日報，A1 版。 

13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134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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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耀直接抨擊法院的介入與制衡是紊亂國家體制135，或是環保署公開登報批

評司法判決「無效用」、「無意義」且「破壞環評體制136」以及國科會副主委賀陳

弘對法院以選址條件有瑕疵為由判決敗訴是侵害行政權，表達強烈的抗議與不滿

137。 

立法途徑 

由於擁有制定法律以及審查預算的權力，相較於司法院和監察院來說，立法

院（簡稱立院）對政府有更直接的影響力。在制度設計上，立法委員是透過選區

投票或政黨票直接選舉產生，這使其較在乎選民的感受和意見。就資訊面來說，

若民眾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向政府機關申請特定資料，往往會被以各種名義拒絕提

供（杜文苓、李翰林，2011）。但若透過立法委員以質詢名義要求提供資料，卻

很容易達成。各行政機關也都在立院設有國會聯絡人，負責法案溝通以及隨時「傾

聽」立法委員們的需求。所以，企業、民眾與倡議團體皆常常以立院做為施力槓

桿，希望能影響法律或公共政策的制定。一般民間團體在立院針對個案最常用的

施加壓力方法，就是藉由法案審查、專案報告、質詢與預算審查等機會來影響行

政機關。 

以霄裡溪為例，在立院所安排的兩次專案報告是掌握個案資訊與製造壓力的

重要機會。一般來說，專案報告都是許多委員關切的議題，才會請相關委員會的

                                                
135 陳泳丞，2010/08/03 ，<中科後續開發暫停，友達擴廠受衝擊 李焜耀：台灣有幾個政

府？> ，工商時報，A2 版。 

136 環保署，2010/2/10，<環保署「依法行政」－澄清近日讀者投書及環保團體對於中科三

期環評審查及法令的誤解>，自由時報，A11 版。 

137蔡永彬、何醒邦，2012/10/13，<中科許可撤銷 國科會：法官英明 請代為選址>，聯合

報，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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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委員安排一整天議程來進行。通常的程序都是先由行政機關首長就議題現況

口頭報告，之後再由登記發言的立委進行質詢。由於質詢的議題聚焦且集中，因

此可以從專案報告中得到許多最新進展。例如環保署當時就在專案報告中告知，

友達與華映已承諾會達成廢水零排放方案。由於華映缺乏技術，所以友達會負責

技術移轉，目前正在磋商授權金的金額。其次，當時環保署為了怕霄裡溪沿岸居

民飲用受污染地下水，而幫社區居民安裝自來水的工程費用，已由華映與友達支

付138。 

另一項有效的影響方式，是於委員會審查行政機關下年度總預算時，以凍結

預算的方式對機關施加壓力。2011-2012 年，環保署公布了三項對高科技產業影

響重大的管制標準，分別是：「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

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和「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自 1980 年代設立竹科以來，已經營運了 30 年左右。以面板業

為例，廠房與製程都已經演進至 7.5 世代，但其所適用的放流水標準一直與其他

傳統產業沒有任何區別。僅僅在個別計畫進行環評審查時，會在最終的環評結論

提出鬆緊不一的管制條件。而缺乏針對特定產業與高科技所使用的新興污染物，

訂立全國一致性的規範。故曾被國外環保人士批評，台灣是「以 19 世紀的管制

標準，管制 21 世紀的高科技產業139」。 

於 2007 年中科三期審查如火如荼時，就已有立法委員認為環保署應訂定高

                                                
138立法院，2012/12/12，<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30 次全體

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2 期，頁 1-68。 

139朱淑娟（2009）。用 19 世紀法令管 21 世紀的高科技汙染 法令趕不上、企業沒道德 人

民活該？，2014 年 5 月 9 日，取自：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09/10/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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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的廢水管制標準140。但環保署一直以「正在參考國外標準研議」或「已

要求具污染潛勢之業者做好自我污染削減管理」來回應，而不願意訂定相關標準

141。直到 2009 年立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簡稱衛環委員會）審查環保

署 2010 年度總預算時，才出現轉圜契機。立法委員與環保團體合作以凍結環保

署的水質保護項目 1/4 預算的方式，要求其訂定光電業與高科技廢水的管制標準。

待環保署向委員會提出報告後，預算才可以解凍動支142。 

在預算壓力下，環保署在 2010 年 10 月向立法院送出了「放流水標準檢討修

正草案－增列光電業類別及管制項目」的書面報告，表示已進行草案公告而希望

立法院能解凍預算。衛環委員會雖允許其動支143，但也繼續提案凍結 2011 年的

水質保護相關預算的 1/10。藉此持續施壓，要求其儘速訂定與公告光電業與半導

體業的放流水標準144。為了解凍預算，環保署持續邀集高科技業者與學者專家進

行會議，最後承諾 2011 年底會公告半導體業的放流水標準145。果然在 2011 年

                                                
140立法院，2007/10/11，<立法院第 6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3 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69 期，頁 293-326。 

141立法院，2008/9/25，<立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3 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97 卷，第 52 期，下冊，頁 3-126。 

142立法院，2009/11/9，<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7 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67 期，頁 231-374。 

143立法院，2010/11/8，<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99 卷，第 70 期，頁 351-502。 

144立法院，2010/11/22，<立法院第 7 屆第 6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5 次全體

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99 卷，第 78 期，頁 269-382。 

145立法院，2011/4/7，<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3 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30 期，頁 139-2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12 月，環保署終於公告訂定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放流水標準。 

但晶圓與半導體製造，只涵蓋高科技產業的一部分。包括光電業以及科學園

區，都不在此次標準的管制範圍內。為了促使環保署儘快訂定光電業及科學園區

的相關規定，立法委員與倡議團體援用舊例，以凍結 2012 年度水質保護預算的

方式施壓。原本凍結額度為 1/5，但在環保署長與水保處長的討價還價與當場保

證絕對如期公告下減少為 1/20146。花費了 5 年的時間，終於在幾經波折之下，

環保署於 2012 年 10 月發布訂定光電產業及科學園區放流水標準。 

由上述例子可知，與其他國家機關體制內途徑相較，立法途徑是對制衡行政

機關最直接、效用最大的方式。由於立法院會期長，較可即時回應議題進展。且

在制度設計上可以主動提案、立法、調閱資料、要求行政機關報告與質詢，而不

像司法不告不理較為被動。預算權更是行政機關運作的命脈，可以對其造成極大

壓力。但若要運用立法途徑，必須佈建人力，建立國會網絡。藉著生產議題素材，

讓立委有發揮的舞台。如此，才可能持之以恆地維持與立委間的合作與信賴關係。

此外，如何保持與各政黨之間合作與平衡，更是一門藝術。這皆需要倡議團體長

時間的投入與努力，才有可能達成。 

國際串連與供應鏈途徑 

2010 年 5 月許多國際科技大廠的共同供應商富士康，連續發生工人墜樓意

外147；2012 年 1 月美國紐約時報報導，許多蘋果的中國供應商勞動條件不良，

                                                
146立法院，2011/10/26，<立法院第 7 屆第 8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

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72 期，頁 221-404。 

147余曉惠、林茂仁，2010/5/26，<富士康事件 蘋果惠普很關心 大客戶受 11 跳驚動 將積

極調查供應商勞動環境 確保高標準社會責任>，經濟日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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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血汗工廠148；2012 年 8 月，三星的中國供應商海格國利被發現非法雇用

童工，且童工的薪資僅為其他員工的 70％149；2011 年 10 月，蘋果供應商可成

科技在中國蘇州轉投資工廠，因排放廢氣被周遭居民抗議而停工150。由於許多類

似勞動與環境事件接連爆發，促使消費者開始對品牌旗艦廠商施壓，希望其負責

改善底下供應鏈情況。因此，許多品牌廠商開始公布供應商名單，制定供應商行

為準則，要求底下供應商必須遵守。準則內容包括保護勞工勞動條件、健康安全、

社區知情權、資訊公開以及環境保護等。品牌商並會實際派員稽核供應商的生產

過程，並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151。國際倡議團體也常常利用第三方檢核或排名

評比的方式，倡議高科技企業改善勞動條件與環境標準。如綠色和平（Greenpeace）

每年皆會公布消費性電子產品品牌的綠色評比。藉此直接從消費者心中形象著手，

訴求廠商改善問題152。 

除了前述國家機關體制內的途徑以外，台灣的倡議團體也開始運用高科技產

業全球生產網絡。藉由國際串連從旗艦品牌廠商著手，透過網絡內的權力關係來

改善高科技產業所製造的環境與社會問題。以霄裡溪案例為例，環保團體一直有

                                                
148國際新聞組，2012/1/27，<中國血汗工廠 紐時揭內幕 蘋果產品沾滿血淚！中國工人每

周工作 7 天，有的長時間站立，兩腿腫脹，幾乎無法行走…>，聯合晚報，A7 版。 

149劉利貞，2012/8/9，<三星 要查大陸夥伴童工案 下游零件廠海格國利遭控「非法僱用童

工」 工資僅其他員工的 70％>，經濟日報，A15 版。 

150曾如瑩，2011/10/31，<中國騰籠換鳥 台商躲內陸也沒用 環保大刀開鍘，可成被開第

一槍>，商業周刊，頁 44。 

151  如 蘋 果 於 2007 開 始 發 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 並 製 作 供 應 商 責 任 網 站 。
https://www.apple.com/tw/supplier-responsibility/ 

152綠色和平（2012）。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電子市場誰領風騷，2014 年 5 月 9 日，取自：

http://www.greenpeace.org/hk/news/stories/toxics/2012/11/guide-to-greener-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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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國際團體串連，希望向採購友達與華映產品的上游品牌商施壓。在改排案尚

未確定的 2008 年，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由國際友好團體網絡得知友達的採購品

牌商宏碁（acer），將在台灣舉辦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因此，許多居民與團體

前往論壇地點召開記者會表達意見，要求宏碁不能只想藉著舉辦國際論壇漂綠，

應確實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協助供應商友達解決污染問題153。2011 年，台灣環

境行動網協會與地球公民協會合併成立地球公民基金會，接續推展責任高科技運

動。2012 年，蘋果公布全球供應商清單。當確認友達為蘋果供應鏈的成員後，地

球公民基金會也召開記者會向廠商與環保署施壓，批評製造蘋果產品的廢水流入

人民的嘴裡154。並於網路上發動「寫信給蘋果」活動。藉著民眾寫信到蘋果網站

的回饋網頁，要求蘋果正視供應商污染環境、影響居民健康的事實155。在社會壓

力下，友達於 2013 年研發完成製程廢水全回收零排放技術，預計於 2015 年底完

成156。 

另一個運用全球生產網絡權力關係的個案，是日月光污染後勁溪案例。在日

月光 K7 廠被高雄市政府處罰停工後，就面臨上游晶片廠移轉訂單的壓力。地球

公民基金會也發動國際串連，共有來自 18 國 50 個國際勞工與環境組織共同連

                                                
153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2008/12/16，<台灣環保團體高分貝再嗆宏碁 要做 CSR，就來真

的>，新聞稿。 

154劉開元，2012/1/27，<環團批：製造「蘋果」的廢水 流入人民的嘴 環署：友達廢水排

放許可 不得展延>，聯合晚報，A13 版。 

155地球公民基金會（2012）。寫信給蘋果、華碩 告訴蘋果電腦（Apple）和華碩電腦（ASUS），

友達、華映是不合格的供應商，2014 年 5 月 9 日，取自：http://www.cet-taiwan.org/node/1620。 

156 友 達 光 電 （ 2013 ）。 關 於 霄 裡 溪 ， 2014 年 5 月 9 日 ， 取 自 ：

http://www.auo.com.tw/?sn=38&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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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譴責日月光的汙染行為。要求包括台積電、索尼、蘋果等國際上游採購商，

在日月光改善環境污染前應終止給日月光訂單157。此國際行動已獲得國際大廠

如蘋果、英特爾與美信（Maxim）等回應，要求日月光負起對於周遭環境、社區

與勞工的責任。其中美信明確承諾在日月光改善污水處理，並經過第三方機構認

證前，不會下訂單。蘋果與英特爾也希望持續掌握最新進展，並可能增加第三方

稽核與國內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機制，同時也會要求日月光未來更透明公開158。 

整體來說，為了國家理性與經濟發展，政府常會以各種方式將高科技產業放

在自己的保護傘之下。除了尋求監察、司法、立法等其他國家機關制衡以外，公

民社會也開始嘗試越過政府，直接從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下手，尋求國際發

聲。借用品牌廠商必須包裝與維護在消費者心中形象的特點，從供應鏈的權力關

係來影響企業。由上述中國大陸的富士康、可成到台灣的友達、日月光案例，都

可以看到此途徑已逐漸發展成熟，可能成為未來倡議團體主要的影響管道之一。 

  

                                                
157劉開元、徐如宜，2014/2/12，<國際連署 籲暫緩日月光訂單>，聯合晚報，A8 版。 

158劉開元，2014/4/17，<環團：日月光汙染 國際廠響應轉單>，聯合晚報，A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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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被動回應式的國家統管技術 

前一節是以公民社會的角度，討論當國家機關發展高科技產業導致負面的環

境社會影響產生時，地方居民與倡議團體是以何種途徑參與政策及制衡政府，又

是以何種方式影響企業。本節則回到國家機關的角度，以中科四期為例，去思考

政府的科學園區政策如何因應迅速變遷的經濟環境，而突破進退失據的窘境。其

次，再就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的制定過程，討論國家機關如何藉統管技術的修正

與新管制方法的創生，來回應公民社會對高科技產業政策的質疑與抗爭。 

 

一、  進退失據的科學園區開發困境 

2007 年，在中科三期的環評爭議稍告段落後。台灣光電面板產業為了繼續

衝刺與韓國同業間的資本競賽，友達開始向中科管理局表達，希望代為協尋十代

廠與十一代廠的建廠用地的意向。因此，中科管理局立即開始尋覓與規劃中科四

期的基地159。選址消息傳出後，懷抱著產業發展的中部各縣市政府都躍躍欲試，

提出候選基地以供挑選。都希望藉由中科四期進駐，複製竹科的發展模式，發展

地方。當時包括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與嘉義縣都積極派員向國科會與廠商遊

說、爭取160。由於十代廠的設廠必須要非常大的土地面積，面板廠房、協力廠商

                                                
159宋健生、蕭君暉，2007/12/12，<國科會配合十代廠投資 中科四期加速選址>，經濟日報，

A3 版。 

160蕭君暉、魏錫鈴、王瑞堂、宋健生，2008/7/28，<爭取友達蓋廠 五縣市大角力 中科四

期擴建加快基地遴選，卓伯源、李朝卿、蘇治芬、陳明文等三不五時帶隊向李焜耀簡報，有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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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公共設施，總共需要超過 800 公頃的土地，面積超過中科一、二、三期的總

合161。在考量各個候選地點後，最後國科會為友達量身訂做，選擇離中科台中基

地最近、土地面積最大、最容易取得的彰化二林做為中科四期基地162。但由於中

部地區水資源缺乏，在中科三期規劃時就已經全部耗盡。因此水利署規劃在大肚

溪興建攔河堰，以供應未來中科四期、彰濱工業區與國光石化的用水需求。163。

消息一出，地方大舉慶祝。議員表示最近很多人向他洽購二林土地，希望未來彰

化能夠「土角變金角164」。 

但隨著 2009 年金融海嘯爆發面板產能過剩，陷入虧損危機。中科四期的開

發進度，也跟著一波三折。先是因彰化、雲林兩縣對廢水排放地點而僵持不下，

使環評進度遲緩165。後來，更爆發二林當地居民不滿科學園區土地低價徵收的爭

議166。最後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出面協調，決定廢水接管外海放流167以及

                                                
至拜會超過兩次…>，經濟日報，A2 版。 

161宋健生、蕭君暉，2008/6/6，<友達十代以上廠 可能落腳彰化 下周選址 台中南投雲林

積極爭取 台糖二林農場出線機會高>，經濟日報，A12 版。 

162李承宇，2008/8/21，<中科四期 落腳彰化二林 將成光電產業重鎮 預計後年七月量產 

遴選結果提前曝光 國科會否認洩漏>，聯合報，A12 版。 

163蕭君暉，2008/8/20，<今天揭曉 中科四期 彰化二林勝出 友達將砸 4,000 億建四座面板

廠 在台總投資破兆 大肚溪攔河堰同步啟動>，經濟日報，A1 版。 

164唐復年，2008/8/22，<中科結親家慶會 縣長教起數學 >，聯合報，C1 版。 

165王瑞堂，2009/9/12，<廢水排放添變數 中科二林園區環評 遇水患>，經濟日報，A6 版。 

166何烱榮，2010/7/23，<大埔效應來了！中科相思寮居民吶喊：我家不賣>，聯合晚報，A3

版。 

167林修全、邱珮瑜、段鴻裕，2009/10/21，<吳揆接見蘇治芬 中科四期廢水 擬改排外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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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土地徵收範圍168，才化解危機。但友達原先的十代廠設廠計畫，卻在此時發

生重大變化。由於全球不景氣，面板業虧損嚴重，使得對產能擴大與投資趨向保

守。隨著智慧型行動工具普遍化，產業需求轉向小尺寸面板，大尺寸面板需求降

低。再加上國光石化撤銷，使得大肚攔河堰計畫因此停擺，中科四期的水源也跟

著沒有著落。種種限制，逼迫國科會必須重新研究中科四期開發案的去向169。希

望轉型成低耗能、低耗水的精密工業園區。並已於 2013 年 2 月通過環評170。 

但此時中科四期轉型的消息卻在彰化地方引起巨大風暴。一方面，因中科四

期的引水工程而失去灌溉用水的溪州鄉農民強烈抗爭。要求國科會在轉型的規劃

期間，應先讓工程停工171。另一方面，原先支持中科四期、覬覦開發工程利益的

地方民代、工程承包商，至縣府陳情要求繼續開發。並透過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

林益世阻止國科會，不希望園區的工程暫停、開發停止。兩方角力，讓國科會陷

入兩難的局面。直到林益世因弊案下台，國科會所規劃引水工程暫停的折衷方案

才順利從行政院通過172。時任國科會主委的朱敬一，曾在媒體專訪時談到中科四

                                                
場官員轉述，吳敦義表示，將中科四期的廢水引到國光石化運用，若國光石化不用，則規畫排至

外海三公里以外。>，聯合晚報，A4 版。 

168宋健生，2010/8/1，<為暫停開發解套…吳揆：相思寮擬不劃入中科>，經濟日報，A6 版。 

169宋健生，2012/3/22，<國科會：將調整發展方向 中科二林園區 不輕易廢止>，經濟日報，

A21 版。 

170劉力仁，2013/2/5，<中科四期環評 有條件通過>，自由時報，2014 年 5 月 10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52534。 

171陳文星，2012/3/22，<中科搶水？ 溪州鄉長批：二林園區幾乎沒廠商 今開公聽會，溪

州鄉長：22 億取水工程，浪費公帑；國科會重申：轉型朝低用水、低耗能產業調整，不會影響農

民用水。>，聯合晚報，A10 版。 

172何榮幸、劉光瑩，2012/11/28，<壓力鍋下的國科會主委>，天下雜誌，第 511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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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轉型歷程： 

民間團體主張中科四期開發歸零，事實上，我當初也想過，是不是停工三個

月，好好計劃轉型。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中科四期是行政院核定的計劃，不能

我說停就停。國科會得先送轉型計劃書並且通過，才能發布停工命令；再者，公

務預算要執行，若拖延，公務員會被懲處173。 

轉型為精機園區，卻不代表一帆風順。過去各縣市看到竹科的成功案例，都

向中央爭取設立科學園區。但自金融海嘯後，科技業不景氣。於是地方政府又改

弦易張，想要效法台中精機園區的成功經驗。國科會也因此想把中科四期轉型為

精機園區。但彰化縣政府在基地旁也設立了二林精機工業區，可能產生排擠效應。

除了彰化以外，高雄、嘉義也都已劃設工業區，希望引進精密機械174。因此，轉

型為精機園區是不是真能改變中科四期的命運，還有待時間觀察。 

整體來說，中科四期的開發歷程，也就是國家機關「競爭力與效率優先」開

發模式的負面個案。只要企業放出消息，尋找投資設廠機會。為了經濟發展與高

科技產業全球競爭，不論是水、電或是土地皆可以奉上。但政府僅憑企業所簽訂

的投資意向書，就決定在科學園區作業基金負債累累的情況下175，投下鉅資開

發。一昧的講求效率，量身訂做以滿足企業需求。卻忽視環境的先天條件是否有

                                                
82。 

173何榮幸、劉光瑩，2012/11/28，<中科四期 還有未來嗎？>，天下雜誌，第 511 期，頁

76-79。 

174何榮幸，2012/11/28，<正視「新圈地運動」>，天下雜誌，第 511 期，頁 24。 

175據國科會統計，科學園區作業基金的負債，已超過一千兩百億。若中科四期持續興建且

招商不順，負債將會超過一千三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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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乘載，以及環境污染、土地徵收對當地居民的影響。但當企業以全球景氣不

如預期撤回投資計畫時，其卻完全不用負擔任何責任。弔詭的是，此時國家機關

卻要思考如何讓園區轉型，也不能向承諾進駐的廠商求償。更因預算制度與執行

率的限制，而無法停止開發與工程，只能由國庫買單讓損失繼續擴大。 

 

二、  國家機關被動回應創生新管制方法 

在霄裡溪、中科三期、中科四期和日月光等開發與污染爭議案例中，清澈透

明的廢水與看不見的污染物，一直是高科技產業所帶給地方居民揮之不去的夢魘

176。雖然在倡議團體與立法委員的共同努力下，在 2011 年與 2012 年要求環保

署制定了「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

水標準」和「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來規範與改善高科技

產業的廢水汙染。但因製程變遷快速，製造過程中所大量使用的新興化學物質與

配方，牽涉到業者的商業機密與專利。使行政機關對高科技業所使用化學物質一

直缺乏理解與掌握，讓管制難以跟上產業變遷的腳步（杜文苓，2006b，2008；

周桂田，2007）。往往僅能在污染或爭議發生後，才前往了解問題情況並進行補

救。而環評結論，則會受到開發單位資訊提供、環評委員出席討論情況以及開發

時程壓力的影響，而常出現個案規範鬆緊不一的現象。而對地方居民與倡議團體

來說，相較於行政機關，面臨更不易跨越的環境資訊鴻溝與落差。而常常只能從

報章媒體的報導與行政機關的片面說法與文件，試圖拼湊出問題的樣貌。甚至還

要自力救濟，藉著自行調查研究來生產環境資訊（王毓正，2010；杜文苓、李翰

                                                
176朱增宏，2009/11/4，<霄裡溪的水 環保署的嘴>，自由時報，自由廣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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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011）。因此，如何從根本、就源頭來制定台灣的化學物質管理的制度、建

置行政機關的管制能量並讓資訊透明公開，就成為重要的問題。 

現今在國際上對於新興化學品的管理，大都仿照歐盟的新化學品政策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REACH 制度有

四項主要精神。1.全面性的化學物質管理：只要年使用超過 1 噸以上的三萬種化

學物質，都涵蓋在管制與審查的範圍之內；2.尋求安全的物質來替代：定期公布

禁止使用的有害物質清單，希望產業界尋求替代品；3.轉移物質危害/安全性的舉

證責任：化學物質登錄時，必須主動提供安全性的相關資料；4.促進化學物質的

透明化：業者有義務提出化學物質安全性資訊，以供社會大眾與利害關係人查閱

（杜文苓，2008：157-161）。根據統計，全台灣使用的化學物質種類高達 64000

多種。其中許多是可能致癌或具有生殖毒性的有毒物質，但我國的主管機關環保

署卻只掌握 298 種，而且僅有 5 名人力負責這項業務177。 

2009 年中科四期環評審查時，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皆非常關注面板業所用

的化學物品和廢水排放對當地農業及沿海養殖漁業的影響。因此倡議化學品源頭

管理，並在環評結論中附上了相關條件： 

(十二)化學品管制部分，開發單位應確保進駐廠商生產、輸入或使用每年大

於 1 公噸之物質，其原料供應商應取得歐洲化學總署（ECHA）之廠商及物質註

冊號碼，並應依歐盟 REACH 制度相關規定，進行化學品管理，進駐廠商不遵守

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罰178。 

                                                
177苦勞網（2012）。防堵毒化物流竄全台，1/3 立委跨黨派催生「化學安全管理署」，2014

年 5 月 11 日，取自：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8654 

17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2 

 

以執行此環評結論為基礎，環保團體與環保署皆開始研究現今化學品管理制

度該如何修改與因應。於 2011 年 4 月，環保署推出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簡稱

毒管法）的修正草案，並舉辦公聽會廣徵社會意見。在公聽會中，不論是產業界

（如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拜耳公司、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與台積電）均

肯定環保署以歐盟的 REACH 為藍本，建立國內化學品整體管理機制的用意。但

希望能藉此次修法機會，建立單一窗口去橫向整合與其他相關機關（如勞委會、

經濟部與衛生署）之間的化學管理與申報制度。並建構相關的機構與人力來執行；

環保團體則認為除了上述問題之外，必須以預防原則為修法主軸。不只是保護商

業秘密，還要強化資訊公開的機制。藉由化學物質資料庫的建構，讓利害關係人

與社會大眾能了解化學物質的影響與危害179。 

在公聽會結束後，在倡議團體與立法委員辦公室180共同發起民間修法共識

會議，藉由定期開會討論研究來擬定民間的修法版本。2011 年 8 月，環保署就毒

管法修法召開第二次公聽會。在會前，倡議團體舉行記者會，要求環保署應把舉

證責任反轉、資訊公開列入修正條文之中。同時，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提昇現今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簡稱毒管處）的行政能量，以因應修法後所增加的業務

                                                
明 書 審 查 結 論 ， 2014 年 5 月 11 日 ， 取 自 ：

http://eiareport.epa.gov.tw/EIAWEB/Main3.aspx?func=10&hcode=0980161A&address=&radius=。 

179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4/18，「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第七條、第三十五條之

一修正草案」公聽會議紀錄。 

180 成員包括地球公民基金會、看守台灣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環境法律人協會、立法委員田秋堇辦公室等。於 2013 年，綠色和

平也加入成為協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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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181。在會議當中，與會的產業界代表還是重申希望整合相關部會的化學品管

理制度以訂定實施期程與配套措施。並希望新法施行後，能同步輔導和協助廠商

學習登錄與申報作業。倡議團體則認為草案中只提到要訂定「新化學物質之工商

機密保密原則」，卻沒有提到如何確保民眾知的權利，希望把資訊公開與民主參

與機制也同時放入母法之中182。 

在第二次公聽會召開之後，倡議團體持續開會討論與研擬民間版的毒管法修

正草案。並決定除了毒管法修法之外，也要一併處理行政組織的編制與管理能力

的問題。趁行政院組織再造的機會，要求未來的環境資源部之下應該要設立「化

學安全管理署」。第一波先以邀請朝野立委連署支持的方式，來表達修法訴求。

2011 年 12 月，倡議團體公布了第一次朝野連署的結果，共有 21 位立委表達支

持。同時，環保署版的毒管法修正草案，也正送行政院審議中。 

2012 年 4 月，在立委選舉結束後的第一個會期，倡議團體發動第二次立委

連署。5 月再次召開「64,000 種化學物質就在你身邊，怎能沒有專責管理單位？

1/3 跨黨派立委(總計 40 位)連署支持成立『化學安全管理署』」記者會。公開呼籲

除了建立化學品登錄制度以外，還要同步建構組織能力。現今毒管處負責化學品

管理的 5 名人力，不足以應付未來新增的業務。目前這些訴求已經獲得朝野跨黨

派的 40 位立委連署支持，分別有民進黨與國民黨委員提出兩個版本的「環境資

源部化學安全管理署草案」，希望立法院其他委員支持儘速審議183。但由於環境

                                                
181民間團體聯合聲明稿，2011/8/16，「跛腳的毒物管理修法  畫虎不成反類犬」記者會。 

18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8/16，「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次公聽

研商會議紀錄。 

183民間團體聯合聲明稿，2012/5/15，64,000 種化學物質就在你身邊，怎能沒有專責管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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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部組織法審查延宕的緣故，直至目前化學安全署組織法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在毒管法方面，2012 年 8 月環保署版毒管法通過行政院會。送進立法院後，

於 11 月完成一讀程序。民間版在充分討論之後，也於 2013 年 3 月提案並通過一

讀。在委員會審查的過程中，剛開始倡議團體與環保署各執己見、互不信任。倡

議團體則認為環保署急於趕時程、衝業績，想要草率立法通過。但條文的內容卻

是漏洞百出，既沒有訂定化學物質的申報門檻，針對新增的化學物質登錄作業也

沒有資訊公開的設計184。環保署則完全不能接受倡議團體對於申報門檻和資訊

公開的訴求185。但為了使修法能順利進行，立法委員林淑芬邀集雙方召開 5 次

協商，積極居中協調倡議團體與環保署的意見。 

於 2013 年 5 月，毒管法修正案通過委員會審查，僅有爭議條文送朝野協商。

在 5 月的朝野協商中，爭取到將民間期待的：第三條（奈米物質不入母法，但在

立法說明規定需納入子法）、第七條之一（新化學物質需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

造或輸入。）以及第四十一條（登錄資訊需向大眾公開之原則）三條文列為朝野

協商結論。最後，在大統假油事件的陰影下，2013 年 11 月 22 日，毒管法修正案

終於順利通過二、三讀，完成立法程序。新修正的毒管法與之前相較有四項重大

差異：首先，新化學物質必須經過審查才允許製造或輸入；其次，政府必須上網

公開可能影響民眾健康的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資訊；第三，化學物質登錄的資訊

                                                
位？超過 1/3 跨黨派立委連署支持成立『化學安全管理署』記者會。 

184民間團體聯合聲明稿，2013/3/20，民眾生活飽受有毒物質威脅 我們要化學物質全面管

理和資訊公開記者會。 

18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回應 2013/03/20 地球公民基金會籲立法院暫停審議毒管法

修 正 案 會 後 新 聞 稿 ， 2014 年 5 月 11 日 ， 取 自 ：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203231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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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全面公開；第四，新增了新興的奈米物質登錄相關規定186。 

綜觀毒管法的修法過程，可以發現原先台灣對於新興化學物質的管理幾乎是

真空狀態。所以當霄裡溪、中科等高科技污染案件發生時，環保署皆無法掌握廠

商實際使用的化學物品以及可能的危害。因此，在社會壓力逐漸累積與民間的倡

議之下，才開始考慮學習歐盟的 REACH 制度修正毒管法，建立毒物登錄的相關

制度。但在修正的過程中，由於工商界的壓力與管制的便利，環保署還是希望盡

量擴大自己的裁量權、避免公開資訊。因此，導致與倡議團體之間的衝突。但在

立委的折衝與長時間的協商下，最終還是接受了部分民間版的訴求，建構了化學

物質管理的新管制方法。但若與歐盟的制度互相比較，環保署妥協後的毒管法版

本只做到登錄，還是缺少逐步替代與淘汰有毒化學物質的方式，對廠商遺漏或錯

誤登載的罰則也極為寬鬆。整體來說，只完成了化學物質管理的第一步而已，距

離歐盟標準還很遙遠。 

  

                                                
186地球公民基金會（2013）。新毒管法三讀通過 民間團體促成 7.9 萬化學物質資訊全都露，

2014 年 5 月 11 日，取自：http://www.cet-taiwan.org/node/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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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將以整體角度就研究架構中的國家理性、統管理性以

及統管技術這三個層次進行綜合分析。首先，討論台灣的國家理性如何隨時代變

遷，而成為的新自由主義樣貌。但至今日又面對什麼衝擊與挑戰；其次，分析台

灣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產生與特性。為何造成統管危機而需要進行第二次的

統管化？；第三節，則藉由統管技術背後的政治性，來分析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

之下的管制方式問題。並討論從現今反身性統管化的進行過程中，形塑未來新管

制技術發展與創生的可能性；第二節則就研究架構內的國家機關和公民社會兩區

塊，討論其中的各方成員的組成、標準行動樣態與運作模式，同時並討論其在高

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策略與影響。 

 

第一節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與國家理性 

一、  以反身性現代化重新建構國家理性 

國家理性，也就是國家機關運用統管理性所期待達成的最終目標。傳統的國

家理性著重於統一天下，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但近代以來的國家理性則逐漸改變

為以發展國家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實力為目的。從清代到今日，若以台灣為主體

來看，歷代統治者的國家理性歷經過清代的消極防衛治理、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國民政府初期的威權統治、直到今日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變遷過程。國家理性的變

化，與台灣政治經濟情況的改變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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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中華國民政府從日人手中取得統治權，成

為台灣的統治者。四年後的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國府由中國大陸遷移到台

灣。在政治上，其以中國的國際合法代表自居並以反攻大陸做為號召。自 1949

年開始直到 1987 年，藉由戒嚴令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在台灣實

行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此時台灣的國家理性以「維持政權存續」為中心。不論

是組織或是個人，只要是思想、言論或行動被認為對政權有威脅，都可能遭到監

禁或是處決。只有在地方政府層級有些許的民主選舉空間。在經濟上，初期的目

標是穩定經濟秩序、恢復殖民時代生產力。後來在美援的協助下，開始發展進口

替代輕工業與外銷導向的勞力密集產業。 

到 1970 年代末期之後，在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的打擊之下，國府作為中

國合法代表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打擊，過去的威權統治也逐漸受到社會的挑戰。

為了維繫政權，國家機關只能把資本積累做為第一要務，以經濟發展來穩定公民

社會。因此，在台灣推展重大經濟與交通建設，開展重化工業。為了產業升級，

從美國引進積體電路產業與籌設科學園區。藉由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強化台灣在

世界經濟體系裡的角色與地位，由過去的邊陲國家晉升為半邊陲國家。隨著台灣

逐漸被整合進入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之中，經濟與企業部門在國內也越來越受重

視，促成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全球競爭、自由化、資訊化和經濟發展的概念也漸

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國家理性在此時開始慢慢轉換，從過去政治考量的威權

統治，轉換成當時世界流行、以經濟發展為主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理

性，強調以市場經濟模式來看待公共問題，所以國家機關的使命就是要結合市場

機制，創造資本積累的最佳環境。在統管理性上就要用盡各種管制手段來儘量刺

激企業投資以創造經濟成長。 

但在 1980 年代末期，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和國民平均所得迅速累積，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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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許多環境破壞與污染、新興風險、租稅不公、貧富差距等社會衝突矛盾現象。

公民社會不能忍受生活條件劣化，因而在各地引發許多各種形式、各種主題的社

會運動。一方面要求國家機關改變政策、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則訴求政治體制

民主化。當時許多倡議團體認為，問題出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只要換黨執政、

政黨輪替就可以馬上解決問題。在社會壓力與國民黨內部分裂等因素交織下，導

致國民黨於 2000 年的總統大選敗選而失去政權，改由民進黨上台執政。 

但換民進黨執政以後，公民社會卻發現問題並未如果去想像而因執政者的更

替自動解決。為了抑制資本向對岸的中國大陸流出，民進黨政府仍然延續過去新

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以對內投資以及國家競爭力為最重要考量。而把高科技產業

與科學園區，當成其促進在台投資與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助力。因此，將科學園區

當做平衡區域發展與政治酬庸的工具。其在台灣北中南各地徵收土地、興建科學

園區，而引發了更大、更廣的衝突與矛盾。除此之外，對於科技業的環境污染與

風險、獨厚高科技產業的租稅優惠、高科技員工的勞動權益等，亦引起社會廣泛

的關注。在這些新興風險引起統管危機後，公民社會開始進入反身性現代化的階

段。開始反省過去新自由主義過分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其他社會面向所產生的問

題。是否台灣社會應該摒棄經濟至上的價值觀，而應該用更多元的價值（如環境、

勞動、租稅公平…等）來修正、納入或替代既有國家理性價值。新自由主義作為

國家理性，就在此過程中漸漸受到社會多元價值的衝擊與挑戰。而發展型國家統

管理性，也在社會的衝擊與挑戰中漸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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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反身性統管化處理發展型國家的統管危機 

傅柯認為，統管理性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等許多

要素所共同構成的複雜權力模式。其以國家理性為目標，以公民社會為執行

標的。對內則以管制為主要技術工具。自日治時期開始，殖民政府就開始運

用統管理性來統治台灣。藉由各式調查來掌握台灣的情況，建構出統計知識。

後續並利用這些知識來推展社會規訓、經濟管理與民族同化等政策。戰後，

國民政府遷台，接收了日治時期的產業基礎，也延續使用日人所累積的統計

知識。 

在威權體制底下，逐漸形成了「發展型國家」的統管理性。政治上，國

府利用一黨專政的體制，使用權力來控制社會、壓抑社會組織。藉由絕對的

政治權威進行規訓與懲罰，避免任何可能干擾與影響政權存續的勢力或個人

存在。在經濟上，國府也利用其無法被挑戰的主導性，設立經濟建設官僚機

構（如之前的美援會、後來的經建會）來制定經濟發展計畫。藉由經建部門

和經濟計畫，來整合國內各產業間或國營企業與私部門間的不同利益，並規

劃國家資源分配與產業發展的藍圖。藉著政治權力，把私人資本導引到政府

想要發展的產業之上。這也就是 Evans（1995）所稱的「鑲嵌式自主性」。台

灣就在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下，透過各種管制工具（包含匯率補貼、租稅優

惠、土地減免、投資減免等）去扶植特定產業，進行產業轉型。從農業與農

產加工業為主，1950 年代轉型成農業、農產加工業與輕工業（紡織業）為

主。1960 年代以後，農業的角色越來越淡，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產業開始躍

居核心。至 1980 年代以後，產業重心又被重化工業以及高科技產業所取代。 

而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說是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代表作。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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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要求下，由技術專家與經濟學家等財經官員所組成

的委員會開始評估接下來的台灣產業主軸。最後在旅外科技學人的建議下，

選定了半導體產業為未來主要投入的策略工業。所以國家機關就從零開始，

一方面設立工研院電子所並選派年輕工程師前往美國 RCA 學習相關技術；

另一方面徵收劃定新竹科學園區作為產業發展基地，並運用行政資源注入資

金、建立單一窗口服務廠商以及制定投資減免和租稅優惠政策。高科技產業

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形象，就好似 Beck 工業社會第一次現代化下以科學為基

礎、為工業服務的產業典範。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由經濟與科技專家們共

同評估後才決定發展的高科技產業，有著科學、進步而不可挑戰的光環。 

在當時戒嚴封閉的政治氛圍下，公民社會對於國家機關設立科學園區的

決定毫無置喙餘地。一方面，國家機關以科學、進步、低污染來包裝高科技

產業。對當時新竹市久為化工業污染所苦的社區來說，高科技產業就像是一

個美好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的機會以及取

得相關負面影響資訊的管道。居民並不清楚高科技產業會對社區、勞工或環

境產生什麼影響。但在竹科開始生產後，周遭的社區逐漸發現地下水、溪流

與空氣都遭到污染。但在當時簡陋的環境管制技術與制度下，卻苦無任何可

以申訴與救濟的途徑。 

在 1990 年代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茁壯，成為台灣產業結構主軸以後。

竹科模式成為高科技產業成功發展的典範，不僅台灣各地都有意願學習，連

新加坡與中國都合作在大陸模仿設立類似園區。在廣受好評及科學園區原用

地額滿不敷使用的情況下，國家機關開始以竹科為中心，逐步拓展擴張科學

園區的版圖範圍。至 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後，科學園區的擴張達到最高峰。

在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和限縮高科技產業赴中國投資的政策方向下，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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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極力開發科學園區，為有意願在台投資的高科技廠商增闢發展空間、解決

土地撥用、地目變更、水電等基本建設問題。正好此時也碰上台灣新興的光

電面板產業，為了與韓國競爭而快速擴張產能的階段。由於路徑依賴，政府

還是習慣使用過去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來促進策略產業發展。所以政府推動

兩兆雙星計畫，把高科技產業中的半導體與光電面板產業列為當前最優先扶

植的策略工業，運用一切的行政資源和手段來排除投資障礙協助其順利設廠

營運。但在威權時代結束，政治民主化以後，國家機關已經逐漸喪失過去權

威性的主導角色。進入自由主義下的國家、社會治理關係。隨著新興科技風

險漸漸浮現以及金融海嘯後嚴重虧損和無薪假風波，公民社會過去對高科技

產業的美好想像也跟著破滅。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也逐漸失去效力，受到倡

議團體與地方居民的挑戰和抵制。 

傅柯認為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現代的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間，有著「管

制」與「自由」的兩者動態平衡關係。在某些自由（市場自由、買賣自由、

言論自由等）存在下，統管理性才能發揮效用。但在自由產生的同時，也可

能過度放任而適得其反（如市場失靈）。故統管理性必須透過統管技術，來

配置管制手段去限制某些自由（例如反托拉斯、交易資訊透明）才能避免危

機。另一方面，若管制手段過分擴張（如政府失靈），反而會干預過度或限

制過度而侵害自由，造成另一種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下台灣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國家機關正是為了高科技

產業的全球競爭和發展，給予莫大的自由空間。而產生了包括環境污染、土

地徵收、勞工安全與工時過長、租稅優惠過多等眾多統管危機。引發公民社

會藉著行政、立法、司法、監察以及供應鏈等各種國家機關體制內外手段，

企圖制衡政府、影響企業。希望能改變現今高科技產業領域，治理/自由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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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分配比例。但縱使面對其他機關的制衡與監督，政府仍會用盡各種

的權力與手段來保障廠商的利益。例如中科三期被法院宣判環評無效時，政

府就利用行政權力解釋法規，認定「停工不停產」使廠商完全不受司法的干

擾與影響。在霄裡溪案例中，縱使地方政府公然違反改排老街溪環評結論，

環保署也不會為了保障居民的飲用水安全而要求面板廠停工或強制介入要

求改排。 

以環境方面為例，在霄裡溪與中科三、四期案例發生前。台灣環境法規

對於高科技污染的整體相關法制，可稱之為一片空白，與其他傳統產業沒有

差異。僅有在個案環評審查時，依委員討論情況給予的幾項條件限制。在風

險與毒物管理方面，國家機關一方面是跟不上科技產業發展的速度；另一方

面也給予高科技產業極少的管制、非常大的自由空間。因此，才引起後來倡

議團體發起反高科技污染運動，要求政府加強管制並建立毒物申報管理制度；

在租稅方面，國家機關透過科學園區、促產條例等，亦給予科技業包括研發

減免、配股免稅、前五年免稅等諸多租稅優惠。當社會發現科技業獲利豐厚，

租稅負擔比率卻比受薪階級還低的情況下，才引起檢討聲浪。在社會壓力下

才讓促產條例終於落日，並促使最低稅負制通過；而由中科四期的案例中，

也可以看到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困境。當經濟景氣急凍、企業承諾出爾反

爾之時，被地方政府與預算制度綁架的科學園區開發案還是只能硬著頭皮繼

續進行，而沒有後退或撤銷的空間。 

因此，過去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已經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刻，台灣應該進

入反身性統管化的階段。國家機關在制定政策與執行政策，應建立自我檢查

與自我克制的機制，以促使各種社會價值平衡而避免過度重視經濟。首先，

政府除了經濟發展以外，也有保護環境、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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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家機關應摒棄過去以經濟發展優先的國家理性價值，改為政策制定中促

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衡者角色。其次，在科技與產業生態快速

變化的今日，連產業界都無法確定未來的景氣與產品生態變化。蘋果、三星

的快速崛起，導致宏達電與宏碁市佔率的節節敗退，就是最好的例子。國家

機關應該體認到自身的限制，而放棄過去發展型國家規劃產業路徑、挑選策

略工業給予優惠的方式。改為建構與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才能

避免統管危機持續發生。 

 

三、  以預警原則與資訊透明精神創造新統管技術與管制方法 

統管技術代表著國家理性和國家權力，執行統管理性的手段與方法。換句話

說，也就是實際透過規章制度、法令、禁令、指示等方式進行干預，實踐統管理

性以達成國家理性。因此，統管技術下所設定的管制工具與手段，其背後具有技

術物的政治性。管制工具設計的差異，背後原因可能是為了不同的統管理性或達

成不同的價值。例如促產條例的自動化設備抵免、以及科學園區的規劃與設立，

皆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扶植國家機關所指定的策略工業：高科技產業。 

以霄裡溪案例中，環保署要求友達與華映達成廢水全回收及零排放為例。在

所有面板同業中，友達是這項技術的領先開發者。華映也必須向友達支付授權金，

進行技術轉移才能達成環保署的要求。但友達並非在設立面板廠時，就從日本廠

商學習到此技術。而是在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一次又一次的陳情、抗爭，加上改

排桃園老街溪的計畫受阻之下。為了減低損失與減少風險，才於 2010 年開始於

公司內部進行技術開發。2012 年技術穩定後，才向環保署與社會公布。在確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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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可行、廠商有能力負擔成本的情況下，環保署也才敢宣布水質優化方案，並於

2013 年通過環評結論，要求兩廠於 2015 年完成零排放。 

而從「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

水標準」和「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的制定過程，也可以看

到類似的現象。在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以及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下，雖然高科技

產業已經在台灣發展了將近 30 年，但環保署原來並沒有打算針對其所製造的新

興風險，訂定任何整體通盤性的管制規定。即使霄裡溪與中科三、四期訴訟形成

社會重大爭議後，環保署仍以「正在研議當中」及「要求業者做好自我污染減量」

來回應外界的壓力。直到 2009 年倡議團體與立法委員緊密合作，藉由連續幾年

持續提出預算凍結作為手段，要求訂定科技業相關放流水管制標準。在預算壓力

之下，環保署才終於願意妥協，於 2012 年制定公布了上述標準。毒管法的立法

過程也很雷同。 

由上可之，技術不會平白無故的憑空開發出來。必定是因需求存在，才有可

能創生。因此，若要創造能解決統管危機或新興風險的新管制技術，還是必須藉

由變革統管理性與影響國家理性的方式來進行。透過發起社會運動、引起社會討

論，才能營造出對新管制技術的需求與發展環境。 

但縱使在倡議團體與地方居民的壓力下，迫使政府願意制定管制措施，現今

高科技產業仍然面臨管制知識困境。由於科學知識的生產與研究一方面需要經費

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分析研究的素材與資訊。由於高科技產業變遷快速，使

國家機關很難即時取得廠商所使用的化學物質與配方清單。在發展型國家統管理

性下，若污染事實尚未發生，研究者也很難取得研究計畫與經費預先針對產業的

可能風險進行管制研究。故現有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思維，並無法面對

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新興風險。因此，國家機關應該改變治理思維，改以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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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資訊透明的想法來制定管制政策與法令。縱使尚未有科學研究證明因果關

係，只要開發行為或化學物質可能有環境或健康危害的風險，在未確定其安全之

前都應先停止開發或使用。而確定安全的舉證責任，應由開發者或製造者來負擔。 

最好的例子，就是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學習歐盟 REACH 制度，先前經過許多

倡議團體共同努力才終於通過的毒管法修正案。在修正通過的版本之中，要求使

用一定量以上化學物質的廠商，必須負擔物質性質的登錄和申報義務。而且其登

錄申報的資訊除了申請保密核准與國防機密外，必須向社會公開。雖然目前台灣

仍未像歐盟一樣，更進一步地建立禁用化學物質與替代性物質的制度。但建立登

錄與公開制度就已跨出了一大步。但在資訊公開方面，目前雖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的訂定，其規定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但國家機關會主動公開的

資訊仍極為有限。縱使民眾依法申請資訊，機關也常藉故限制公開（杜文苓、李

翰林，2011）。而如前所述，高科技產業由於管制資訊困境，許多重要資訊都掌

握在廠商手中。縱使依法向國家機關申請也無法取得。因此，國家機關應仿效奧

爾胡斯公約的規範，建立環境資訊請求權、參與環境決策程序權以及環境事務司

法請求權制度。唯有政府提供充分環境資訊，倡議團體與居民才能越過資訊與專

業不對稱的障礙來表達意見與參與公共事務。藉由預警原則與環境資訊公開制度

的相互配合，才能確實保障每個人健康生存工作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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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革過程中的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 

本節將從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歷程，就國家機關的角度，分別討論機關內

部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與地方政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定位與策略。並討

論國家機關內部成員彼此之間的合作或制衡關係，以及其各自與公民社會的互動

與連結。 

 

一、  統管理性的實踐核心：行政院與內部各部會 

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187，其底下的各部會掌理國家各項日常行政事

務的運作與推展，以及國家政策方向的規劃、制定與執行。如前所述，在台灣高

科技產業的發展歷程中，政府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1970 年代時高科技產業就

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開始擘畫。他委由行政院秘書長費驊，邀集各部會與

工研院等討論，規劃半導體產業作為下一階段國家重點發展的策略型工業。由於

當時政治尚屬於威權時代，社會仍籠罩在戒嚴的壓抑氛圍當中，反對黨也不存在，

所以行政院擁有絕對的自主性與資源控制能力。立法、司法與監察等在制度設計

上具有制衡能力的機關，在當時黨國一體的強力控制之下都僅算是聊備一格而已，

並不具有實際上的監督與制衡功能。因此，當政府決定要從美國引進先進的半導

體產業時，各種軟硬體與法規配套措施如在工研院設立電子所、立法通過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與管理條例、開發新竹科學園區、建設高速公路銜接交通以及提供租

稅與土地開發優惠等，均能在未受立法院、地方政府與倡議團體阻撓、迅速而有

                                                
187中華民國憲法第 53 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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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情況下快速通過實施。發展型國家的統管理性也在此時逐漸形成。 

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蜜月期一直持續到後續竹科的二、三、四期向周遭縣市擴

張，以及南科設立在台南與高雄時。此階段相較於發展已久的重化工業，其被塑

造為低污染、高利潤的新興產業，而廣受在地居民與地方政府歡迎。但隨著 1987

年解除戒嚴、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以及 1992 年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全面改選等進

展，台灣政治逐漸走向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後，經濟表現與資本積累成為國家機

關維持統治正當性的最重要方式。由於自 1990 年代開始，高科技產業對台灣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其對國內的投資金額、國內生產毛額以及經濟表現均貢獻卓著

（請見表一、表二）。所以不論是 2000 年以前與 2008 以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或

2001-2008 年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均將高科技產業列為國家重點培養與扶植的策

略工業。從民進黨時期的綠色矽島、兩兆雙星，到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

愛台 12 項建設，發展高科技產業與建設北、中、南各地區高科技聚落均在計畫

裡多有著墨。 

但相對來說，由於受到反對黨與其他機關的制衡，政府的自主性、控制資訊

與掌握資源的能力也逐漸縮減。除了過去的體制外抗爭途徑之外，民眾與倡議團

體開始逐漸能取得參與體制內會議的管道以及公共建設和開發計劃的相關資訊。

但是，高科技產業的快速成長，也使其對於勞工、環境、租稅制度、所得分配等

所伴隨產生的副作用逐漸為社會所認識。因此，在台灣各地開始對既有高科技產

業園區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以及為了持續擴張及新設廠區而進行的土地徵收，出

現了反對或抵制的聲浪。為了正當化高科技產業的開發計畫以及回應居民與倡議

團體的疑慮，政府發動了許多因應措施。在前述個案中，都可以看到以下這些政

府的回應手段與策略。 

一方面，其可以藉由設立開發的環境、區域計畫及土地徵收的相關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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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邀集民間學者專家組成審查與評估委員會等方式，來審查開發決策。表面上

以委員會形式來審查貌似客觀公正，其一般皆設計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必須

由學者專家或民間人士組成。但由於政府對於各種審查委員會中委員的提名與組

成擁有決定權，加上通常官方派任委員都佔三分之一以上。以及審查過程中，不

論委員們是否認定資訊完備、討論充足，政府皆可以藉行使議程安排的行政權力，

控制會議進度與終止討論逕行產生審查結論。因此，實際上政府仍對於審查機制

的運作和審查結果擁有強大影響力。上述審查機制設計與運作上的瑕疵以及實際

審查過程中的問題，也種下了後續被行政法院撤銷審查結論的種子。 

另一方面，若已審查通過的開發案因違法而受司法權與監察權制衡，被法院

判決確定後撤銷或監察院糾正時，行政機關也有因應的方式。如中科三期或霄裡

溪的案例，政府會運用自己的行政權力，以有利於廠商的法規解釋減輕判決或糾

正對開發案的影響與衝擊。像是「停工不停產」、「停工效力只及於科學園區管理

局的工程，而不影響廠商施工」等，都是藉法規解釋來降低衝擊與制衡。由於司

法與監察權只能做出判決與糾正而並無以行政執行落實的權力，這也讓行政機關

擁有解釋與執行法規的伸縮裁量空間。 

 

二、  以預算與法案做為影響槓桿：立法院 

根據憲法規定，受人民託付而由人民選舉的立法委員組織之立法院，為國家

最高立法機關188。在職權上，立法院代表人民，擁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

                                                
188中華民國憲法第 62 條：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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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189。其中，規範

行政機關行為的法律制定與修正權以及控制行政機關資源的預算審議權，是立法

院制衡行政院及其所屬部會的兩大主要手段。在傳統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

計上，立法權可藉由立法、預算與調查權制衡行政權。但由於台灣五權憲法的體

制下調查權與決算審計權歸屬於監察院，立法院僅有文件調閱權。這讓立法院的

立法及預算審查無法與實際的決算審計與執行狀況緊密結合，使總體對行政機關

的制衡因力道分散而導致效率不彰。 

相較於行政機關的保持距離、照章行事，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委員較樂意與倡

議團體保持夥伴合作關係。其原因有二：首先立法委員需要保持積極任事、為民

服務的形象，以利於選舉連任；其次，雖然各個立法委員辦公室會以公費聘任國

會助理處理法案相關事務。但公共議題範圍廣泛、包山包海，委員辦公室不見得

有心力逐一投入和研究，也不易在質詢與協商行政機關時直指問題核心。此時若

能跟長期投入公共議題的倡議團體合作就好像是如虎添翼，能快速進入狀況。此

外在資訊取得方面，倡議團體也常與立委合作，利用立委辦公室以問政需要的名

義要求行政機關提供資料。或是以專案報告的形式，就個案（如霄裡溪案）邀主

管機關來院報告並備詢，藉此除可以了解最新進度，亦可以要求其具體承諾或提

出改善方案。 

另外一種常用的形式，則是透過總預算審查時對行政機關施壓。因為政府施

政需要支用預算，故每年下半年的總預算案審議都是各機關非常重視的重頭戲。

在 2008 年以來立院朝大野小的生態下，因執政的國民黨擁有多數立委席次，故

要大幅刪除預算並不容易。但只要指證歷歷、言之成理，改採凍結預算、要求行

                                                
189中華民國憲法第 63 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

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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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完成條件才能解凍的模式，阻力較刪除來得小且容易成功。故如之前所敘

述的「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

準」和「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等，皆是逐年採取此模式才

能促使行政機關負起管制的責任。 

除了個別立委以外，各政黨的黨團也是重要的立院運作單位。由於黨團協商

制度的設計，使黨團立場對法案能否順利快速通過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與

黨團立場相左，在黨紀壓力下個別委員就算心裡支持也無法以行動來表示。所以，

不論是企業、利益團體或倡議團體，都會竭力運作爭取各黨黨團支持己方的提案。 

由於選舉時企業所捐助的政治獻金，是候選人重要的競選經費來源。故以總

體立院生態來說，相較於倡議團體的道德勸說，企業與利益團體遊說對立委擁有

更強的影響力。在促產條例的修正、產創條例的立法等過程中，都可以見到立委

化身為企業的代言人，為其爭取更為優厚的投資獎勵、租稅優惠與配套措施。在

上述高科技廢水管制標準的制定過程中，亦可見到立委代表科學園區廠商舉辦公

聽會。藉此向環保署爭取減少草案裡的管制項目、放鬆管制程度以及設定緩衝期

等。 

立院對於行政機關擁有制度與實質的制衡與影響力，使得其成為多元價值衝

突的場域，亦是各方利益角逐的戰場。因此，相較於企業來說，倡議團體在立院

要找到能長期聯盟合作的黨團和立法委員並不容易。實際運作上除了依賴長期的

議題研究與投入以外，如何與立委和辦公室助理建立與維繫合作關係也是另一個

必須長期耕耘、努力開拓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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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逐漸發揮效果的體制內制衡途徑：監察院與行政法院 

監察院是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負責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審計、收受人民

書狀及分區巡察權190。由於憲政制度上，監察院設計的目的即是調查、彈劾與糾

正各級行政機關與公務人員的施政瑕疵與缺失。所以，一般民眾與倡議團體當遇

上行政機關有違法不當的情事時，常常會利用直接向監院或監委分區巡察向其陳

情。 

總合來說，由於監察院並無行政執行力與強制力，只能藉由糾正與彈劾要求

行政機關改善。因此，對行政機關的作為毫無置喙餘地。但透過監察途徑對於倡

議團體來說仍有兩項功用：首先在於製造壓力，對公務人員來說，若遭受監院彈

劾而送司法院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可能會影響日後的升遷與退撫權益。因此，

監院調查可促使權責機關人員更兢兢業業地做好本務；其次，由於監院具有調查

權，可以向行政機關調閱案件相關資料以及約談相關承辦人。藉此，與立委相較，

監委針對個案可以充分了解情況，完整詳實地釐清案情並調查證據。故監院的糾

正文與調查報告可作為立院專案報告、質詢、修法與司法訴訟的正當性來源。如

霄裡溪案，倡議團體就以監院糾正作為理由，緊接著 10 月就在立院要求環保署

排入專案報告，促成最後的零排放因應方案誕生。因此，監察院在現況下還是具

有不可取代的功能與地位。但由於在憲法修正之後，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後任命，而非初始憲政制度設計上的準民意機關。所以還是有可能出現

在重大爭議或對行政機關有巨大影響的事件上，因內部達不成共識而無法通過彈

                                                
190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監察法第 2 條：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

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監察法：第 3 條監察委員得分區巡迴監察；監察法第 4

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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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案或糾正案的情況發生191。上述現實情況也顯示監察院並無法完全達成原先

憲法所賦予之監督、調查行政機關違法失職情事的功能與目的，而可能有懲大漏

小、只敢打蒼蠅不敢打老虎的情況發生。 

而行政訴訟是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

為目的。而行政法院的設立宗旨，就是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務192。過去威權時代

由於法制不完備、律師人數少，採用行政訴訟就顯得成本高昂且功效不明。但在

社會開放與政治民主化後，司法逐漸取得獨立地位。法律訴訟的途徑也成為倡議

團體爭取權益與制衡行政機關不可或缺的管道之一。整體來說，採用法律訴訟的

途徑有下列幾項重要影響： 

首先，由於過去沒有任何環評被法院撤銷的先例。因此，讓環保署誤認為在

現今法律授權（或放任）之下，其擁有環評的完全主導權。只要讓環評順利有條

件通過審查，就應被視為是專業審查判斷而不會遭受任何挑戰。但在中科三期案

例中，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對於環評依據資訊與過程的審查與判

決。可以在在顯示環評法的規定不僅是對環保署的授權，更是一種對行政行為的

拘束與規範（黃舒芃，2013）。政府不能將環評視為經濟發展的阻礙。政府不能

為了企業競爭效率，草率地於一階環評有條件通過審查，而犧牲二階環評中的正

當程序與公民參與。若太過輕忽審查的過程與品質，可能會惹來更多爭端，反而

產生欲速則不達的後果。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類推到其他國家機關的政策形成與

                                                
191洪哲政，2013/08/13 ，<涉酒駕關說案 彈劾張通榮 監院又未過 2 度彈劾，2 度沒過 沒

第 3 次機制了…> ，聯合晚報，A1 版。 

192行政訴訟法第 1 條：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

功能為宗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 條：行政法院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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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過程之上。 

其次，對於倡議團體與居民來說，司法判決勝訴並不能直接帶來預期的停工

與回復原狀結果，反而開始了一場與行政機關就法律解釋的辯論延長賽（江可捷，

2012）。法院沒有行政執行力，無法就判決結果強制執行。在國家理性下，行政

機關仍會藉由法律解釋與怠於執行，來拖延及迴避對其不利的結果。藉由延長時

間、拉長戰線來補正處分。因此，行政訴訟本身只是手段。最終還是要從法律背

後的權力與結構著手。結合其他途徑來影響與改變國家機關、企業，以及其背後

的國家理性，才能根本、徹底地解決問題。 

 

四、  為財政自主而戮力於土地開發：地方政府 

在台灣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 1981 年興建時，台灣還處於

威權時代。因此，竹科的規劃與設置皆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決策，直接選定了新

竹作為高科技產業的初始發展基地。當時，地方的縣市政府並沒有太多介入與爭

取的空間，其也不了解高科技產業的形態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但 1990 年代竹

科成功的經驗，成為「科學園區」模式最好的宣傳。這也讓其他地方政府躍躍欲

試，想要在自家縣市複製新竹模式，讓「黃土變黃金」（王明盛，2008）。故新設

科學園區的規劃與選址作業，也就成為中央政府「平衡區域發展」的重要政治資

源及政策工具。至 1993 年，行政院於「振興經濟方案」中確定要新設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而開始進行籌備選址作業193。各縣市政府爭奪科學園區的序幕也就此

                                                
193 南 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 2014 ）。 設 立 沿 革 ， 2014 年 7 月 18 日 ， 取 自 ：

http://www.stsipa.gov.tw/web/WEB/Jsp/Page/cindex.jsp?frontTarget=DEFAULT&thisRootID=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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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 

對地方政府來說，自主財政收入不足是各縣市普遍發生的問題。以姚名

鴻（2011）的研究，地方居民的可支配所得與當地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明顯關

連。若地方的低收入戶比例越高、失業率越高，當地政府的財政狀況就越窘

困。以台灣目前的地方政府來說，直轄市財政狀況最佳，其次是省轄市。財

政問題與缺口最嚴峻的是原為台灣省政府所屬的「縣」級政府。從踴躍爭取

南科的是原「台南縣」和「高雄縣」；後來爭取中科四期最積極的都是中部各

「縣」，亦可見一斑。 

表 七 稅課收入佔直轄市與縣（市）預算歲入比例表 

 2011 年預算數  2012 年預算數  2013 年預算數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一、歲入合計 940699068 100 960141336 100 952788142 100 

 1.稅課收入 425067444 45.2 466658766 48.61 482728535 50.67 

 2.工程受益費收入 2 0 2 0 2 0 

 3.罰款及賠償收入 14123657 1.5 14899567 1.55 15393004 1.62 

 4.規費收入 34532286 3.67 33508558 3.49 33662734 3.53 

 5.信託管理收入 31542 0 98788 0.01 98778 0.01 

 6.財產收入 16361927 1.74 32463214 3.38 44033998 4.62 

 7.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36259214 3.85 40790560 4.25 41627727 4.37 

 8.補助及協助收入 393063682 41.78 346081420 36.04 305603996 32.07 

 9.捐獻及贈與收入 6214244 0.66 8441729 0.88 9469454 0.99 

10.自治稅捐收入 289059 0.03 550559 0.06 575670 0.06 

11.其他收入 14756011 1.57 16648173 1.73 19594244 2.06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94 

                                                
19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100-102 年度各直轄市與縣（市）總預算彙編，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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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政府的預算歲入（如表七）來看，稅課金額約佔其總收入的 45-50

％。若進一步來看，地方政府實際徵稅淨額的內容（如表八）。可以發現其最

大的稅課收入來源就屬土地稅（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房屋稅。以 2011

年至 2013 年的資料來看，土地稅與房屋稅均佔其徵稅淨額的 70％以上，約

佔總歲入的 3 成以上。因此對地方政府來說，若能爭取到重大建設來提高當

地地價，土地相關稅收也會隨之增加。所以，必須積極吸引企業投資或開發

管理當地的公有土地，未來才會擁有更多的歲入經費可供支用，對自身的財

政自主亦有很大助益（陳清月，2005）。 

表 八 2011-2013 年土地稅及房屋稅佔地方政府（直轄市及縣市）實際徵稅淨額比例表 

     地方實際徵稅淨額總計 土地稅 房屋稅 土地及房屋稅佔比 

2011 直轄市及縣(市)稽徵機關 280,544,416 141,981,922 59,466,872 72% 

2012 直轄市及縣(市)稽徵機關 285,450,051 143,848,851 61,796,279 72% 

2013 直轄市及縣(市)稽徵機關 320,425,839 174,080,706 63,013,454 74%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統計資料庫195 

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中央政府皆把科學園區的選址與設置，當做

可以酬庸分配的政治籌碼與資源（Hsu，2009）。對地方政府來說，則要極力爭取

中央的青睞。在南科的評選上，台南縣與高雄縣都提出候選場址，極力爭取其來

本縣設址（周素卿，1998）；在中科四期的選址上，也出現類似的狀況。中部各

縣首長都把中科當成金雞母，認為自己所在的縣擁有最適合的場址。為了獲選，

                                                
18 日，取自：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4971&CtUnit=756&BaseDSD=7。 

195 財 政 部 （ 2014 ）。 財 政 統 計 資 料 庫 ， 2014 年 7 月 18 日 ， 取 自 ：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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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等地方首長，甚至多次主動至主要的投資廠商：

友達簡報，希望能翠屏中選196。在選拔的結果公布之後，中央主管機關國科會極

力撇清事前已內定給彰化縣的說法。獲選的彰化縣政府則在地方大擺慶祝會。會

中兼做土地代書的縣議員也表示，最近好多人託他買二林的土地，認為土地開發

利益已是囊中之物197。在動土典禮時，來參加的里長、民眾也彼此相互恭喜，期

待未來自己的土地能快速增值，完成「土角變金角」的夢想198。 

台灣的科學園區也就在這種中央與地方協力、開發至上的氛圍底下，逐漸往

全台各縣市蔓延。高科技產業自 1980 年代開始發展，藉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的密切合作、互謀其利。目前全台 20 個直轄市、縣（市）中已有 11 個境內有設

置科學園區，亦可見其擴張之快、影響之廣。 

 

五、  統管理性變革的發動者：倡議團體 

國家機關運用統管理性於台灣引進高科技產業之初，其被視為先進、科學、

無煙囪且低污染的現代工業。竹科的設計也仿照美國矽谷的綠地洋房，讓當時社

會耳目一新。1990 年代起，高科技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快速擴張。由於租稅優惠

                                                
196蕭君暉、魏錫鈴、王瑞堂、宋健生，2008/7/28，<爭取友達蓋廠 五縣市大角力 中科四

期擴建加快基地遴選，卓伯源、李朝卿、蘇治芬、陳明文等三不五時帶隊向李焜耀簡報，有人甚

至拜會超過兩次…>，經濟日報，A2 版。 

197唐復年，2008/8/22，<中科結親家慶會 縣長教起數學 >，聯合報，C1 版。 

198鄭文正、曾懿晴，2009/12/27，<中科動土 二林土角變金角>，聯合報，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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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員工享有優厚的分紅配股，被稱為「科技新貴」而接受其他行業欣羨的眼光。 

另一方面，自高科技產業開始發展，其背後的負面效應如環境污染、勞工安

全與過勞、土地徵收等，也持續不斷的影響與衝擊周遭居民。但在行政機關鬆散

的管制之下，高科技產業得以受到政府保護，而隱藏在國家政策的「合法」帷幕

後方。不管是 1990 年代竹科周遭空氣與地下水受到園區中的半導體工廠污染事

件，乃至於 2000 年新竹新埔霄裡溪飲用水受面板廠污染案例，起初皆未受社會

注意。當地居民雖多次抗議以及向地方環保機關陳情，都只能得到「一切合法」、

「會加強稽查」的回復而無法解決問題。歷經多年的努力，許多居民都已默默接

受污染與受害的事實。如居住於霄裡溪兩岸許多家戶，由於害怕飲用受面板廢水

污染的井水，為家中無法避免的洗滌與烹煮用水就只能大老遠去載山泉水或大批

購買礦泉水來取代。 

但當倡議團體得知情況而開始介入並與居民合作後，情況逐漸有所改變。整

體來說，倡議團體對於議題的影響可分為資訊與行動兩個層面。就資訊層面來說，

由於城鄉與資訊落差，民眾並不容易掌握政府資訊與議題相關的最新進展。因此，

總是等到開發工程的行政程序幾近完成甚至已經完備後，才輾轉得知其概況。即

使透過管道得到議題資訊，公文書上的文字與法律用語，對於民眾來說亦好比有

字天書一般難懂。此時，倡議團體的角色就好比是議題的追蹤者，可以協助居民

掌握行政程序的進展。例如當環保署將召開環評會或營建署將召開區域計畫委員

會時，預先通知居民北上參與會議並表達意見。此外，倡議團體亦是轉譯者，可

以幫助居民研究公文書以了解實際法律情況，同時解構政府最常運用的專業和專

家包裝並評估未來可能的發展與施力點。以霄裡溪案例來說，青年工作隊就協助

當地的新埔愛鄉協進會整理環評過程中的瑕疵與爭議點，結合地方實際情況來形

成環評會審查上對環評委員的訴求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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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動層面來說，倡議團體可藉由對於國家機關運作的了解，結合居民藉由

各種體制內外的途徑來形塑壓力，尋求改變情況的可能性。如同前述中科三期的

法律途徑，居民、律師與倡議團體共同對環評結論提出撤銷訴訟，在高等行政法

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都獲得勝訴。雖然環保署屢次藉由補正健康風險評估與停工

不停產，來減少訴訟對於廠商的傷害。但訴訟的後續影響，也使環保署近兩年為

避免直接一階通過但敗訴被行政法院撤銷環評結論，開始增加爭議案件進入二階

環評的比例（如表九）。終於漸漸回歸了環評法中「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

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的立法精神。 

表 九 2007-2014 年開發案件進入二階環評統計表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進入二階環評案件數 1 1 6199 1 1 0 5 7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 

而從前面章節中所陳述之毒管法的修法歷程，高科技相關的三個污水管制標

準，以及現今霄裡溪的零排放方案的促成等案例。亦可以見到倡議團體以環境污

染的具體個案為本，透過立院遊說、法律提案、環評參與等方式努力尋求建立根

本性的法律制度以及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在日月光個案中也可以見到倡議團體

                                                
199 2009 年為國光石化環評案的審查年度。在輿論的壓力下，環保署才將國光石化相關的

「大度攔河堰環境影響說明書」、「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以及「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等三個案件皆送

至二階環評審查。因此，本年度的案件數明顯較前後年度增加許多。 

20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2014 年 7 月 19 日，取自：

http://www.epa.gov.tw/ch/SitePath.aspx?busin=336&path=6356&list=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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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跨越國家體制的侷限。其試圖從全球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角度，以國外科技

旗艦品牌作為施壓的來源來影響企業。 

由此可知，倡議團體扮演了公民社會的發動者的角色。居民以及倡議團體的

行動共同體現了反身性現代化對風險的反省。藉由對多元價值的重視，鬆動了新

自由主義對國家理性主宰和支配地位。同時藉由一件件的個案與各種體制內外的

制衡和努力，試圖以反身性統管化取代和改變從威權時代開始主導台灣的發展型

國家統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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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尋找國家角色的新定位 

本研究從傅柯的統管理性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之下台灣高科

技產業發展歷程裡的國家角色問題。就理論意義而言，運用統管理性概念可以具

體顯現出在公共政策的背後其實隱含著價值取向與價值選擇。以及這些價值是如

何進入國家機關，並影響當時各機關的政策規劃和設計的思潮走向。在實際上，

這些思潮又是透過何種方式來實踐、管制與調整修正。另一方面，藉著對於統管

理性的討論，可以進一步分析國家機關的實際做為。清楚具體地呈現出其內部有

著不同目的功能的各方組成機關，彼此之間的協調合作及制衡關係。以及這些組

成機關各自如何與外部公民社會中居民、倡議團體和產業連結與互動。其一方面，

透過政策措施來管制與引導外部行動者，往相同的價值目的前進。但執行的同時，

其亦會受到外部行動者的遊說與影響，而調整改變政策的執行方式。甚至進一步

地向前影響與改變原先政策規劃的思潮，與其背後的價值選擇。 

但由於本研究以「機關團體」做為分析統管理性的單位，著重於這些中層組

織之間的運作面討論。因此無法更精緻地呈現何分析討論，在國家機關或倡議團

體中的特定個人的行動。以及他心中的價值思考、決策與判斷或心路歷程，可能

對於統管理性或特定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因統管理性的分析主軸著重

在國家機關的內部以及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希望整理出國家機關的角

色變遷軌跡。所以，對於企業的經營管理面、企業與國家機關和公民社會的相互

影響層面並未能做更深入地討論與分析。本章以下的內容將接續分為兩部分討論，

首先是整合之前各個章節的內容，總結先前的研究發現；第二部分則是就本研究

進行過程中的情況和問題，提出研究限制以及對於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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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總結 

藉著理論回顧與個案分析，本研究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退出聯

合國與中美斷交等因素的衝擊，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逐漸減弱。為了持續統治

台灣，重視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遂取代單純的維持政權存續而成為國家理性。

在威權統治下國家機關為了達成新自由主義之經濟持續成長目標，針對公民社會

啟用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來規劃設計統管藝術。透過引進技術、排除障礙和提供

優惠等政策手段，在加上對公民社會、環境與勞工權益的忽視和壓制，來引導和

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國家機關運用專家權威將高科技產業包裝成先進、低污染、

高獲利的形象，希望能以此做為接下來帶動國家經濟持續進步的重點策略工業。

由於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成功運用，讓台灣在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有

一席之地，成為東亞後進國家發展的典範之一。高科技產業也成為 1990 年代後

台灣成長最快，投資金額最高的產業類別。 

雖然經過政黨輪替，但後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接續運用著發展型國家統管

理性。其試圖依循過去的統管藝術，來維持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如同先前一般，

藉著國家機關的引導與協助，如徵收土地設立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優惠和維持低

度環境管制來促使高科技產業繼續成長茁壯、向外擴張。但台灣在民主化後，公

民社會已不像威權時代一般受到嚴密的控制與壓抑。因此，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

中所產生的風險以及副作用也逐漸浮現，因而產生統管危機。若以 Beck（2004）

的反身性現代化理論來說，在工業社會形成後科技與工業技術的複雜發展帶來了

不可預期與分配不均的風險。若風險未獲得妥善因應，將會回頭破壞生態環境、

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成果。所以必須運用資訊透明公開和公眾參與的方法，建構

科學技術自我反省檢討與自我克制的機制，才能真正預防與處理新興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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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檢視了以下幾個高科技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爭議案例，如霄裡溪

污染、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污染等。可以發現當國家機關核准高科技產

業設廠營運時，並未就該產業的製程特殊性修正其管制手段並進行管制，也未體

察當地情況，使地方居民蒙受健康風險危害。當地方居民覺察風險而向國家機關

陳情反映時，在缺乏相應科技產業的管制技術情況下，皆只能得到行政機關「一

切合法」的消極回覆。因此使風險持續升高，民眾對國家機關的不滿與不信任也

跟著累積。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新設科學園區的開發上。在台灣面板產業與韓國的惡

性競爭下，企業必須快速擴廠提昇產能，因而政府要求更多的園區土地。政府為

了避免企業投資與技術外移，盡全力滿足其需求。以發展型國家的統管理性為背

景，在未就科技業廢水排放、健康風險與土地徵收等問題充分審慎評估和妥善處

理的情況下，即與地方政府合作開闢了新科學園區。 

這些案例促使倡議團體與居民緊密合作，透過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與國

際供應鏈施壓等方式，希望利用國家機關內部的相互制衡關係，能改變過去政府

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模式，使其朝向重視多元價值與風險管理

的反身性統管化方向改變。具體來說，在行政途徑上，倡議團體積極參與環評透

過擔任環評委員的機會，將環評制度透明化而讓其制度缺陷公諸於世而做為司法

途徑的基礎。其後則針對環評過程中的問題，透過司法訴訟使環評結論屢屢被法

院撤銷。雖然在企業的反彈下，行政機關一方面祭出「停工不停產」減低對高科

技產業的衝擊；另一方面快速補正環評程序，因此讓環保機關後續以更審慎的態

度面對具有爭議的開發案，使進入二階環評的案例大增。 

另一方面，藉由倡議團體與居民的共同陳情，監察院糾正行政院及所屬部會

以及地方政府。以監察院的糾正文和調查報告為本，倡議團體利用立院施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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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要求環保署承諾未來達成污水零排放。並且進一步藉由凍結預算，要求行政機

關修正建立較符合國際管制趨勢的化學品管理制度並且制定高科技產業專屬的

三項廢水排放標準。同時，倡議團體也嘗試著越過國家機關，直接與高科技產業

全球生產網絡中具有龐大影響力的品牌企業聯繫。訴求其必須施壓加強管束底下

供應鏈的廠商，不能放任供應商傷害居民與破壞環境，而得到許多國際品牌高科

技產業的回應與支持。 

就上述個案中，本研究發現由於倡議團體與地方居民的合作及透過各種體制

內外途徑擾動，引起了公民社會對高科技產業新興風險的重視與挑戰。因而促使

國家機關在過程中逐漸改變統管理性的內涵與統管藝術的組合配置。雖然其一時

之間仍無法跳脫過去的發展型國家模式，但期待由於預警原則、資訊透明公開和

公民參與帶來統管藝術與管制技術的創新與變革，使統管理性能漸漸往反身性統

管化的方向前進，因而提昇處理統管危機的能力。此外，藉由面對和處理新興風

險歷程中的多元價值激盪與衝突，公民社會也能逐漸影響國家機關及改變國家理

性。而透過反身性現代化來替代過去只注重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價值。 

除了發展經濟外，政府也有保護環境、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故

政府應成為促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衡者。其次，今日科技與產業生

態快速變化，政府應該體認到自身的限制，放棄過去挑選策略工業給予優惠方式。

而改以建構並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藉此找到國家角色的新定位，才

能避免統管危機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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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嘗試引入傅柯的統管理性以及 Beck 的反身性現代化理論，來理解與

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政策，所會遭遇到的問題與角

色衝突。藉著從眾多個案的討論，來試著描繪出當國家以新自由主義為中心思想、

以經濟發展為最重要方向時，會引起的統管危機。因而，會導致公民社會藉由各

種管道表達對其的支持、反對或抵抗，且無法有效地處理高科技產業新興風險問

題。但本研究有許多研究限制。首先，論述分析使用的是政府檔案、新聞報導、

判決書、會議記錄、公文書等次級資料，並包含研究者實際進行田野收集時得到

的大量倡議團體互動檔案與記錄。若能對各方重要關係人進一步進行訪談，應可

取得更多可供分析的第一手素材。但由於研究者自身相當長期深入地參與高科技

議題，且涉入與議題相關的人際網絡之中。礙於角色與倫理問題，故無法完全抽

離以素不相識、純粹客觀中立的角度對重要關係人進行訪談。所以，在個案細節

上未能更細緻地介紹與分析。對引用資料的詮釋與判斷，也可能受到其原作者觀

點所影響。 

其次，本研究的個案與素材是國家機關的產業政策，所以引用了許多政府公

開的檔案與文件。但一方面，這些資訊皆已經經過其主動篩選後，才主動公開；

另一方面，等到政府主動公開資訊，多半都已經是政策決定以後才發佈。雖從國

家機關與倡議團體的公文書往返內容差異、議題演進過程中的機關態度變化與國

家機關首長公開言論的改變等方式，可以加以釐清。但是，仍無法呈現機關內部

在政策規劃、研擬過程的內部辯論與考量的初始過程。 

第三，由於筆者熟悉領域和參與經驗的限制，因此主要分析與選擇的個案多

半是環境相關面向。但高科技產業的影響範圍廣泛，除了環境以外，土地徵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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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勞動安全、勞動條件、租稅公平、政商關係等也都是與國家機關產業政策

緊密相關，但本研究卻未詳細分析的部份。期待未來的研究者針對這些未竟面向，

可以持續深入討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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